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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曾巩史论渊源与实践之研究 

 

        两宋时期，修史的风气兴盛，无论是私自撰修还是官家撰修，都可谓兴及

一时，以形成百家争鸣之境界。其中，以北宋时期较具代表性的史书而言，就

有李昉等人修撰的《太平御览》、王钦若等人修撰的《册府元龟》、欧阳修等

人修撰的《新唐书》与《新五代史》以及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都是当代

极具影响力的史书，足以可见时人对於史的重视。由是观之，不同的撰史者所

撰修的史书，会因为根据其史论立足点之不同，衍生出相异的观史价值。而曾

巩史论的成形，就是处於这样的时代背景，是为此时众多史论中的一种。关於

曾巩的史论，从其生平事迹，相关的创作文章以及与他人交集的书信中，可发

现到曾氏家学与欧阳修在其史论的成形上，都起着关键性影响。尤其是欧阳修

在曾巩史论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引导的重要作用。而曾巩将其史论集中於寄意

其史馆时期的史书序文之中，其中的行为缘由，同是具有探讨之价值。兹以庆

历七年（1047）曾巩史论初现以前，以及嘉祐六年（1061）至熙宁二年（1069）

的早年史馆生涯作为本文的考察背景，以曾巩的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的文章作为

主轴线索，尝试探讨曾巩史论的渊源，以勾勒出其史论实践之概貌。同时，关

於曾巩最为重要的史论文章《<南齐书>目录序》，本文将以个案研究的方式进

行重点研究，探讨其史论思想，从而结论曾巩史论的起源过程以及实践的手法。 

 

关键词：曾巩 欧阳修 史论  渊源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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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ZENG GONG’S 

HISTORICAL DISCOURSE AND ITS PRACTICE 

 

 The customa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thrives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Both 

privately compiled history and officially compiled history flourished and thus created 

a state of contention of different schools. Among those that are more typical in the 

era of Northern Song Dynasty are the compilation of Taiping Yulan (“Imperial 

Readings of the TaiPing Era”) led by Li Fang, CefuYuanguiled by Wang Qinruo, New 

Tang Historical Books and New Five Dynasties Historical Books led by Ouyang Xiu, as 

well asZizhiTongjianby SimaGuang. All these are historical books that were influential 

during the same period, and thus shows the people were paying great attention to 

the history. Therefore,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foothold, 

historical books that were wrote by different historical writers will derive different 

historical views and values. The formation of Zeng Gong’s historical essays were 

situated under such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become a part of many historical 

essays in that era. Regarding Zeng Gong’s historical essays, it can be noted that the 

teaching heritage of Zeng family and Ouyang Xiu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formation of his historical essays, which can be discovered through his life story, 

relevant writings and letters with others. Ouyang Xiu, however, has a more impactful 

guiding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Zeng Gong’s historical essay in 

particular. The reason why Zeng Gong focused his historical essays on the preamble 

of historical books during his service period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is also worth 

researching. This dissertation is based on the comparison of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tween the 7thyearof QingLi (1047AD), where Zeng Gong first wrote his historical 

essays, together with the 6th year of Jia You (1061AD) to 2nd year of Xi Ning (1069AD), 

which is Zeng Gong’s early service period at national archives. The dissertation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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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Zeng Gong’s life story and relevant writings as main clues to investigate the 

origins of Zeng Gong’s historical essays, in order to outline the overview of the 

application of his historical essays and its’ specific meaning. Meanwhile, through 

case study method, the dissertation will also conduct a focused research on Southern 

Qi Book’s Content Preface, which is Zeng Gong’s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essay, in 

order to analyse his historical thinking, thereby concluding the formation process 

and application method of his historical essays. 

 

Keywords: Zeng Gong     Ouyang Xiu     Historical Essays     Origins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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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论 

对於本论文的设题，是以曾巩在京入馆编校修撰史籍的作品作为研究的主体，而

针对曾巩早年的仕涯，则视为本论文的时期研究范围，即以曾巩在史馆为官的生平事

迹为基准，上略均为本论文所要论述的课题与探讨的个案。先通过《曾巩年谱》中所

载的具体事迹，再以当时的境遇作为考量，分析曾巩在入史馆前后的史论成因与实践

度。曾巩的史论则为本论文的核心论述对象，主要是用以探明三个方面：即曾巩史论

的渊源、曾巩在史馆的史论实践以及个案作品的史论主旨。本论文的撰写难题，是在

於前人对於曾巩的史论研究上已有相当的剖析度，然而却是缺乏针对曾巩史论的渊源

性与实践性有更进一步的研究，而且对於曾巩史论论述，都是以多篇文章的中心思想

相结合而结论之，并无深入的对单篇文章进行史论研究，故笔者以其作为主要的问题

脉络。 

故以上述的研究视角进行切入，意於以较为宏观的角度对於曾巩的史论作出意义

性的定位。然而此前则存在着另一个难题，由於曾巩的史论皆引事而发，分布在数篇

文章，如果要明确的总结曾巩的史论思想，就需要谈论曾巩所有有论及史观的文章，

但是由于考虑到论文撰写的篇幅问题，笔者遴选了更具突显性的文章进行探讨，此次

取舍，或许无法给予全面性的结论，但是可以深入的阐明个别篇章的史论思想与动机。

再者，曾巩乃为二度入史馆之人，晚年的仕途可比早年来得称意，因此通过《宋史》、

《续资质通鉴长编》、《速水记闻》等史籍，加上有史料价值的祭文、碑铭，乃至於

《曾巩年谱》、《宋文纪事》、《曾巩资料汇编》等专书之评价，都为用以剖析曾巩

早晚年的境遇与处世，也正好可将早年的史馆仕涯视为一个横向的平台。故本论文以

曾巩早晚年在史馆的时间作为定位点，用以牵引其在史馆的事迹与论述，借以探讨其

早晚年的史论实践。当然，除了客观环境的探索之外，早年的史论文章更是主题研究

中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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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 

关於本研究的目的，会重点於研究史论。这是因为纵观曾巩的仕途生平中，可发

现曾巩的二十六年仕途生涯，有十一年的时间就是在编校史馆书籍和修撰，引用杨佐

经先生在<试论曾巩的史学观>中的说法，就是“实际他从事史学研究工作时间较长，

对史学修养造诣较深，因而他的史学观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加上近代对於曾

巩的史论研究较少，所以目前尚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再者，基於目前缺乏对於曾巩史

论的渊源性研究，故欲为之给予定论，此谓之定论，是用以证明曾巩史论的演变过程，

透过此研究将能够明确的揭示曾巩史论的渊源性以及其实践其史论的方法。然而本文

章在谈及曾巩的渊源性时，固然也会谈及曾巩的史论之大意，所以后续所探讨的“实

践”，便是对“渊源”的延续。因此，“渊源”与“实践”两者便是本文探讨曾巩史

论的主要切入点。 

一、研究的意义 

目前关於曾巩的研究都有较为广泛的迹象，且在多篇论文中都有对於曾巩在史馆

的生平以及其史论上都有着一定的研究注解，但是在论述曾巩史论的形成上，却未有

太大的研究突破。有鉴於此，本论文尝试以曾巩在史馆的事迹，对於曾巩史论成形的

环境进行细述，以此作为主要的脉络，探讨曾巩入史馆前后的史论承接，其中以欧阳

修的史论与曾巩的史论之异同端倪，结论二者影响与接受的关系。 

基於嘉佑年间，乃北宋修史成果之高潮。前有宋祁欧阳修合著的《新唐书》成书，

再有新设编校史馆书籍的官位，而曾巩在嘉佑五年入史馆至熙宁二年的八年岁月，其

中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的雏形萌芽，后续有仁宗、英宗实录的编校。曾巩仕途

於史馆，探其身份之特殊，故有名正言顺之调，即可身在其职而尽其职，固有自生史

论之势，自然也为之必然，所以文所论及实乃曾巩的史论成形与阐发，环境对其的影

响是不可被忽略的。而用他人之史论与曾巩史论进行比较，则为目前较为鲜少的手法，

且其早年与晚年的史论阐释也尚未有置于同一平台而视之的做法。因此，本研究的意

义在於以结合曾巩的史馆事迹进行连带性的探讨，试以更为全面的、深入的探索曾巩

史论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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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本研究的当代意义。由於此研究是针对某个人的史论研究，而史论多意指个

人对历史的写法，又或者是评点前人的史书作品，而历史是一直被创造且延续着的，

严格来说，就是社会若拥有史学意识的存在，史论当有其存在的意义。当代之所以能

够称为当代，就是因为拥有由历史构成的古代，否定了古代的存在意义，也就否定了

当代的存在意义，因为“当代”在未来也就会成为后来的“古代”了。史论即是一种

记录历史的方法，或许是更新前人的所作的历史，又或许是笔存目前的历史，目的就

是要贴近时代的真实。透过史论，能够直接的触碰作者本身，也间接地意会了历史的

实感。当然，拥有史论的人并非会撰写史书，但是却可以理解到撰史的主流观念，在

当时是向往着什么方向发展，又以什么形式而存在着的，而同期之中，又有什么史论

开始萌芽，此等思维，或许不能在当代有着显著的地位，但是日后必是当代的意义代

表。再者，本研究是针对某人的史论研究，且后续的研究方法也是为了配合史论的研

究，如果将探讨史论的渊源性与实践性质的方法引用至於研究当代的史学家，必定也

能创造史论研究的新视野。 

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有：（一）阐明曾巩的史学精神。（二）探索曾巩史论的成型

脉络。（三）通过个案研究，更为深入的理解曾巩史论的切入点与主旨。然而，本研

究的意义并不仅局限于窥探曾巩史论的形成变化以及局部的处世方针，其更根本的研

究意义，在於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来解释古代士人的心态及文学作品等问题。 

 

第二节 曾巩的研究综述 

本论文以各类的史书类别的文献资料作为年代范围的主要参考资料，促使各类文

献可以为之而相互通应。对于运用曾巩作品的主要文献资料就有有高海夫主编的《唐

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南丰文钞》（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等，都是为用於题

解以及用以参考历代文人如何评价曾巩文章的书籍。接着，相关的曾巩史馆生平著作，

则有李震的《曾巩年谱》（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7）、王琦珍著的《曾巩评传》

（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0）、吕慧鹃等编著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

（宋金卷）（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洪本建著的《宋文六大家活动编年》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小岛毅著的《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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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包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转型》等，都是研究曾巩在史馆生平以及当代社会

背景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包弼德的《斯文：唐宋的思想转型》一书，虽无直接在本

论文中直接使用，然而其书中的第五章“宋代思想文化的开端”与第六章节的“11

世纪中期的思想潮流”（包弼德，2001：页 1）中对于儒家之道在北宋初期的形成环

境，尤其是书中提及当代士人对于追求“古道”1的价值观，都对本论文的撰写发挥

着启示性作用。上述个别传记著作的应用，乃是希望通过个源流的著作中的事迹叙述，

以多方面的角度剖析其事迹以及实为加强论据之用意。 

接着，有历代评述曾巩及其作品的书目，如李震编的《曾巩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2009）、曾栆庄和彭君华等所编著的《宋文纪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1995）、江西省文学艺术研究所编辑的《曾巩研究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

版社，1986）、《中华大典》工作委员会、《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编纂的《中华大

典·文学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张毅著的《宋

代文学思想史》（北京：中华书局，2004）、祝尚书所编修的《宋集序跋汇编》（北

京：中华书局，2010）等，皆可用於细察历年来对曾巩评点的纵向脉络与变化。 

其他相关的史学著作，有何焯的《义门读书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此

乃是有裨益於铺陈和加强本研究的论点以及论述。后续，通过适当地运用工具书来查

找与搜索资料，如《中华大典·历史点·宋辽金元分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刘琳校点的《宋会要辑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更为本论文的撰

写提供了不少方便。上述所列的专书皆可为本论文作出论据的补充与延伸之说明，方

才使本论文能够顺利的完成。 

关於近代对於曾巩研究的期刊和学位论文，都对於本论文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性。

首先，孟丽霞在其所撰的<曾巩散文在两宋的接受研究>（兰州大学，2010 年硕士论

文）之中，有一章节的<20 世纪以来曾巩研究综述>就对近年来的曾巩研究成果就作

出了阶段性的论述，明确的指出目前学术界对曾巩研究的不足之处，然而后续章节所

言主要是以曾巩学术思想传承与接受作为主，对于史论的定位与形态变化上却鲜少谈

及。 

                                                           
1其中可见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转型》页 186、187 中对于欧阳修与尹洙等人的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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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追溯到 20 世纪时期，关於曾巩史论的仍然少有人论及，在 1986 年出版的

《曾巩研究论文集》中才有收录杨佐经的<试论曾巩的史学观>，文中主要认为曾巩的

史学观与道德观是同一的。接着，又有喻进芳的<论曾巩的史学思想>（理论月刊，

2008 年第八期），此文对於曾巩史学作出了三个分类，以史学目的、撰史之人以及

史家之文作为基准来剖析曾巩的史学思想。两者多以主观观念作为论述的铺陈，缺少

了客观环境的衬托，尚且明说有理，然而同时也存在着，相信的选择性。目前为止，

关於曾巩史论方面专注研究的硕博士论文与期刊论文，并没有很多，所以对于曾巩史

论方面的问题，尚有研究的空间。 

 

第三节 研究的方法 

对於人物的阶段性研究，首先就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概况，以及人物所处

位置与事件的性质，一方面需要先确立人物的主观观念，另一方面则不能忽视客观因

素对其的铺陈。故此，对于人物生平阶段性的研究，当以人物评传、史书传记、史书

等著作为之所探讨的根本，用以解读人物在事迹上的角色、方针、评述和用意，借此

寻找出一套自主与客观互补的脉络来悉数其本质和特色。虽说本论文是以人物的阶段

性生平为其范围的基准，即按李震《曾巩年谱》中所录“为三十九岁登宋仁宗嘉祐二

年进士第以前（1019 年-1057 年）；进士及第后至宋神宗熙宁元年（1057-1068 年）；

自宋神宗熙宁二年至神宗元丰三年（1069 年-1080 年）；自宋神宗元丰三年至元丰六

年（1080-1083 年）”（李震，1997：页 1），但是以下的研究课题才是本论文的切

入点，先有序文中的史论评价定位，此探讨需要设立相同条件的平台进行比较，希望

能够对于史论的评价有一个折中且而深入的定位；人物早晚年的生平皆有相同之处，

然而笔者对此抱着问题意识，促使透过此意识，勾勒出早晚年的相异之处，以重新探

讨对其的认识度。综上所述，笔者后续将以比较研究的方式论述曾巩史论的评价与实

践确立，即是阐述史论的评价定位以及曾巩早晚年的方针实践脉络。 

本研究主要是以纵向研究、横向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方式进行。“纵向研究”是通

过李震著的《曾巩年谱》中的记载为主轴，以曾巩尚未入馆阁之前的史论延至任职编

校史馆书籍事迹，以及环境的变化来探讨曾巩的史论形成与实践；“横向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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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瞭望早年与晚年在史馆的境遇作为基准，用以对比两个时间段的因果差距，借探

曾巩的史论实践；“因果分析法”则是用以探讨曾巩家学师友因素对於曾巩本身史论

形成的影响；“个案研究”是指在辨析曾巩在史馆的史籍与国史序文，以探出其史论

的主旨与动机。 

其中“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的两个方式则是以“文献互证”与“文献互补”

的方法来完成。由於在探讨曾巩的生平事迹以及当代（北宋时期）古人对於曾巩的评

述上，需要以“互证”与“互补”的方法才能完整的实行“纵向”与“横向”方式的

研究。“个案研究”与上两者之间又是另一层面的方式，由於是对於篇章的个别研究，

所以在探讨当中，本文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来阐述论点以及对资料的选用性，因此能够

简而全面的针对“个案”进行研究，以能探测其主体的意义，对本文而言，在论之

“实践”之际，如缺谈及史论的大意，岂不空谈。故於最后的部分将总结曾巩最具代

表性的史论文章——《<南齐书>目录序》。其中本文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乃为参考於包

弼德的《斯文：唐宋思想转型》是用於探讨本文研究的方法之脉络的主要书籍。尤其

是其中关于“宋代思想文化”（包弼德，2012：页 155）部分的研究方法，扩展了本

论文对於宋代文化的全面性的认识。 

一、文献互证 

文献互证指的是通过不同文献对相同人物或相同事迹的记叙相互发明印证。同一

个人、同一件事在不同的文献同时被提起，就传达着一个讯息：一个人、一件事在某

段时期有着一定程度的真实性、代表性以及重要性。透过文献互证的方法，将很大程

度地帮助笔者确立一些基本可靠的事迹，并以此建构出全文论述的骨干。北宋的曾巩

事迹距离至今已有近千年的距离，况且曾巩在两宋时期的推崇性是无法与同时期的名

士所可以比拟的，如欧阳修、苏轼、二程等，所以在事迹的记载上难免会缺乏一定的

可信度，这一特质让还原曾巩的面貌上多了一定的难度。文献互证法的运用正是希望

尽可能将可信度提高，这样就可锤炼出一些基本可靠的信息来确保全文的观点在展开

的时候，能有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但是，本文亦意识到有条件进行这样的考证资料

是非常有限的，故是以仅准备通过这些资料建构文章的骨干，而要充分地开展文章来

论证本文的观点，仍需要其他方法的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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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文献互补 

由於叙述立场、取材标准、文体特殊等因素，曾巩事迹与评价见於正史者、见於

野史者及见於诗文者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并各自呈现出曾巩的不同侧面。但是，只是

通过单一类型（文学类、史学类、思想类）的资料，难免会存在瞎子摸象、管中窥豹

的问题。由於文献作者本身的立场和价值取向，其对曾巩的褒贬亦肯定会有偏差，甚

至会夹杂很多作者本身的主观想象，单一的使用将会使研究者难以还原曾巩的原貌。

因此，与其将论述锁定在一定的文类下探讨，不如以一个横跨文史哲文献的方式探讨，

尽可能让文献之间的内容进行互相补充，以便勾勒出曾巩在史馆事迹的脉络。 

在对各种文献的叙事模式、取材标准和文体特色有一定程度的认知和把握的前提

下，本文将尝试在“现实”与“联想”之间进行辨析，一方面通过判断为“现实”的

部分来探索“曾巩”的历史面貌，另一方面则透过判断为“联想”的部分来探讨“曾

巩”的形象建构。而在这“现实”与“联想”基本编析的基础成果上，就可以将资料

较为合理地用以补充通过互证所架起的论文骨干。 

本来在研究事迹及其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接触数量庞大的研究资料会是一个难以逾

越的难题，这是文献互补法操作起来必须顾虑到的。因此，本文将着重以两宋时期的

的相关文献，适逢两宋距离曾巩时期较为接近，论述方向相对的也较为接近当代的

“现实”。 

 

三、因果分析法 

就是用以分析曾巩史论形成的因果关系，用以认识曾巩史论的产生原因和引起结

果的辩证思维方法。由於则方法存有结果与原因的逆向关系，一方面包括“用原因来

证明结果”，同时也包括“用结果来推论原因”。因此，在研究曾巩家学，师友关系

之际，此方法能够透彻的梳理曾巩史论形成的脉络以及双方的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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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案研究 

从曾巩的史论作品来看，其具有史论观点的篇章都各自拥有其特色。由於曾巩史

论多对於不同的朝代的史籍进行论述时，都以不同观念切入，例如《<南齐书>目录序》

是探讨撰史者的条件、《<梁书>目录序》探讨佛等，所以曾巩对於不同的对象，固然

都有着自己想要论述的观点。本文因而会折中地以个案分析的方法，来加深本文论述

的深度。 

透过个案研究，本文在勾勒出来的史论脉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在这个脉络中突显

出曾巩史论的重要论述，以及更细致和深入地分析出曾巩的史论特色。 

 

第四节 本文研究的确立 

在本研究中，将以“家学”与“师友”对曾巩的影响事迹，作为主要线索

以探讨其史论之渊源。此“家学”所指，当是曾氏家学的主要学术倾向，据曾

巩在《先大夫集后序》里有谈及其祖父曾致尧的文风乃“方五代之际，儒学既

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於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

失兴坏之理，其为文宏深隽美，而长於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曾巩，

2004：页 194）；再者，据王安石所作的《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中所记载的

曾巩之父——曾易占为人乃“夫谏者贵言人之难言，而传者则有所不得言，读

其略，不失其详，后世其有不明者乎？公之事亲，心意幾微，辄逆得之。好学

不怠，而不以求闻於世”（李震，2009：页 29）；以及曾巩在《亡兄墓志铭》

中谈及其兄曾晔，述之乃“故自上古以来，至今圣贤百氏，骚人材士之作，训

教警戒，辩议识述，下至浮夸诡异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乱兴亡、得失是

非之际，莫不能议焉”（曾巩，2004：页 624），可见曾巩的家学底蕴以儒学

为重，且其明兴亡得失之理，更是体现在曾巩史论当中。接着，关乎其史论的

“师友渊源”，本文将以曾巩与欧阳修的相关交集文章，叙述曾巩向欧阳修学

道之事迹与其心理嬗变，而此乃探讨其史论渊源的主要的切入点。再之，也以

王安石作为其“师友渊源”的研究对象，因二者多有相互撰写墓志铭的往来，

且又是深交，故首选之。且，根据“师友”在其修圣人之道上的作用而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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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曾为此说道：“师友之重也，圣人然尔，不及圣人者，不师而传，不友而居，

无悔也希矣。”（曾巩，2004：页 721）从而可知，曾巩自知“师友”在其修

圣人之道的路上所发挥之效用，是不可或缺的。故探讨曾巩史论之渊源，不可

轻视於“家学”与“师友”对其之影响。 

其次，关於曾巩的史论实践，本文将以曾巩的史论作品作为研究的主体。

曾巩早期在史馆八年既，嘉祐五年（1060 年）至熙宁二年（1068 年），编校整

理了史书古籍后，都为之写序。然序中所言，皆为曾巩之见解，既然是为编校

古籍，皆不缺其史论的性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数《<南齐书>目录序》，内而

有谈“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

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2004：页 187）。此

言实乃为曾巩史论之锥形。茅坤对此曾有评为“论史家得失处如掌”，且再看

张伯行所评“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看

史不蹉一字，而朱子亦草率不得，诚重之也。后世辞掩其实，虽以司马迁伟拔

出人才，犹难言之，况其下者。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

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高海夫，1998：页 3801）。其

后还有《<唐令>目录序》论及唐太宗的功绩、《<战国策>目录序》的反面教材

的作用等，都是曾巩早期在史馆的史论代表作。由於上述所列举的文章都是曾

巩主要的史论文章，欲探其史论之大意，当选拥有其大意之文。再之，将透过

探讨上述的文章，探索曾巩实践史论之手法，其史论实践之考量与目的性等。

兹此，以庆历七年曾巩史论初现以前，以及嘉祐六年至熙宁二年的早年史馆生

涯作为考察背景，以曾巩的生平事迹以及相关的文章作为主轴线索，尝试探讨

曾巩史论的渊源，以勾勒出其史论实践之概貌，以及其具体的史论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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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家学”与“师友”——史论渊源之铺陈 

在探讨曾巩的史论渊源之际，本文选择从“家学”和“师友”的角度作为

切入手法。由於这两方面的手法是用於研究“渊源”时所不能忽视的元素，或

许就个体元素单元而言，两者对於曾巩史论的影响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

也存有着一定的探讨价值。在这之前，探索“渊源”的过程之中，就“重”而

言，将会是本文的最终目标，然而在“何者为重”的定义上，本文会事先对两

者的元素进行剖析，再确立两者在曾巩的史论渊源上价值，并给予一个结论。 

 

第一节 曾氏家学的传承与对曾巩史论之影响 

宋朝的建立，紧扣着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

等著名权力交接事迹。但新兴皇朝的建立，难免会让时下思维质疑当代皇朝的

延续性。毕竟，赵宋皇朝建立以前的五代十国，朝代的更迭频繁，各自为政与

战乱的现象已深入民心，况且已经持续半世纪之久。因此，拨乱反正、确立自

身皇权的正统性以及延续性，是赵宋皇朝主要着手的问题。而其中最能发挥上

述效果的思维学说，也就归到了对於“儒”的引用。然而，赵宋初期是以大唐

帝国为模范，对於儒释道三家学说都保持着关心的态度。虽然，其中的太祖信

仰佛教，真宗喜欢道家，但是都不会排斥其於两个学说思维（小岛毅，2014：

页 163）。不过到了仁宗时期，由於欧阳修主张的古文运动，才逐渐打破这一

平衡，开始倾向於儒学。 

儒学在赵宋时期的意义已经大不同於前朝，而是倾向於追求经世致用的功

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北宋建国至灭亡南渡时期，都长时间出於外患煎

熬之中。因此当代士大夫都觉悟到学问绝不可以求於汉唐时期的训诂考据，而

必须专心一意的能经世致用（何寄澎，2011：页 4）。所以，宋代儒学所探求

的经世致用的影响，几乎已经笼罩当代全社会与全文化。 

起於欧阳修主张的古文运动之前，曾巩家族本身就对儒学相当的推崇。其

中关於曾巩的“家学”，《宋史·曾巩传》曾载道：“曾氏之家学，盖有两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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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风焉”（脱脱，2004：页 10396），便是指曾氏家学存有两汉时期的儒术风

骨。接着，在曾易占的《南丰县兴学记》，借南丰县之士刘德纯之口道出曾氏

一族在南丰县的存在背景，即：“往者，吾县初无隶儒者，隶儒者由曾氏”

（李震，2009：页 5），说明了曾氏家族作为为南丰儒学的最初倡导者。再，

曾巩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曾巩自言道：“巩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

儒，故不业他”（曾巩，2004：页 232），其“故不业他”的想法，更是确定

了曾巩的纯儒思维。故知儒学为曾巩家学的主要主旨。  

若寻曾巩所接受的“家学”性质内容，目前并没有详细的历史文献，以阐

明其主旨。而，目前只能透过墓志铭和集序文中的记载来进行定义。但，曾肇

在《亡兄行状》就有提到曾氏家族对於儒术的学习、传承与变迁，其言道： 

今家南丰者，自高祖讳延铎始也。初，蒧及参父子俱事孔子。蒧乐

道忘仕，孔子与之。参以孝德为世称首。而参孙西，耻自比於管仲。其世

德渊源所从来远矣。（曾巩，2004：页 791） 

因而可知曾氏家学的渊源可追溯於孔子时期，乃至於传承至宋代，都依然有迹

可循。这正因为曾巩世代祖辈对於儒术的热爱，而使之得以传承於其家学之中。

从此也可知儒术经学於曾巩家学中的地位，且已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然而在欧

阳修的《与曾巩论氏族书》中更有谈及道曾巩的氏族渊源，然而这并不属於此

研究的范围考量。原因有二，其一是以曾巩的祖父曾致尧为始的“家学”，其

承接至孙辈的曾巩身上，都有脉络传承的可寻之处；其二，曾氏族书原本就是

曾巩请托欧阳修所作，既然家族历史的文献皆出自於曾巩的收集，在探讨“家

学”对曾巩本身的影响，却是最为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所以若要谈论曾巩史论

与家学影响的关系，以曾致尧为始的“家学”更为可取。 

首先，曾致尧的作品及藏书2对於曾氏家学而言，已是浑然天成的书阁，所

以自然的拥有成为后人能於自己的家塾进行效仿与学习的机缘。而，欲探曾致

                                                           
2
公所为书，号《仟凫羽翼》者三十卷，《西陲要纪》者十卷，《清边前要》五十卷，《广中台

志》八十卷，《为臣要纪》三卷，《四声韵》五卷，总一百七十八卷，皆刊行於世。今类次诗、

赋、书、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为十卷，藏於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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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对於本家的“家学”之影响，且看曾巩为其祖父所作的文集序文，据《先大

夫集后序》所言： 

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业於闾巷，文多浅近。是时公虽少，

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深隽美，而长於讽谕，今类次乐

府已下是也。（曾巩，2004：页 194） 

文中提及曾巩的祖父生於五代，此时的时风为“儒学既摈焉，后生小子，治术

业於闾巷，文多浅近”，但是曾致尧依然能秉承着自己的信念。曾巩认为，祖

父曾致尧初时在学文为文上，都展现出一种出淤泥而不染的表现，其不随波逐

流的成就更是发挥了“是时公虽少，所学已皆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其为文闳

深隽美，而长於讽谕，今类次乐府已下是也”之举，正好相应着“曾氏之家学，

盖有两汉之风焉” （脱脱，2004：页 10396）之评价。 

接着，学者吴怀祺认为北宋於庆历以前的学术与史学思想基本都是沿袭前

人的认识，新论较少。而此时的学术与史学思想则是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即赵

匡胤建立北宋初期，其势力的外围依然处於盘雄割据的局面。为了能够平定各

个割据势力，选择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手法，便是其此时北宋最为重要的的政

治理念3。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尊王攘夷”，特别是“尊王”的观念（吴怀

祺，1992：页 3）。因此，由於赵宋皇朝初期对於的儒学部分内容之推崇，而

曾氏家学自身所专注的学儒，恰是其家学刚好遇上，同时也迎合时代的要求。

故曾致尧早年能不随波逐流的学习经学之道，除了其自身的对於经学的追求，

时代风骨的变迁影响也不能无视。 

按上述序文所言，曾致尧同时也是一位贯彻其所学以施於政之人，其“所

学已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更能洞悉北宋初期的时弊，认为当时的时境为： 

自唐之衰，民穷久矣，海内既集，天子方修法度，而用事者尚多烦

碎，治财利之臣又益急。（曾巩，2004：页 195） 

                                                           
3参考於吴怀祺在《宋代史学思想史》中的看法，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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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面对这样的时弊，曾致尧接而提出“以谓宜遵简易，罢筦榷，以与民休息，

塞天下望”（曾巩，2004：页 195）的整治方案，足以见之是以民为本，提升

行政规划以及打击贪污官吏们中饱私囊的管道。曾致尧此举可是有据可循的，

在《先大夫集后序》中，便评价道其人可是会“勇言当世之得失” （曾巩，

2004：页 194），且对当时的中央政权谏及道“疾当事者不忠，故凡言天下之

要，必本天下忧怜百姓、劳心万事之意，而推大臣从官执事之人，观望怀奸，

不称天子属忍之心” （曾巩，2004：页 194-195），认为这是导致北宋建国整

治久矣，仍然未能国泰升平的原因。回首曾致尧所提及的整治方案，无不以此

出发点作出相应。 

据此，曾致尧虽拥有“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维，然而见解如不能付之

於实践，对於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民众而言一切都是徒劳的。曾致尧有自身执

着的原则，其为“至其难言，则人有所不敢言者。虽屡不合而出，其所言益切，

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也” （曾巩，2004：页 195），这可体现在曾致尧身为地

方官期间总是“激切论大臣，当时皆不悦” （曾巩，2004：页 195），以至於

招致当权官吏的排挤，而使之不得被任用为在朝官吏。哪怕是被宋真宗赏识，

曾多次把曾致尧量移靠近京城的知府人事调动，此刻也正因为曾致尧对於原则

的执着，不以利害祸福来衡量自己信念的“是时又上书，语斥大臣尤切” （曾

巩，2004：页 195），才会导致“卒以龃龉终” （曾巩，2004：页 195）。曾

致尧为官正直且不失谏官的性质举止
4
，虽得罪於朝廷权臣而“屡不合而出” 

（曾巩，2004：页 195）。 

不过曾致尧政绩还是能够在其所任职的地方官职上表现出来，其中就有在

欧阳修的《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中载道的曾致尧弹劾魏

庠事迹。魏庠当时身届苏州知府，由於是为先帝太祖时期的官吏，且又是太宗

                                                           
4
由於曾巩祖父的政治手段过于尖锐而不够圆滑，虽然后续曾坚持自我的上谏宋真宗谓道“天命

不可专任，宜黜奸臣，修人事”，需要适用人才，才能够彻底的协助北宋步向国泰民安、歌舞

升平的时代，其笔调果不失曾巩所言的“文闳深隽美，而长於讽谕”，但是文章风格再突出，

也悍不倒来自朝重权臣的阻力，使曾致尧不能发挥其抱负，哪怕是为曾巩所感叹的君臣关系 

“公之尽忠，天子之受尽言，何必古人？此非传之所谓主圣臣直者乎？”的表现，也只是更突

出官官相护与雄辩的现实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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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臣，以此“旧恩”多行不法之举，身份的特殊因素导致了“吏莫敢近”

（欧阳修，2001：页 328）的情况，然而曾致尧“公劾其状以闻” （欧阳修，

2001：页 328）的奉公称职做法，反而让太宗为之惊叹道：“是敢治魏庠，可

畏也！”（欧阳修，2001：页 328），其所不畏强权表现倍让太宗欣赏，而

“卒为公罢庠” （欧阳修，2001：页 328）。 

续细察於曾致尧移知寿州的事迹，北宋初期的寿州由於地理位置邻近於京

师开封，所以“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 （欧阳修，2001：页 328）。

但是经由曾致尧接手寿州知府岁馀之后，却“诸豪敛手，莫敢犯公法” （欧阳

修，2001：页 328），众人都好奇曾致尧是以何种手段整治寿州豪强们的，后

续得知是其秉持着不畏强权的信念，贯彻了自身职责而为之，即： 

敢以法加诸豪，乃疆吏之所能尔。使诸豪不敢干其法，此为法之本

意而人之难也。（欧阳修，2001：页 330） 

足以见之除了得学富“治乱得失兴坏之理”之馀，也需有“不以利害祸福动其

意也”的原则来执行政职，此两者共存於一身，方才能有此作为。因此，寿州

人对於曾致尧的整治政绩可是倍感赞扬的，在曾致尧即将迁官主客员外郎、判

三司盐铁勾院时，更被寿州人“遮留数日”，以致於让曾致尧需要做出“以一

骑從二卒逃去，过他州” （欧阳修，2001：页 328）的狼狈举止，且还发生

“寿人犹有追之者” （欧阳修，2001：页 328）的情况，可见寿州人对曾致尧

多尤有惠爱。 

按上所言，曾致尧贯彻其少时所学的“治乱得失兴坏之理”於行政，已尽

显其於整治之上，且其“不以利害祸福动其意”的上谏性格更是难得可贵。然

而，相反的，曾致尧於宋史本传中的载录，却鲜少着墨表扬曾致尧的整治事迹。

於本传中仅仅是载录了曾致尧的官职变动，而并无详细的叙述整治的事发过程。

且，是着重载录曾致尧的性格之缺点： 

致尧性刚率，好言事，前后屡上章奏，辞多激讦……选致尧为判官，

仍迁户部员外郎。既受命，因抗疏自陈，愿不受章绂之赐，词旨狂躁。诏

御史府鞫其罪，黜为黄州副使，夺金紫。（脱脱，2004：页 13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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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里可以看出，曾致尧於《宋史》本传中的形象并不讨好。其“辞多激讦”

以及“词旨狂躁”的行为险些令其自断官途。而且，全文并无引用《先大夫集

后序》与《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中相关曾致尧“德治”

的事迹记载。因此，倘若单纯的从宋史的角度切入认知曾致尧，对於曾致尧的

定位即除了确定其谏官的贡献，其余都将是扬其弊大於善的。 

若将宋史中曾致尧本传与《先大夫集后序》、《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

夫曾公神道碑铭》两者的内容进行比较。两者对於曾致尧的形象着重点都相差

甚远，其相同的记载却只是曾致尧屡屡上谏的举动，以及遭遇迁升与贬谪的事

迹。由此可见，曾巩著作《先大夫集后序》的出发点，明显是透过宣扬其祖父

曾致尧的“德政”事迹5，以同时达到宣扬其本身所认为的欲能善其事，就需通

晓“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崇儒思维。须知，曾巩於《宋史》本传中的评价，

被称为：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於司马迁、

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脱脱，2004：页 10392） 

再有曾肇的《亡兄行状》提及： 

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务之急，斟

酌损益，必本於六经。（曾巩，2004：页 791） 

由此可得知曾巩文章出入於经史，已将经视为教化之根本，而为文章其中一个

主要目的就是传达“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相对的，史书即作为参考治乱之迹

作用的存在，当也在某个程度上，通过前朝的治乱、得失与兴坏的事迹作为总

结，以便警示和宣扬治平天下的思想。从而可得，曾巩家学所传达“治乱得失

兴坏之理”正传达了儒家政治形态的最终目标——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同时也

响应了时代对於儒学经世致用的目的。 

 

                                                           
5曾巩於《先大夫集后序》有提及，认为其祖父的功德“或不得在史氏记，籍令记之，当时好公

者少，史其果可信欤？”由此可见，曾巩为其祖父作序的其中一个出发点，便是想通过序文发

挥出人物传记的功效，以令后人得以知晓其祖父的“德行”，促而引人反思史书载录的真实性

与公正性。见《曾巩集》，页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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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曾易占对其家学之接受与体现 

曾易占於《宋史》中并无被立传，只有在其父曾致尧的《宋史》本传中，

简短的提到“子易從、易占皆登进士第”（脱脱，2004：页 13051）的事迹。

然，在王安石的《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里的记载则是相对的仔细，而文中提

到“始公以文章有名，及试于事，又愈以有名”（王安石，1999：页 664），

也就是表明了曾易占初始的文章虽然略有名气，但是其后的整治更胜过其文章，

且更具代表性。 

一、曾易占行“治乱得失兴坏之理”於治 

目前曾易占年少时期的事迹记载较少，在《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里有载

道：“公少以荫补太庙斋郎，为抚州宜黄、临川二县尉。举三司法，中进士第” 

（王安石，1999：页 664）。虽是以“荫补”的方式开始了政治生涯，但是曾

易占还是以其出众的整治能力衬托了他的官职。此论述可见於“临川之治，能

不威而使恶人之豪帅其党数百人皆不复为恶” （王安石，1999：页 664），即

曾易占以“能不威”6的姿态使为恶党人们不再为恶。 

再者时任职於泰州的如皋县令，正值遇上饥荒，曾易占断然决定上书州府

采用漕运拨粮救急，才能令如皋饥民“所活数万人” （王安石，1999：页

664）。事过饥荒年馀之际，时至州府“欲收租赋如常” （王安石，1999：页

664），曾易占理解到县民才刚渡过饥荒，洞悉得短期内采纳如常收税的潜在危

害，当时以泰州各县为例，唯如皋的“公独不肯听” （王安石，1999：页

664），根据李清臣的《曾博士易占神道碑》说法，曾易占以“力请宽逋租”

（曾棗莊，2006c：页 74）的做法请求延迟缴纳赋税，事后据《太常博士曾公

墓志铭》所言，果不出其然的在“岁尽而泰之县民有复亡者，独如皋为完” 

（王安石，1999：页 664）。以这次的二度饥荒的灾害来看，初始的饥荒应是

属於自然性灾害，而曾易占也处理
7
得颇为恰当。 

                                                           
6
虽无从考察他是以什么手法来处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如不是有相当的整治能力作为前提，

恐怕难以能够说服出这样的结果。 
7
就请州府拨粮救灾一事，并不能突显出他整治的过人之处，但是面临饥荒的如皋能够“所活数

万人”一事，两者有着绝对的关系，因为这数万饥民的性命就是由他称职的表现所救的；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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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曾易占的整治能力似乎延续了其父曾致尧的高明见解，而且也

颇为被其上司所承认的，此可见《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的越州事迹，即“在

越州，其守之合者倚公以治，其不合者有所不可，公辄正之” （王安石，1999：

页 664），位居州守的知府居然屡屡与下属的谏议来往，且以墓志铭中所载录

的事态而言，越州知府的政治得失之处皆与曾易占有所关联，以文中的“其守

之合者倚公以治”一事，是可作为加强论述其整治能力高明的论据的，另外，

以针对州守过失而“公辄正之”的作风反而带出了曾易占形象的另一特征，也

就是“不以利害祸福”来衡量谏言的必要性。 

纵观上述所提及的事迹，证明了曾易占的是一个整治能力高明的为政者。

无论是临川之治能以不威迫的方式使为恶党人不再为恶、如皋饥荒之治的危害

洞悉能力，还是越州之治中起着州守监视者的作用，都无遗的把曾易占的政绩

表露出来，王安石在墓志铭中也为此评价道：“盖公之已试于事者能如此”

（王安石，1999：页 664）。至此曾易占能够有如此政绩，首要归功於他出色

的整治能力。然而这绝非是他无师自通的，原因是此前谈及的北宋南丰曾氏

“家学”中的源头——“治乱得失兴坏之理”。正因为曾易占在施政之前就已

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8，所以才能在处理临川之治上，能够说服为恶党人；

如皋之治上，能够洞悉饥荒的事项循环而阻其受害；越州之治上，能屡屡谏言

州守之失、辅助州守之得。可见，种种事迹都能显示出“治乱得失兴坏之理”

於曾氏家学中的影响力。 

二、曾易占寓志於文章 

前面提到曾易占承接了其父曾致尧的“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学识和“不以

利害祸福动其意”原则的影子。然而，在“家学”方面，曾易占除了是有所承

接以外，还是拥有其专属的作为的，其中便是以《时议》的作成最为特出。在

                                                                                                                                                                      
的泰州各县又发生了饥荒，但是通过曾易占决策性的决定，才能让如皋免于二度饥荒的冲击。

如果州府能够不在短期内采取“收租赋如常”的做法，或许后续的饥荒也就能够避免，倘若以

事件的结果来定夺，第二次的饥荒更甚似人为性的灾害了。 
8
前文已提及到曾致尧把少时所学的贯彻於施政当中，再结合《先大夫集后序》中所言及的曾致

尧把作品藏书於家的举动，都是能够成为曾易占接受“家学”熏陶的条件。以促进曾易占所秉

持着的“已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思维，而直接提升其整治能力的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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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时议》之前，曾易占由于遭人诬蔑，而愤然在尔后不再出仕任何的官职，

此事可见李清臣的《曾博士易占神道碑》的记载，即： 

州守贪得不法，公逆折其所欲，守愠公，中之以事，御史劾治不尽。

守虽坐谴，犹夺公博士。公受诬以归，十二年不仕。（曾棗莊，2006c：页

74） 

王安石对於曾易占所遭受到的待遇也在《祭曾博士易占文》中怜惜的写道：

“呜呼！公以罪非，实以不幸”（王安石，1999：页 630）。受到诬蔑固然是

难受的，以受诬蔑后决定不再出仕的决定，虽然是关乎着个人气节的尊严问题，

但是无法接受官场的现实难道也不是他的软助吗？或许曾易占也是拥有不以

“利害祸福”来“动其意”的人，只是这里的“利害祸福”是指为官出仕，

“动其意”则是指其个人为人准则，皆因不想再与诬蔑他的人共事。尔后，

“受诬而归”的曾易占对此愤然的说道：“吾身弗用，吾岂戚戚於是哉！唯志

之所存，不可偕身以殁也” （曾棗莊，2006b：页 74），接着便只是“寓其志

於文章”，这里指的文章也就是后来汇集而成的《时议》。 

    曾易占之所以会选择“寓其志於文章”的原因，按照《太常博士曾公墓志

铭》的说法，是因为“以为其志不见於事，则欲发之於文，其文不施於世，则

欲以传於后，后世有行吾言者，而吾岂穷也哉？盖公之所为作之意也”（王安

石，1999：页 630）。关于曾易占的《时议》内容大意，在《曾博士易占神道

碑》中有大略的介绍道： 

其略以谓治天下先名教，次之以省事，又次之以择人，然后立制

度、信赏罚、重号令，敦本以帅之，节用以持之，夷狄可以理服也，盗

贼可以术消也。治道之本先定而其末亦從而举矣。（曾棗莊，2006c：页

75） 

就上述所言，如要整治天下，就必须先兴学办校，再简化行政的办事程序，后

再整顿人事。这里的“省事”和“择人”与其父的“用事者尚多烦碎……以谓

宜遵简易……宜黜奸臣，修人事” （曾巩，2004：页 195）有着同工异曲之处，

只是曾易占认为应该在此前把兴学作为首要的考量。在曾易占殁后不久，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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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的《时议》才开始受到关注，据《曾易占博士神道碑》的说法，原因是时

值： 

贤士大夫言时政之所宜，以及朝廷有设施措置，思所以维驭太平

者，而《时议》之说往往行於其间。如开广学校，长养人才，分别科选，

训辑民兵，责宰相以事实，窜谗臣以警奸慝，罢居丧之起复者，多如公

尝所论著者。（曾棗莊，2006c：页 75） 

当代的士大夫们对此莫不感到惊讶，同时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即：“识者始

谓公材能事业，可相天下” （曾棗莊，2006b：页 75）。王安石在《太常博士

曾公墓志铭》中也对此评价道：“公所为十馀万言，皆天下事，古今之所以存

亡治乱” （王安石，1999：页 665）。由此可见，《时议》所言皆为古今存亡

治乱的整治事项，已是宣扬着儒家的“治乱得失兴坏之理”。因此，从曾易占

身上终可寻其崇儒家学的影响。 

相比其父曾致尧，曾易占则较为注重教育的基础。故在论政的主张上，提

出了以兴学为先。而这也可谓是顺应着时代的要求，此刻回归至庆历改革时代，

范仲淹为了培养优质官僚，觉得需要从学校教育着手，故而重建太学以及新设

州学（小岛毅，2014：页 195）。据碑铭中所记，在兴学方面的作为，曾易占

有“既又作孔子庙，讽县人兴于学” （曾棗莊，2006a：页 330），这里指的

县就是南丰。在曾易占的《南丰县兴学记》，便有借南丰县之士刘德纯之口道

出曾氏一族在南丰县的存在背景，即：“往者，吾县初无隶儒者，隶儒者由曾

氏” （曾棗莊，2006a：页 330），说明了曾氏家族为南丰儒学的最初倡导者。

在记中，曾易占认为设学的旧有方法与源用意是“教用六德行礼，节用五礼六

乐，纠用八刑，论用其乡之老，盖本之导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乡居家，

皆就法度而莫为非，此古之所为治而传子孙不殆也” （曾棗莊，2006a：页

330），但是目前乃宋朝初立时期，今非昔比，兴学之法不得尽行，所以才“故

其士入朝，在乡居家，皆无法度，而为亦无所不至，此后之所以不为古也” 

（曾棗莊，2006a：页 330），此处道尽宋初文坛的时文风气。对此，曾易占可

是秉持着“古之意不可改也，古之制不必尽用也” （曾棗莊，2006a：页 330）

的概念作为出发点，通过兴学来提倡儒学和古文，渴望能重兴於世，造就法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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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按曾易占的“古之意不可改也，古之制不必尽用也”的思想，其实已直

接影响了曾巩，且看其《为治论》说道： 

夫修先王之法度，非必服古依冠……而因今之器，顺今之变所行之，

归之乎不失其所为之本，不务其末而已，时至相去虽万岁可行也。（曾巩，

2004：页 755） 

    再看曾巩於《战国策目录序》中所提：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

理之不易者也。（曾巩，2004：页 184） 

可见曾巩所认为的“道”，在运用的原则上应是维持最初的面貌，而用以实行

的“法”，是可以去随环境而适变的。从这在介入曾巩对“法”的伸缩性上，

可以看得出其识时务的眼界，处事进退的原则。 

据此曾致尧与曾易占父子之间最贴切的家学思想是“已知治乱得失兴坏之

理”。如若借鉴曾巩的史论文章，可发现这种思维概念在文章中已略显端倪。

这说法的建立，是依据曾巩以下的序文，首先在《战国策目录序》中就有提到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

也”（曾巩，2004:页 184），可见曾巩所认为的“道”，在运用的原则上应是

维持最初的面貌，而用以实行的“法”，是可以去随环境而适变的。从这在介

入曾巩对“法”的伸缩性上，可以看得出其“识时务”的眼界，处事进退的原

则。接着，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更是认为史书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

之故而为法戒”（曾巩，2004:页 187）的存在，须知史书本应“能传于久，此

史之所作也”（曾巩，2004:页 187），如若史书不能发挥此等功效，将会被遗

弃而不得久远流传於世，而史书如不能“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

戒”，便会造成史书“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

（曾巩，2004:页 187）的恶果。 

综合上述所论，曾易占在承接其父曾致尧的“已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 

（曾巩，2004:页 194）的基础上，已使之成为了曾氏“家学”中最为重要的一

环。再有“往者，吾县初无隶儒者，隶儒者由曾氏” （李震，2009：页 5）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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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更是定论了儒学作为曾氏家学的主心骨。然而，曾巩年少在家自学的举

动即是围绕在如此崇儒的环境，假以时日的曾巩，熏陶在这样的环境中，自然

就影响了曾巩作出“家世为儒，故不业他”的决定与思想。然而，在曾巩的史

论文章中所归纳出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与其祖父父亲两辈人所承接的家

学思想是可以被同化理解的。因此，借鉴於曾巩的史论文章，便可发现这种思

维概念的端倪，但曾巩有别於其祖父辈，因其同时也将这思想运用其史论领域

之中。 

 

第三节 曾巩早年的师从事迹及对其史论形成之影响 

李震《曾巩年谱》对曾巩生平分作四个时期（李震，1997：页 1），即三

十九岁嘉祐二年登第以前（1019-1057）、进士及第至熙宁元年（1068）、熙宁

二年至元丰三年（1069-1080）、元丰三年至元丰六年（1083）9。本节所指的

“早年”，即上述登第前的事迹时段。曾巩登第前的主要活动，乃於家中勤修

研读，师承渊源较为清晰，故可從中窥探其治学心态与学术理念之源头，以及

建构史学思想之关键因素。 

一、曾巩“初学”於外 

李震的《曾巩年谱》中的记载，且可看年谱记於景祐四年（1037 年）“曾

易占前往筠州造访余靖……巩就学於余靖”（李震，1997：页 39）一事，从中

可知余靖为曾巩第一位别於其自家家学的老师。余靖原是在开封官至集贤校理，

但在景祐三年（1036 年）间，因上疏宋仁宗谏及贬范仲淹之举10的不当性，而

遭贬至监筠州酒税，其后尹洙、欧阳修秉持着类同的观点卷入了论及范仲淹贬

官不当的事件，也相继被贬。事后，蔡襄就事而作的《四贤一不肖诗》（北京

                                                           
9由于本论文认同李震在《曾巩年谱》中对曾巩生平的分期，所以引用此分期为该段落的主要参

考材料。 
10
起源於范仲淹因与当时权相吕夷简就建都事宜进行辩论，然被吕夷简称其迂阔，务名无实。后

又作四论上疏，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选贤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委，大抵嘲讽时政。后再为

《百官图》，指其“迁进迟速次序，曰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为是公，如为是私，意在丞

相”，嘲讽吕夷简。吕夷简因而大怒，怒诉范仲淹越职言事，组织朋党，离间君臣。然而还是

遭遇罢黜，贬至饶州知府。此事详可见于《范文正公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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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古文献研究所，1998,：页 4748），分别赞誉了范仲淹、余靖、尹洙和欧

阳修四人，以及贬责了高若讷11的作为。后来此四人也因而名声大作，在《宋

史·蔡襄传》中便有记载到此诗完成后“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者市之，得厚

利”（脱脱，2004：页 10397），可见当时社会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同年，曾易占也於玉山的任上由于信州知府钱仙芝事件的坐诬12失官。随后，

曾巩便随父归临川。至于曾易占被贬后的境遇，曾巩一家的生活可说是相当凋

零，在曾肇的《子固先生行状》便有描述道：“初，光禄仕不逐而归，无田以

食，无屋以居，公时尚少，皇皇四方，營飦粥之养”（曾巩，2004：页 796），

以及曾巩的《上齐工部书》所提“巩世家南丰，及大人谪官以还，无屋庐田园

於南丰也。祖母年九十馀，诸姑之归人者多在临川，姑祖母乐居临川也，居临

川者久矣” （曾巩，2004：页 245），结合此二资料，便可以知道曾巩后续是

回到了临川。这就可以确立曾巩在景祐四年（1037）的事迹，且看《曾巩年谱》

中所载： 

曾易占前往筠州造访余靖，言临川山水之美，并出十二诗，余靖为

之作序。巩就学於余靖。（李震，1997：页 39） 

可知事始缘於余靖卷入范仲淹事件，而遭贬谪至筠州监酒税，曾易占与余靖两

者的事故存在着一种相互性的，一是两者都是受於坐诬贬谪的身份，二是在受

诬蔑的曾易占眼中，余靖见义勇为的行为就是曾易占所渴求的。须知在曾易占

被贬后，生活可是“无田以食，无屋以居”的局面，如若有人挺身而出为其解

围，也不至于沦落至此。 

    於《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中有言，曾易占受诬后便是开始了“归不仕者

十二年”（王安石，1999：页 665）的生涯，就结果而言看似再也不屑於出仕，

然而景祐四年（1037）只是曾易占遭贬后的第二年，总不能用十二年后心态历

                                                           
11
在吕夷简诉范仲淹越职言事，组织朋党，离间君臣之时，身为司谏的高若讷因对此不发言论而

遭欧阳修来书《与高司谏书》质疑，高若讷便顺势诋毁了范仲淹、余靖等众人，导致欧阳修受

连坐之罪被贬官。 
12
事可见王安石《太常博士曾公墓志铭》：“知信州钱仙芝者，有所丐於玉山，公不与，即诬公，

吏治之，得所以诬公者，仙芝则请出御史。当是时，仙芝盖有所挟，故虽坐诬公抵罪，而公亦

卒失博士，归不仕者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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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来论证曾易占彼时的心态。按照逻辑思维的思进，曾易占贬谪后的凋零生活，

已经让其产生了恋阙心态。正因如此，此时名满天下的《四贤一不肖诗》中者， 

曾易占即能为之感同身受，也渴求向往着他们见义勇为的精神。故於此，曾易

占便带着曾巩到筠州13拜访余靖。关于此次的会面，在余靖的《曾太傅临川十二

诗序》中有提： 

今兹得罪去朝，守土滨江，同年不疑曾兄惠然拏舟见顾，问日共

言临川山水之美。（曾棗莊，2006a：页 20） 

余靖被贬到筠州后，同年曾易占便撑船与之相见，可见曾易占是主动去拜访余

靖的，再结合前述所磋磨的贬谪心态，不难理解出曾易占拜访的动机，就是单

纯的见识14其所欣赏之人。 

关於筠州事迹，曾巩在《筠州学记》中曾描述到“筠为州，在大江之西，

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筠独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曾

巩，2004:页 301），加上曾巩父子二人彼时生活颇为拮据，且家小皆居於临川，

为筠州之景15而耗资为之出游是不理智的。故此，若非余靖此时仕於筠州，曾巩

父子也不会有筠州之行，因余靖才是其举的最大因素16。 

就目前现存的文献而言，并无存在着曾巩对於余靖的直接评价，如若勉强

的发掘曾巩对余靖的看法，也只好间接的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所言的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曾巩，2004：页 232），此句所言及的其实是欧

阳修，然此处推断的是曾巩之所以会得知欧阳修此人，正因为《四贤一不肖诗》

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曾巩於《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有续言道“及长，得执

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曾巩，2004：页 232），故知曾巩是先得知其名

                                                           
13
曾易占会拜访余靖的其一潜在原因是由于筠州与临川的距离相近。 

14
此处余靖称曾易占为“曾兄”。此处，除了能够代表着曾易占年纪比余靖年长以外，并不能证

明两人在这之前就已经有交集了。故本文才以此推论曾易占拜访余靖的动机，其一应是出于欣

赏的心态，其余的介于资料的缺乏，无法任由无实的推断。 
15
这次曾易占与余靖的会面，后来成就了《曾太傅临川十二诗》，余靖更为之写序。笔者奇之为

何二者没有提起筠州之景。这说明筠州之景不在他们言谈的范围之内，由此可推，一是曾巩父

子实不为筠州之景而来，故没问清余靖筠州之景如何；二是当时的筠州之景不及临川，所以曾

易占的临川之景的诗反而让余靖为之惊叹，此处更能凸显出筠州景色较临川弱势；三为余靖初

来筠州，实不知筠州之景的妙处。 
16
能促进曾巩与余靖的会面，主动权在曾易占的身上。倘若曾易占没有到筠州拜访余靖，且带上

曾巩，景祐四年的“巩就学於余靖”一事就不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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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才得其文章的。再看其《年谱》所言“居临川，得欧阳修文章，口诵而心记

之”（李震，1997：页 41），此时为宝元元年（1038 年），即是曾巩就学余靖

后的第二年，所以《四贤一不肖诗》便更有理据的成为欧阳修对曾巩的渲染，

既然曾巩透过此诗能得知欧阳修，必然也能从之得知余靖。 

纵观曾巩的生平，余靖在其作品生涯中并没有起着关键性的影响。就目前

的文献而言，曾巩甚至没有在其作品中提到过余靖。此前需要了解的是，余靖

在景祐三年五月遭遇贬谪至筠州，据其所作的《洪州新置州学记》有云：“某

以上书忤旨，贬筠州，道出大府，目是懿绩，故为之记云。皇宋景祐丙子岁十

月日建” （曾棗莊，2006b：页 55），故可得知，此文乃余靖途经洪州时所作，

所以曾巩父子与余靖会面的时间当是同年十月以后的事。 

然而在《曾巩年谱》有载，於景祐四年十二月“徒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

（李震，1997：页 38），由此可推，余靖待在筠大致有一年余的时间，所以相

对而言，曾巩向其问学的空间是存在的，故时间应非二者最大的阻碍。若要谈

及余靖在曾巩所产生的影响，在欧阳修《与余襄公书》中所提及的“广文曾生，

文识可骇，云尝学於君子，略能道动静”（欧阳修，2001：页 2400）就能与之

挂钩了。《与余襄公书》作於庆历元年（1041 年），时至已过曾巩首会欧阳修

之事。文章中的此番评价广略，且皆为褒义，想必欧阳修未能细述之，应是碍

于一番考量17。细看之，文中的“略能道动静”就是赞扬道曾巩作文能阐明所言

之事物大义，而不流于空谈。其言之“略”，当时指曾巩只是流于表面却未能

深述的作文实力。 

再看欧阳修在《送吴生南归》中回忆初见曾巩时，对其彼时文笔的评价道： 

自我得曾子，於兹二十年……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

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导之，渐敛收横澜。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

（欧阳修，2001：页 107） 

                                                           
17
学生向老师问学，学生学问之得失，以第三方身份而言，固然不能随意归咎於任何一方，老师

授学之道以及学生本身的造化也是需要考量的。据当前所能目测的反之较为可信，所以才斟词

言之。尤其是其文法的弊端，更是不会提及与余靖之间所存在的任何牵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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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指的“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恰是意指曾巩为文不能专精而流于广

泛，只是后文相较于前文更能明细的指出弊病之处，故此是对曾巩在庆历元年

之前的文笔初识。如若把“曾巩就学於余靖”一事考虑在内，便可把行文流于

广泛的特色假定为其一受学的影响。据目前仅有的《与余襄公书》、《送吴生

南归》除外，曾巩与余靖之间更缺乏就学方面的论述文献，所以难以证明曾巩

在向余靖问学中所学习到的实在知识，所以难以继续证实之。故余靖对曾巩而

言，宛如一个过渡者。然，於《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中，欧阳修对余

靖评价道：“自少博学强记，至於历代史记、杂家、小说、阴阳、律曆、外暨

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欧阳修，2001：页 366），可见余靖精通各

家之学。虽说他是介於曾巩除了家学以外的第一个18授学者，然而在面对余靖离

开筠州的后续生活，曾巩“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曾巩，2004：页

232），便可知其相当的崇爱欧阳修的文章，以至于研习其文，且纵观曾巩一生，

论及就学拜艺，就数与欧阳修之间的交集最为频密，所以相比之下，欧阳修对

曾巩的影响反而就更为深刻。 

二、 “再学”於欧阳修 

据李震的《曾巩年谱》所载，曾巩於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始得欧阳修

的文章，然后“口诵而心记之”（李震，1997：页 41），且再以《上欧阳学士

第一书》作准推算，得出曾巩研读“欧阳修之文，当在此数年间”（李震，

1997：页 41）。这里所言的“数年间”就是指宝元元年至庆历元年之间。有感

李震之所以会置宝元元年（1038）为始，是为推测余靖向曾巩介绍欧阳修文章

的可能性，加上之前欧阳修因《四贤一不肖诗》而名满天下，结合曾巩知其名

且寻其文的因素，以及曾巩曾自述道“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曾巩，2004：

页 232），后才有“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 （曾巩，2004：页

232）。故依据文中的时间点梳理，就能理解李震将“数年间”之始设於此的选

择性，而选择截止至於庆历元年（1041）间，当是因为《第一书》作於此年。 

曾巩首次与欧阳修会面是在庆历元年（1041）。据年谱所载，曾巩“谒欧

阳修”的同时，把《第一书》以及两篇杂务时务策献於欧阳修，后来“欧阳修

                                                           
18
据於《曾巩年谱》，在这之前并没有记录到曾巩向任何人求学，故有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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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见其文而奇之，奇其文，壮其志”（李震，1997：页 48），可见欧阳修先是

透过其文而识其志的。后续曾巩得以“嘗谒欧阳修，得坐而与之言前古圣人之

至德要道”（李震，1997：页 48）,这里在“谒”前加上了“嘗”，且才能

“得坐而与之言”，故以此年谱的说法来推断，便可知在此前“谒”的拜会只

是单纯的献文以及求见而已，后来欧阳修见识过其文后而“奇其文，壮其志”，

才应允曾巩的进见，因此才有“嘗谒欧阳修，得坐而与之言”的说法，所以曾

巩与欧阳修之间的拜会过程，乃是先行文后才得以进见的。再者，在《第一书》

中有写道： 

巩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巩

性朴陋，无所能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曾巩，2004：页 232） 

文中曾巩屡次对自身进行介绍，如若初次登门拜访就得以见之，言谈之中便能

全盘托出，势不必行於字里行间。故此得知曾巩非首次登门拜会就得以进见，

而是留下行文后另日再拜见之，这样就能接应到曾巩刻意为之的出发点。欧阳

修这种先见其文后见人的方式，实应是情有可原的，在曾巩的《上欧阳学士第

二书》有写道：“执事每曰:‘过吾门者百千人，独於得生为喜’”（曾巩，

2004：页 234），可见欧阳修在遇见曾巩之前，已会客过近千馀后生，倘若考

虑到欧阳修因此前的《四贤一不肖诗》成名事迹以及本身的文学名气因素，便

不会对欧阳修“过吾门者百千人”的说法产生质疑，然而欧阳修唯独见到曾巩

的文章后而欣喜，可见在欧阳修心目中，曾巩的行文强於此前的“百千人”。

庆历元年（1041）的欧阳修在京时任集贤校理，就逻辑而言，一般上不可能随

意接见来者，尤其是素未谋面之人，然而透过文章而初识其为人的方法19，更能

自行过滤不必要的会面，故留文后再约见的行事更恰合欧阳修的境况。 

关於曾巩与欧阳修的初会，言谈内容是以“圣人至德要道行於世间之道”

为主，此乃根据曾巩《第二书》中所写的： 

                                                           
19
清代学者张伯行曾对《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进行评价，认为曾巩“自明其所以愿托门下者，非

苟慕其名，欲从公以闻圣人之道也。盖其心之所得者，不比於凡近故耳”，故知欧阳修时常面

对慕名者的来访。需要反思的是，依据目前现有的文献，将欧阳修当时接待其他来访者的方式

进行分析以及还原是耗时以及对本文章节缺乏决策性的，然而现在可以断定的是，曾巩是先献

上文章於欧阳修，才得以进见的说法，而这也只是一个过程，过于讨论进见的模式也无助于本

文的研究，故止於此。出自《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二《曾文定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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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

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曾巩，2004：页 233） 

此书作於庆历二年（1042），曾巩同年经历了“太学选拔参加礼部试落第”

（李震，1997：页 51），尔后归至抚州所作。据此便可知曾巩於京师与欧阳修

之间的初会交集时间带，即是庆历元年至二年间。规划出时间带是为了用于瞭

望曾巩与欧阳修之间的有关文献记载以及交流事项。如若对《第二书》20中所言

谈的“圣人至德要道”内容寻根究底，其实是延续至《第一书》中，曾巩自身

的屡屡己见。 

曾巩在《第一书》中有言，其认为圣人至德之道经孔子得以在春秋乱世传

於世，而在“仲尼既没”后，能诠释圣人至德之道的就只有“孟、荀、扬、

韩”，然而在韩愈去世之后，诠释圣人之道的工作便面临了“骤登其域，广开

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於世，亦难矣哉”（曾巩，2004：页 231）的困境。於

是，目前之所以会难以传世，是因为时文风气崇尚“饰藻以缋誇诩，增刑法以

趋嚮，折财利以拘曲者” （曾巩，2004：页 231），故不足以诠释圣人至德之

道。 

曾巩借助这样思路述说本身所追寻的“命世大贤，以仁义为己任者” （曾

巩，2004：页 231），只有继“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

（曾巩，2004：页 232）的欧阳修而已。经过上述行文流程的衬托，曾巩终归

提到此次拜会欧阳修的动机，即为： 

天下学士，有志於圣人者，莫不攘袂引领，愿受指教，听诲谕，

宜矣。（曾巩，2004：页 232） 

故此可知曾巩实是作为“有志於圣人者”的向欧阳修请教，可见欧阳修在曾巩

心目中可是引领他学习圣人之道的最佳人选，所以便期望可聆听其诲谕。再者，

据上段所述，《第一书》这类的敲门文21，曾巩自知与欧阳修素未谋面，然而据

                                                           
20
本文的《第二书》即指《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第一书》即为《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21
由於曾巩献《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给予欧阳修后才得以拜会之，像是敲门登访似的存在，故以

“敲门文”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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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身的求学心切，才奢望欧阳修不要推托其请求，所以行文中建立起22欧阳修

可谓称得上“将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 （曾巩，2004：页 232）的赞誉，

期望欧阳修能“不以言语退托而拒学者” （曾巩，2004：页 232）的指导曾巩

本身。因此，以曾巩《第二书》中自白受教“圣人至德要道” （曾巩，2004：

页 233）於欧阳修一事为始，再承接於《第一书》中所言及的“有志於圣人者” 

（曾巩，2004：页 232）而观，曾巩初次受教於欧阳修，会以“圣人至德要道”

为主，实有依据。 

曾巩除了受教“圣人至德要道”之外，在文法上也是备受指导的。据《送

吴生南归》中所言，欧阳修曾自述道： 

我始见曾子，文章初亦然。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决疏以道之，

渐敛收横澜。（欧阳修，2001：页 107）  

据此说法，可知庆历元年时期的曾巩文法原是“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看

似把庞大连绵的想法都梳理於文章之中，因此所涉及的范围也相对扩大，接随

而来的文法也呈现势大尖锐之气，所以欧阳修就弊而“决疏以道之”。由此可

见，欧阳修是根据作文弊端进行类别指导的，倍有因才施教的意味，当然随着

曾巩后来能“渐敛收横澜”，对于欧阳修而言，当初的施教也算是有始有终，

而对曾巩而言，何尝不是又得益於此。 

关於此次会面，欧阳修对之可有稍作评价，首先，在林希的《曾巩墓志》

中有：“始冠游太学，欧阳公一见其文而奇之” （曾巩，2004：页 798），故

而可知初时，欧阳修是从其文而始於欣赏之。再者，欧阳修於其之所作的《送

杨闢秀才》，间接的对曾巩赞誉道：“吾奇曾生者，始得之太学。初谓独轩然，

百鸟而一鹗” （欧阳修，2001：页 22），时值庆历三年（1044），已过二载，

然而杨闢的“既又得杨生，群兽出鳞角” （欧阳修，2001：页 22），又令欧

阳修忆起初见曾巩之事。事后二十载，再有《送吴生南归》的“自我得曾子，

於兹二十年”（欧阳修，2001：页 207），虽说事发已过二十年，但从此事成

                                                           
22
这里用“建立”一词，实为省略曾巩对欧阳修的赞语。曾巩在《第一书》中有言道，认为欧阳

修的文章“根极理要，拨正邪僻，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纯温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为相唱

和，无半言片辞於其间，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故可称得上“将明圣人之心于百世

之下者”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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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为欧阳修的长期记忆来看，即可堪称为欧阳修欣赏曾巩的原点。上述的出发

点是起于欧阳修以“教者”的身份来看待曾巩，相对的必然也存在着“学生”，

故，就曾巩的“学生”身份来看待此次会面，此可鉴於《第二书》。文中有述： 

某之获幸於左右，非有一日之素，宾客之谈，卒然自进於门下，而

执事不以众人待之……重念巩无似，见弃於有司，环视其中所有，颇识涯

分，故报罢之初，释然不自动，岂好大哉？诚其材资召取之如此故也。

（曾巩，2004：页 233） 

初时，透其“卒然自进於门下，而执事不以众人待之”之意，此时的曾巩便深

感欧阳修待其甚重。接着，文中的曾巩自觉受益很是甚重，而这之间同时也突

显出曾巩所抱有的问学心态，而此等心态显现便是直接的表明两者的会面身份，

即为教者与学生。此等受益之重，可见於待曾巩在感叹其所得23之际，豁然回想

到时至“故报罢之初”，都会“释然不自动”，皆因曾巩在受学的过程中感其

所受甚重，且不能自拔，故对此会面言至“诚其材召取之如此故也”。 

按照李震《曾巩年谱》中的载录，曾巩“由太学选拔参加礼部考试落第，

於是年春归”。是年曾巩归至抚州后 24，作《第二书》，此时为庆历二年

（1042）。欧阳修在曾巩落第欲归之时，作《曾巩秀才序》赠之。欧阳修在序

中安慰曾巩不必为此失落，同时指出当时的科举制度存在“虽有魁垒拨出之材，

其一纍黍不中尺度，则弃之不敢取”（欧阳修，2001：页 625）的问题，且认

为曾巩的文笔学识乃“其大者固以魁垒” （欧阳修，2001：页 625），然而

“其於小者亦可以中尺度，而有司弃之，可怪也” （欧阳修，2001：页 625），

在欧阳修看来，曾巩的才能程度乃可为“中尺度”，却也落第了，因此怪罪於

有司在科举的遴选角度。据此，欧阳修曾为之讽刺道“呜呼！有司可操，果良

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 （欧阳修，2001：页 625）。接着再言及： 

                                                           
23
此所言“得”为“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 

24
针对写作时间的确立，出于《第二书》中有载道曾巩在归途中所见：“见行有操瓢囊，负任挽

车，挈携老弱而东者，曰某土之民，避旱暵饥馑与征赋徭役之事……行且戚戚，惧不克如愿，

昼则奔走在道，夜则无所容寄焉”。上述为曾巩在途中见人民流离失所，背乡离井，充塞凄凉

的景象，故可知曾巩於途中的经历，从而确定《第二书》作于曾巩从京城归抚州后。文详见

《曾巩年谱》页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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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曾生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予初

骇其文，又壮其志。夫农不咎岁而菑播是勤，其水旱则已，使一有获，则

岂不多邪？（欧阳修，2001：页 625） 

此处的欧阳修为曾巩的做法而称道，即为那不去非难成功考取的同行，不怪罪

有司，以及求知心切和坚守其道德修养的行为。从而延伸的认为，虽然面临

“时不我与”的时期，但是只要能坚持着正面的价值观，乃至时将至，定有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之势。 

从庆历二年（1042）始至嘉祐二年（1057），期间间隔了十五年。这是曾

巩从初次科举落第始至成功及第所经历的时间。此时的曾巩流于阙外，与欧阳

修之间的交流，也只流于书信之间的来往，鲜有类似初会的相遇。然而，曾巩

於此之际的修学走向，受到欧阳修之影响实为有迹可循的，据《宋史本传》中

对於曾巩的评价道：“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公，本原《六经》”（曾

巩，2004：页 809），再有《子固先生行状》中写：“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

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於经”（曾巩，2004：

页 791）都展示了曾巩作文都本於经道的做法，其点便与欧阳修的“六经之所

载，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欧阳修，2001：页 669）再“夫儒者，通乎天地人

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乱之原”（欧阳修，2001：页 1128）的想法意义相近，这

是因为欧阳修本身也主张师法儒家“六经”，且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功效，而且

欧阳修也推崇“通经学古，履忠守道……文章不为空言而期於有用”（欧阳修，

2001：页 1698）的想法，都恰好就是曾巩向欧阳修学道的着重点，即“未尝不

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总之，欧阳修对於“圣人之

文虽不可及，然大抵道胜文不难而自至也”（欧阳修，2001：页 664）的追求

精神，就不能发现曾巩对於欧阳修如此推崇之原因，以致将其作为自我效仿的

标准目标，於《第二书》： 

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於圣贤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进修哉，

日夜克苦，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是亦为报之心也。（曾巩，2004：页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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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可知，曾巩於抚州不计昼夜的自力苦读相关圣贤之道的书籍，其不留余力

的勤奋当是不敢愧对於古人的智慧，也是为报答欧阳修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

这即便可以明示，在会后25的欧阳修对于曾巩在求学道路上，发挥着一种方向指

引的影响。 

三、“师友”助其“广其道而辅其成” 

据上述所举，欧阳修对於曾巩的影响程度是可以确定的，然而在客观现实

上，此时两人相处的时间较短，哪怕这影响的程度拥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之势，

倘若忽略了曾巩本身的事后经历，毕竟还是不够客观全面的。因此，《第二书》

后的事迹可按《曾巩年谱》中考，时至庆历三年（1043），曾巩此时迎来了一

位友人，据年谱所载“三月，王安石自扬州还临川，五月至家省亲，因谒曾巩”

（李震，1997：页 57）。此刻的王安石从扬州来到临川是为了祭拜其祖母26，

接着才适逢机遇去谒会曾巩。王安石在临川待了三个月27便返回扬州了。后来曾

巩针对此次与王安石之间的交集行於自白，可见於《怀友一首介卿》，文载道： 

予少而学，不得师友，焦思焉而不中，勉勉焉而不及，抑其望圣人

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尝欲得行古法，度士与之居或游，孜孜为考予之失

而切劘之……皇皇四海，求若人而不获。（曾巩，2004：页 721-722） 

曾巩认为，从少时修学开始，都未能遇上可以共勉的老师与友人，其刻苦的自

修，收获往往都是事陪功半，致使他“抑其望圣人之中庸而未能至者也”。这

里需要注意的是，曾巩所言的“师友”，是指在能助他贯通“圣人之中庸”的

学问之人。此前当曾巩“欲得行古法”，与相遇的有学之士行於交流之时，频

遭遇他人的指责其学已为不合时宜之学，而不得不选择与他们断绝来往。至此

可见，曾巩对于古法修学的重视与坚持程度，当然这也可应对欧阳修对其评价

道“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然而维持着这样的坚持，却有“皇皇四海，

求若人而不获”的境遇，曾巩不免也为此而感慨。 

                                                           
25
本文之意为“欧阳修与曾巩的初次会面过后”的简称，即是“会后”。 

26
见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

出涕从横挥”。 
27
见王安石《上田正言书》：“安石五月还家，八月抵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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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在修学古法之际，认为除了自身对之刻苦修以外，与“师友”之间的交流，

在对于求学於古法上，是很重要的。曾巩为此有言： 

圣人之於道，非思得之，而勉得之，其间於贤大远矣。然圣人者

不专己以自蔽也，或师焉，或友焉，参相求以广其道而辅其成。故孔子

之师，或老聃、郯子云；其友，或子产，晏婴云。师友之重也，圣人然

尔，不及圣人者，不师而传，不友而居，无悔也希矣。（曾巩，2004：

页 721） 

按照曾巩的思维，圣人能得道28并非是无师自通的，而是通过与他人共同努力，

交流思辨才有所成就的，而这就是得透过“师友”方能“广其道而辅其成”的

形式。借此，曾巩便举孔子为例，认为其师“老聃、郯子”与其友“子产，晏

婴”便是对孔子起着显着影响的存在，同时也揭示了“师友”对於曾巩自身在

修养圣人之学上的重要性。曾巩经过上述的铺陈后，便将其所举之“友”衬为

王安石的说道： 

自得介卿，然后始有周旋儌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使予幡然其

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使得久相

从居与游，知免于悔矣。（曾巩，2004：页 722） 

曾巩是出自於自身在修圣贤之道的角度来看待“友”与其的立场，从而再连接

上，“友”对於修养圣人之学上的重要性。这两者可存在着“自行修道”与

“友人辅助”的前后主次之分。回到引文，自曾巩得其“友”，於两者交流之

际，有幸於介卿能诚恳的指出其自身之过失，且能引圣贤的道理来纠正之。可

见，曾巩虽一心修於圣贤之道，但出於自修而时遇不解之疑惑。此刻，相比起

他人对于其学的摒弃与不屑，介卿却是能以圣贤之道解其疑惑，更应对了曾巩

所引言的“师友”能助其“广其道而辅其成”。自此而令其在修学上能“幡然

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 

    接着，正当曾巩庆幸着能遇上其“友”王安石之时，另一个客观的因素同

时也让其忧心，其言道： 

                                                           
28
即为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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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介卿官于扬，予穷居极南，其合之日少而离别之日多，切劘之

效浅而愚无知易懈，其可怀且忧矣……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

行。今之人盖希古之人，固未易有为也。（曾巩，2004：页 722） 

此文其一的写作动机便是适逢王安石要归至扬州，虽然曾巩通过与王安石之间

的交流而在修圣贤之学上终有所得，但苦于两者“其合之日少而离别之日多”，

而使其“切劘之效浅而愚无知易懈，其可怀且忧矣”。曾巩在述“介卿居今世

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之际，何不也显示出自身也是行古道於今世之人，追

求着以其文称其行的境界，且揭示了两者为同道中人的事实。文言至此，就因

当时的风气，并不注重於行古道及撰研圣贤之学，曾巩也不禁的感慨到其路之

坎坷而 “固未易有为也”。 

适逢曾巩刻苦的修学圣贤之道上，因得其“友”王安石而振奋，但碍於客

观因素的分离而失落，从而也带出了其“友”是可遇不可求的。曾巩在文中曾

言对于一个修圣人之道者，“师友”乃是助之“广其道而辅其成”的因素，而

使焦点集中在“师友之重”之上。随之，曾巩也明确的指出其言之“友”便是

王安石，但是其所言之“师”却没有提及。虽然，曾巩在《怀友一首介卿》中

并没有提及其“师”为何人，但是如若循着曾巩所言：“师友之重也，圣人然

尔，不及圣人者，不师而传，不友而居，无悔也希矣”（曾巩，2004:页 721），

首先就能确定其“师”乃为传承之源的前提。接着，得再举於庆历三年以前，

且又有文献可寻的曾为曾巩之师者，目前也只有在前一节所谈到的余靖与欧阳

修了。 

关於其师欧阳修，曾巩曾在《第一书》中言道：“仲尼既没，析辨诡词，

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醨矣”

（曾巩，2004：页 231），即是认为孔子圣人之道的传承脉络是由孟子、荀子、

扬子以及韩愈的承接顺序而延至的。续再言之：“观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

掎挈当世，张皇大中，其深純溫厚与孟子、韩吏部之书為相唱和，无半言片辞

踳驳於其間，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 （曾巩，2004：页 232），曾巩

借此认为，从欧阳修的作品来看，其“根极理要，拨正邪僻，掎挈當世，张皇

大中，其深純溫厚” （曾巩，2004：页 232）的特质与孟子和韩愈的文章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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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且赞誉其文乃“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如果按照曾巩的思

路延续，在北宋时期能够作为圣人之道的继承者的，也只有“韩退之沒，观圣

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 （曾巩，2004：页 231）的欧阳修而已。 

根据上述所谈，笔者在此作出一个针对曾巩的主客观分类，以便用以定论

出欧阳修是否符合曾巩在《怀友一首介卿》中所言及的“师”。其主观的因素

为： 

1. 自定一圣贤之道的传承脉络，即为“孔子、孟子、荀子、扬子、韩

愈”，且认为承接着韩愈之后的便是欧阳修 

2. 认为“师友”对于修学於圣人之道上所存在的重要性 

而客观的因素为： 

1. 曾巩受教於欧阳修后便日夜刻苦的修读圣贤之书的举动 

2. 曾巩在《第一书》、《第二书》与《怀友一首介卿》的修学过程与变化。

《第一书》作于庆历元年，其文有言，曾巩想向欧阳修请教圣人之道；

《第二书》作于庆历二年，文有言至，感谢欧阳修的受教，令其获益不

浅，后续将发奋研读圣贤之道；《怀友一首介卿》作于庆历三年，在修

学圣人之道上，师者与友人起着“广其道而辅其成”的作用。文中的曾

巩因为遇上王安石而能“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

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故可推论，此时的曾巩其实已明瞭，其已达至

其所言的师友并具的境遇了。 

 

透过以上两个因素的结合，欧阳修也就自然的成为最符合其所言至的师者标准

了。 

其实余靖对於曾巩而言，也是存有一定的师者影响轨迹的。这可追溯回欧

阳修在《与余襄公书》中所提及的“广文曾生，文识可骇，云尝学於君子，略

能道动静”（欧阳修，2001：页 2400），适逢欧阳修得知曾巩曾师从于余靖，

而其“略能道动静”便是赞扬道曾巩作文能阐明所言之事物大义。再者，曾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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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第二书》曾言“此巩既缘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於圣贤之道”（曾巩，

2004：页 234），从而可知，曾巩遇上欧阳修之前，此前其文章便已经是略能

合乎圣贤之道。故此推测，余靖在曾巩为文与习圣贤之道上，相信是有给予帮

助的，所以，按《怀友一首介卿》所谈的师者，余靖应该也是其一标准的人物，

但是，不能忽视的现实因素是，曾巩的两位师者在对比的平台上，欧阳修对于

曾巩的影响绝对是重於余靖的。 

    综上所述，关于曾巩在修学上的“师友渊源”，始於曾巩随父至筠州而拜

得余靖为师，后续於庆历元年又得以拜於欧阳修门下。按此，其实不难理清，

曾巩在问学之路上往往是以研修圣贤之学作为出发点的。然，就余靖而言，对

於曾巩在经学这方面的影响却较不显著。其原因於《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

铭》中，欧阳修对余靖评价道：“自少博学强记，至於历代史记、杂家、小说、

阴阳、律曆、外暨浮屠、老子之书，无所不通”（欧阳修，2001：页 366），

可见余靖虽精通各家之学，且有“以本官知制诰，史馆修撰”的经历，以及赞

扬其“功书史官” （欧阳修，2001：页 369），然而其经学上的造诣却比不上

欧阳修。因此，相对於“家世为儒，故不业他”（曾巩，2004：页 232）的纯

儒曾巩而言，余靖对於曾巩在专注於经学修研的帮助上也相对较小。 

而相比之下，曾巩更热衷於问学於欧阳修，从而可见曾巩在其《第一书》

与《第二书》中对于欧阳修恭敬问学的诠释。当然的是，曾巩对於余靖与欧阳

修之间的热衷选择，是出于曾巩自身的主观意向，两者没有必然的可比性，只

是欧阳修拥有了曾巩所追求的特质，即为“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

自然也成为曾巩最为重视的师者了，相对的，余靖并没有对于曾巩有留下较为

实际的评价，所以，师徒之间的交集深度与曾巩的问学倾向，才是余靖对曾巩

的影响不足於欧阳修的主因。接着，关于其“友”，曾巩已经有言道，王安石

因为能对之“始有周旋儌恳摘予之过而接之以道”，使曾巩在研修圣人之道上

“幡然其勉者有中，释然其思者有得矣，望中庸之域其可以策而及也”，从而

达至其所言的助其“广其道而辅其成”。故於此，便能确定王安石在曾巩研修

上是起着辅助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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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此时正面临欧阳修所引领的古文运动的时代旋涡，其为文章的出发点

自然也延伸至发挥“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维上。学者何寄澎在《北宋的古

文运动》中曾这样评价道：“北宋由於五代乱离，加以国势艰难，故经世致用

思想最为勃发，文章被要求有助於政教实用，於是倡宗经载道的古文而反对骈

偶浮丽的骈文。（何寄澎，2011：页 222）”因此，曾巩学文於欧阳修的结果，

自然也会踏上经世致用的道路，同时也是响应着时代对於儒学的既定概念而前

进。 

 

小结 

综上所述，曾巩史论之渊源於其早年事迹中便多有端倪。从其曾氏家学作

始，历经曾致尧以及曾易占的事迹以及评价，莫不出於对圣人之道的崇尚与学

习，其中“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维，更是作为影响曾巩史论之核心的重要

因素，从而造就曾巩史论作品的思维起源点。接着，曾巩早年所遇之“师友”

事迹，即是向欧阳修学习“圣人至德要道”以及经王安石的“广其道而辅其成”

的经历，都是铺陈其史论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欧阳修在曾巩研修圣人之道的道

路上，更是起着指引与劝勉向道的重要影响，因而促成曾巩史论的又一重点因

素。由是观之，无论是从曾巩受到其家学的熏陶，而醉心於“家世为儒，故不

业他”，或问道於欧阳修，以欧阳修作为修道学文的标准对象，或惑於修道之

瓶颈，幸获王安石指点迷津而广道而铺成，即能明确展示曾巩早年较具代表性

的修道事迹，亦可据此勾勒出曾巩史论之渊源的重点铺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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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家学与欧阳修对曾巩史论初现之影响 

本章节与上一章节是起着前呼后应的作用的，其是因为本章节所引的文章

以及论述的方向都会涉及到曾巩家学与师友对其的影响，并从中勾勒出此两者

对於曾巩史论初现之影响，所以多有引用前章节的句段作为文章的串联，以整

合文章的脉络，总结曾巩史论的渊源概貌与演变的脉络。 

 

第一节 史论之初现 

欲探讨曾巩早年的史论形成，当以相关涉及史论的曾巩文章作为研究的主

题素材。 而曾巩最初显露出其史论的文章为《寄欧阳舍人书》。曾巩就《寄欧

阳舍人书》中针对墓志铭表达了自身的看法，认为： 

夫铭誌之著于世，义近於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於善恶无所

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

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於铭乎何有？此其所

以与史异也。（曾巩，2004：页 253） 

此文原为曾巩感谢欧阳修为其祖父曾致尧作墓志铭29所写。然，按照曾巩说法，

史书与墓志铭存有异同之处。其两者之同，为史与铭皆有记载善行之举，其中

墓志铭更是出於“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

见之”的原因，故而作之；其相异则为，“盖史之於善恶无所不书”,而墓志铭

则是“苟其人之恶，则於铭乎何有？”，虽然两者存在着相异，但是墓志铭的

地位始终也比不上史书来的可客观性的全面记载。因此，鉴於墓志铭有“义近

於史”的功效，故，其历史价值是应是值得重视的存在。可见，在对於墓志铭

的见解上，曾巩则是将史书的善恶皆书，作为墓志铭的撰写要求。而此言论，

便是曾巩最初对史论存有见解的成文了。 

                                                           
29
文章首段便有言：“巩顿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还，蒙赐书及所撰先大父墓志铭’”。此

篇墓志铭就是《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公神道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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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文中所言，因墓志铭与史之异是介於“善恶”事迹的记载选择，墓志

铭虽是缺乏对“恶”的记载，但是对於“善”的记载则是“义近於史”的。换

言之，就史的角度切入，墓志铭存有先天缺陷，然，在处理“善”的事迹上则

是起着史的作用。因此，按曾巩上述所论，墓志铭的事迹记载，本身就存在着

史的价值。 

接着曾巩在《寄欧阳舍人书》中对於墓志铭的见解，确立了墓志铭存有

“义近於史”的功效。故，对於曾巩而言，墓志铭与祭文文体的本身自然也同

为拥有历史价值的存在。再，纵观《寄欧阳舍人书》的成文之前的相关文章，

就有庆历元年的《祭关职方文》与庆历三年的《刑部郎中张府君神道碑》两篇

作品。见《祭关职方文》，其中有言： 

呜呼关公！以文中科，以材为吏。艰於厥初，四十始仕。终领两州，

其治大肆。告老於朝，郎官以归。卿士大夫，观望嗟咨。（曾巩，2004：

页 534） 

曾巩於文中把关职方的官阙生涯给予了一个简洁的陈述。从登科至官领两州的

知府，加上赞誉其治理能力能“终领两州，其治大肆”。单凭此处所言之内容，

都是具有历史价值的。后续更是把关职方晚年的得意天伦生活也载入文中，即

“公出公休，八子侍側。仕者大半，同时共籍。其声显扬，其习顺慈。万石之

风，百世相差。有后如斯，世谁能及？” （曾巩，2004：页 534），可见能得

诸子行孝至此，关职方对於儿子的品行管教以及学识的教学看似也是相当的有

成就，乍看之下，便是一种父慈子孝的体现。鉴于《寄欧阳舍人书》中所提的

墓志铭写作原则，可以发现此篇祭文中也有与之相应的共同点，即有历史价值

的人物传记内容，而且在载写关职方的事迹上也是用以其“功德材行志义之美

者” （曾巩，2004：页 253）作为主要的题材。 

再看曾巩的《刑部郎中张府君神道碑》一文。此文为抚州司法参军张彦博

请曾巩为其父所撰30的神道碑铭。文中篇首对张府君的功名事迹的记载可谓是相

                                                           
30
按《曾巩年谱》所录，庆历三年，此时曾巩在抚州居家研读。张彦博从曾巩问道学文，亦识王

安石，请王安石为其父张保雍撰诗序，请曾巩为其父撰神道碑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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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仔细的，尤其是在载录其迁官的过程，行程更是一目了然。此说可据文中所

言： 

授山阴主簿，有能名……既至，叹曰：‘吾常所欲为此，幾可试

也。’县以治闻，就改寺丞。（曾巩，2004：页 645） 

从这可见，曾巩在张府君的官职升迁的事迹上遵从着事出有因的概念，即有

“有能名”、“县以治闻”来显示其因。续见之，曾巩在叙事上也是相当的仔

细的，节举文中事迹： 

以屯田员外郎、绯衣银鱼知汉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两營变。

佐吏骇，辈入府，府君徐出。独械四卒掠之，趋作诬状，询两營以安之。

至明鞫得，乃实四卒与伍中谋，幸受己甲，捕两營，因自以为叛，遂弃

之市，及谋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可因使臣去来番代之，

行之至今。（曾巩，2004：页 645） 

事发以汉州为背景，简洁而言，事件为张府君透过审问识破“四卒与伍中谋”

的诬状，防止了两營兵变。然，曾巩却采用详细的叙事手法把事件的经过给予

铺陈，由此可见，通过曾巩的叙述，事情的经过都展露无遗，且同时带出对张

府君的赞扬，即临危不乱、明辨是非的办事态度，加之洞察汉州事发的根本原

因，实为“蜀戍兵久合，往往叛”。再者，奏言中能就事而对症下药的“可因

使臣去来番代之，行之至今”，成功预防事件的重演。此外，再看文中所记载

的张府君处理汉阳决堤的事件，事发经过为： 

汉阳距江为城，潦至堤辄毁，岁调薪石，发民完之，工四千人，

两县以病，府君身自護作，省工费半，堤完至今。（曾巩，2004：页

646） 

即是由于汉阳河堤的毁坏，汉阳城以一年的时间，调配薪石，征用民工四千人

修堤。就其“潦至堤辄毁”而言，汉阳城应是常遇雨决堤，导致两县频受水患

的影响。然而，张府君到汉阳治水修堤的过程中，却能“省工费半”，且是比



40 

 

之前的堤防更为牢固，以至于“堤完至今”。张府君修堤的事半功倍，足以可

称其为能吏，鉴于此，曾巩在后续文中也写道对张府君的赞誉，铭曰道： 

公卿内庸，诸侯部使者外治，其体两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难，

不足以布此位，故不能推其功惠及民，岂世所谓贤，天固啬邪？（曾巩，

2004：页 646） 

从此评论可见，曾巩为世间“今常患材难，不足以布此位”而感叹，且“岂世

所谓贤，天固啬邪”更是突显张府君实为难得的吏材。纵观这篇墓志铭，就其

事实记载的叙事过程之详细而言，经已达到了史书的记载作用。尤其是针对文

中地方事件史而言，是极富历史价值的，以及，对於张府君本身也起着人物传

记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祭关职方文》与《刑部郎中张府君神道碑》对比而看，可

以发现两者都有对功名事迹的记载，但《祭关职方文》碍於祭文文体的形式，

而不能就详谈其事迹的经过，且，其比功名事迹较大幅度的对晚年天伦生活的

叙述，文中对其“父慈子孝”的体现更为人所津津乐道。此事考虑到关职方乃

曾巩长妹婿关景晖之父的关系，故曾巩在祭文的创作上，不止单纯的以关职方

角度作为出发点而作，从中带出“子孝”的事迹也难免会对其妹婿的关系存有

瞎想。但，文章中无论是功名还是“父慈子孝”的事迹，都是“盖古之人有功

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曾巩，2004：页 253）的

“善”行，而这才是曾巩於祭文中所要着重的价值观。 

按照两者事迹梳理，就关职方的事迹单薄31，故取张府君来谈。据上所知，

曾巩在叙事张府君的事迹上，采用了相当仔细的文笔记载，文中的张府君既是

能明辨是非，也能洞察兵变根源，且能修复河堤，这便是典型的懂得“治乱得

失兴坏之理”之人。然而这是据曾巩的写法所揭示出来的结论，但如若没有收

到这方面的影响，当也不会贸然为之。这皆因曾巩身受其家学的“治乱得失兴

坏之理”的影响，故把这种思维也带进墓志铭里。而且，曾巩於铭文中多好发

                                                           
31
文中对关职方的功名事迹的描述，只有“其治大肆”，然而，如若不懂“治乱得失兴坏之理”，

何以能大治於此？故此为本文依然认为关职方符合曾巩家学思想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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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其讲论道德的儒家说教充斥於铭文之中32，便是其铭文特色之一。尤其是

在取材和写法上，此说的取材便是指对於事迹的选择性记载，写法便是指对人

物处事能力的描写。 

文中引曾巩的这两篇文章，原因有二；其一，关於关职方功名行事的“终

领两州，其治大肆” （曾巩，2004：页 534）,与张府君明辨是非，制止兵变

以及修提治水有道的事迹，两者都符合曾巩自身对於“史”的要求。因为，曾

巩於《<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及，认为史书乃“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

而为法戒” （曾巩，2004：页 187）的存在，须知史书本应“能传于久，此史

之所作也” （曾巩，2004：页 187）。按曾巩之意，如若史书不能发挥此等效

用，将会被遗弃而不得久远流传於世。再，史书如不能将“是非得失兴坏理乱

之故而为法戒”，便会造成史书“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

设辞之不善” （曾巩，2004：页 187）。故此，因为曾巩将墓志铭与祭文以

“义近於史”的角度作为切入点，所以文章的内容着重点，便能发现曾巩的出

发点是建立在对於能否发挥墓志铭与祭文的“史书”价值。 

 其二，按曾巩认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终将为史的

最终目的。从中，可发现曾巩的自家史论的於其早年就已展露头角，而且与其

“南丰曾氏家学”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这点，就是前两节所提到的曾氏

家学中对於“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维学习与实践。 

曾巩虽存有“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想，然其身不在其职，不得尽能发

挥，仅能透过文章为之叙述与赞扬，行动与思想或指事迹与记事，是曾巩与曾

致尧以及曾易占在家学渊源的体现上最大的差别。此番前提，需要明白的是，

史论当以记事为准。鉴于此，以庆历七年为界，可确认的是，曾巩在对史传的

写法上，是备受其家学思想的牵引的，而这种思想即是能够向上寻觅至其家学

的影响。 

自从曾巩於庆历二年，由於太学选拔参加礼部试落第（李震，1997：页

51），便已归还抚州。对於曾巩从庆历二年至七年(1042-1047) 期间的作息，

                                                           
32此说法参考於学者喻进芳<论曾巩的墓志铭——兼与韩愈墓志铭比较>的论述，页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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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见《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所言：“此巩既缘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

於圣贤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进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是

亦为报之心也”（曾巩，2004：页 234），便可知曾巩到抚州后便开始日夜苦

读，虽说五年间迁居於临川，但曾巩仍然是毫无官职在身，故依然留於临川苦

研学问33，以至于到七年间（1047），其所作的《寄欧阳舍人书》中所言谈的史

论，本文考虑到因曾巩的修学是随着大部分在家研读的情况，《寄欧阳舍人书》

中对于史的阐述，似乎就是最受其家学影响的史论了。按照上述思路，如若

《寄欧阳舍人书》中的史论是属於备受家学影响的存在，鉴此为界，在庆历七

年以前的任何相关史论文章，都存有受其家学熏陶的影响因素。 

 

第二节 撰铭者应有之条件 

本文於上述所提及曾巩对於墓志铭“义近於史”的概念，绝非首开先河。

因为，相关的墓志铭撰写方向与要求，在南朝时期，刘勰於《文心雕龙》中就

有为铭文设立《诔碑》篇，且提出为墓志铭的撰写者的条件要求为“资乎史才”

（黄叔琳，2000：页 155）。可见，南朝时期就已经间接的把墓志铭的作用提

升至“史”的程度了，所以才会要求撰铭者须有“史才”。故，对於墓志铭能

发挥“史”的作用的观点确立，其实已经流传甚久。曾巩於《寄欧阳舍人书》

中，除了接受与定义墓志铭“义近於史”的概念以外，同时也提及了至关重要

的观点——撰写墓志铭的应有条件。其文中有言道： 

及世之衰，为人之子孙者，一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故虽恶人，

皆务勒铭以夸后世……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铭始不实。

（曾巩，2004：页 253） 

曾巩认为，墓志铭的文体本就是以隐恶扬善为主，所以和史书善恶都如实记载

的要求虽有共同载善之处，却因其不书其恶的“异”而导致墓志铭踏上虚而不

实的道路上。而导致墓志铭虚而不实的情况，就是因为撰铭者担心“人情之所

                                                           
33
《曾巩年谱》有载於庆历五年间，曾巩“居临川，张持（字久中）过焉，始识之，并与研讨学

问”，再者，庆历六年，在临川有“抚州金溪人胡敏学於曾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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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而避讳实写其恶，从而迁就死者家属的要求，促而导致“谀墓”之文

的诞生。然而，谀墓之风自汉以来就一直有所流传，见《后汉书·郭泰传》中

就有载录着蔡邕为其所撰写的墓志铭作出的自评道： 

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范晔，

1965：页 2227） 

这就说明了蔡邕所作的大部分铭文，都不免涉及虚而不实，夸大其辞的通病。

对於曾巩来说，蔡邕的这个做法正响应着其“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曾巩，

2004：页 253）的说法。蔡邕虽为其所作的谀墓之文存有愧疚之心，但是其明

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举动更是揭露了谀墓产生的根本原因。 

谀墓之风的存在绝非会因撰铭者的愧疚之心而踏上灭途，又或者经历历代

士人评击而绝迹。相反的，此风气却能普遍的流传下来，其中《宋书·礼志二》

中有记载到晋武帝因厌恶谀墓之文对於社会风气的不良影响，而下诏怒斥道： 

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其大於此。一禁断

之。其犯者会赦令，皆为毁坏。（沈约，1997：页 407） 

可见谀墓之文对於晋朝初期的社会影响，且对於追逐墓志铭中的虚而不实，夸

大其辞的虚伪风气更是嗤之以鼻，以至於下诏禁止铭文的创作。而到了赵宋时

期，时人引用了围绕在韩愈谀墓的议题上作出延伸，见於刘克庄《后村诗话》

177 条中有云：“刘叉嘲退之谀墓，岂惟退之哉？”（徐海容，2011：页 82）

此事源於《新唐书·刘义传》所载刘叉听闻韩愈礼贤下士而归入其门后的一则

故事：“后以争语不能下诸公，因持愈金数斤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

若与刘君为寿。’愈不能止，复归齐、鲁，不知所终。”（欧阳修、宋祁，

1997；页 5269）至此，刘克庄用意便是以韩愈为例，列举前朝之人蔡邕等人因

受高额润笔而作碑文的事例，促使对“谀墓”之举进行抨击。其中后续至顾炎

武对韩愈也颇有微词，其《与人书十八》中有言： 

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

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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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北斗矣。今尤未感许也。此非仆之言，当日刘叉讥之。（顾炎武，

2008：页 96） 

再有《日知录》卷十九《艺文·作文润笔》中，引用刘禹锡《祭韩吏部文》的

“公鼎候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认为韩愈的“谀墓”之举，乃

“发露真赃者矣”（顾炎武，2006：页 109）。於此按韩愈上述事列的记载，

可知“谀墓”之举除了“人情之所不得”，为金钱所利诱34也是一个主要因素。 

    然而就韩愈的“谀墓”而言，除了因高额润笔的利诱关系而遭受评击之馀，

同时也存在着另一面的评价。同为宋人的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卷一《退

之作墓志》中有云：“吾观退之作《王适墓铭》，载候高女一事，几二百言，

此岂足以示后耶？然退之作铭数十，时亦有讽有劝，谅非特虚美而已。《题欧

阳詹哀辞》谓：‘古之道，不苟毁誉於人，则吾之为斯文，皆有实也。’”

（徐海容，2011：页 82）按此可见吴子良认为墓志铭的首要任务，应是发挥

“有讽有劝”的作用，而“虚美”之词的运用只是为了将不得“足以示后”的

事迹进行修饰，并令其得以“示后”的出发点而已。因此，只要能达到“讽劝”

后人的效用，“谀墓”并非不可为。这与曾巩倡导撰铭者需具备“能文章”35的

观点不谋而合。由此可见，此时的宋人对於“谀墓”的切入点存有相异，其相

同的则是关於撰铭者的撰铭出发点为两者探讨的侧重点。而相异的则是，铭文

能否能否达到讽劝的作用，同时也左右着对於“谀墓”的存在评价。 

    延续至清代，尚有学者对此病态的举动进行严厉的批评。且看纪昀於《阅

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中所载录的一则故事，其曰道： 

李玉典言：有旧家子，夜行深山中，迷不得路。望一岩洞，聊投

憩息，则前 辈某公在焉。惧不敢进，然某公招邀甚切。度无他害，故前

                                                           
34上文刘克庄、顾炎武皆以刘叉言及之韩愈受金钱利诱而做出“谀墓”之举。然而宋人吴子良

则认为“以退之刚直，不肯谀生人以取富贵，乃能谀墓众人而得金耶？”的反思，后续又提

“义，小人，欲夺金而设辞耳”。接着，宋人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三也提及“刘叉爱金使

酒，不拘细行，士类鄙之”，便是认为刘叉言行之不可信，尤其是其驳斥韩愈为金钱而谀墓的

说法。此文参考引用自学者徐海容於<韩愈“谀墓”问题研究述评>中的见解。页 82。 
35可见曾巩《寄欧阳舍人书》：“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於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此

便是提及写作功力对於撰铭的重要性。关於曾巩“能文章”观点，本文后续将细述探讨。《曾

巩集》，页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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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谒。寒温劳苦如平生，略问家事，共相悲慨。因问：“公佳城在某所，

何独游至此？”某公喟然曰：“我在世无过失，然读书第随人作计，为

官第循分供职，亦无所树立。不意葬数年后，墓前忽见一巨碑，螭额篆

文，是我官阶姓字；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有都过

实。我一生朴拙，意已不安；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物聚观，更

多姗笑。我不耐其聒，因避居於此。惟岁时祭扫，到彼一视孙耳。”士

人曲相宽慰曰：“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

部亦常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某公正色曰：“是非之公，

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

扬，何必以虚词招乎？不谓后起胜流，所见皆如是也！”拂衣竟起。士

人惘惘而归。余谓此玉典寓言也。其妇翁田岩曰“此事不必果有，此论

则不可不存！”（纪昀，1998：页 300-301） 

文章以人物对话的方式带出谀墓为先人带来的困扰与耻辱。其中内文便提到

“某公”的铭文中“碑文所述，则我皆不知，其中略有影响者，有都过实”存

不符之事实，乃空穴来风之境，且存微功过褒、夸大其实之弊病。此弊病虽令

“某公”后人自得享誉其中，然而，却引发了“加以游人过读，时有讥评，鬼

物聚观，更多姗笑”的恶性后果的出现，令“某公”为此谀墓感到羞耻而避之

不闻。可见，此弊病的存在本身就是出发於立碑之人对於虚荣心的追求，其为

壮其先人之美名而虚华其实。接着，文章以“仁人孝子，非此不足以荣亲。蔡

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常谀墓。古多此例，公亦何必介怀！”道出谀墓的存

在乃约定俗成、亘古不变的存在事实，继而带出时人虽对谀墓示之以讽刺与耻

笑，却无法阻止谀墓的创作空间，且同时也默认了时人对於谀墓风气的存在与

接受。再，文章的流程借 “士人”对“某公”的劝慰，已引申出纪昀对於谀墓

的观点，其借“某公”之口道出“是非之公，人心具在。人即可诳，自问已惭，

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荣亲当在显扬，何必以虚词招乎？不谓后起胜流，所

见皆如是也！”的见解，便是要呼吁时人反思谀墓的存在之必要性，尤其“人

即可诳，自问已惭，况公论具存，诳亦何益”之句更是道出了虚言不得以盖其

实的根本因素。而，随着“公论”与时间的推移，谀墓之文自会面对被批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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嘲讽之后果。且，其文以“此事不必果有，此论则不可不存！”作为文末之评

价，便是显露出纪昀对於谀墓之风的不满与价值否定。 

故结合上述所举的蔡邕为其所撰的谀墓之文存有愧疚之心一事，与纪昀引

述小说人物之口批评后人为先人立谀墓之碑的举动，此二者正响应着曾巩所认

为的谀墓产生的主要因素，既其一为后人“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 （曾巩，

2004：页 253）；其二则为撰铭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

书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 （曾巩，2004：页 253）的见解，便呼应了二者

乃“於是乎铭始不实” （曾巩，2004：页 253）的根本因素。 

不过谀墓歪风的影响，其实不只是存在於墓志铭这类文体而已。曾巩在

《洪渥传》中曾针对传记华而不实的事迹载录，作出了以下的看法。据《洪渥

传》内容所写，道出其的生平事迹为“为人和平，与人游，初不甚欢，久而又

味……渥平居若不可任以事，及至赴人之急，早夜不少懈”（曾巩，2004：页

651-652）即可知其为人除了温良和顺以外，也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为此，曾

巩认为洪渥的为人行事乃“蓋人人所易到”的简易美德。然而，曾巩之所以会

为洪渥作传的其中缘由，是因为： 

予观古今豪杰士传，论人行义，不列於史者，往往务摭奇以动俗；

亦或事高而不可继；或伸一人之善而诬天下以不及。（曾巩，2004：页

652） 

按上文所述，可知那些描述其为人行义的事迹之时，却摘取一些奇特之事以得

以惊世动俗；又，以一些事迹的述说，却“高而不可继”；又，为张扬一人之

善行，却妄称其已至无人能及的程度。曾巩此所三举，都无不与谀墓歪风的微

功过褒、夸大其实之弊病极为相似。再之认为此类文章“考之中庸或过矣”

（曾巩，2004：页 652）的问题。从中可知，曾巩以洪渥事迹之简易平凡以及

中庸之道作为立论点，用以嘲讽传记文章之不实的弊病。因此，按上所言可得

知传记类型的文章，也存有谀墓歪风的弊病。接着，就传记的事迹载入而言，

顾炎武也在《日知录》中就此提出过关於传记类作品之评价，在其《古人不为

人立传》中认为：“列传之名始於太史公，盖史体也。不当作史之职，无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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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传者，故有碑、有志、有状而无传……若《段太尉》，则不曰传，曰《逸事

状》，子厚之不敢传段太尉，以不当史人也。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

史官之职矣。”（顾炎武，2006：页 1106）更是明确的表示对於“史”类文体

的重视。促而提出传记类应由史官所撰，而能不失去其史的价值。再有《志状

不可妄作》的：“志状在文章为史之流，上之史官，传之后人，为史之本。史

以记事，亦以载言，故不读其人一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顾炎武，2006：

页 1107）便是顾炎武对於志状体撰写的看法，其谓道志状体同为“史”类文体，

撰写之人需要端正自我的态度，以史官的责任出发，从而遵从“故不读其人一

生所著之文不可以作”的条件完成撰写。可谓无不从史书撰写之条件延伸而至

的。按此而推，传记与志状体两者皆有“史”的价值，如若撰者不严谨处理，

也将落得“谀墓”之境地。 

    谀墓的通病风气虽存於历史长河之中，但这样的谀墓铭文在内容的载录与

流传之根本问题上，却是会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从而说道： 

后之作铭者，常观其人。苟托之非人，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

以行世而传后，故千百年来，公卿大夫之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铭，而传

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书之非公与是故也。（曾巩，2004：页

652） 

皆因铭文中所记载的事迹不符，导致铭文不得流传。须知，铭文原是给予后人

懂得前人功德事迹，而且本就是不载其恶的文体存在。但曾巩认为，一般的於

铭文也需要达到不隐其恶的做法36，故，相比於自身此等的别於普遍撰铭的特殊

要求，倘若因其内容夸大其言而虚而不实，而导致其文不得久传的后果，此举

才更为得不偿失。所以，如若为“恶人”做墓志铭，按曾巩的观点，对铭文的

撰写要求是可以被改变的，即是应书其“恶”之实，而非隐瞒其恶行，且不该

                                                           
36
据上所引“故虽恶人，皆务勒铭以夸后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为，又以其子孙之所请也。书

其恶焉，则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铭始不实”曾巩认为，撰铭者受死者家属的请求而不写其实，

且夸大其实，此举不可取。然，既已经答应为他人撰写，而因其隐恶扬善之举而使铭文不得传

久。故，把真实的事迹记载下来的侧重点，应优先於文体要求。所以，对於曾巩而言，於铭文

中书写其“恶”并非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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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情之所不得” （曾巩，2004：页 253）之情所左右其所书写内容，这才

能够使之不成“谀墓”之文。 

    可见谀墓歪风对於撰铭者，实存在着客观因素上的影响。借摘录於《阅微

草堂笔记·槐西杂志》一事，即“蔡中郎不免愧词，韩吏部亦常谀墓。古多此

例，公亦何必介怀！”（纪昀，1998：页 301）中所指出古代的撰铭大家，却

都受制於谀墓之风，更甚者则为直接的鼓吹此风。固然，正因此前的撰铭大家

们对於谀墓之风的接受与应用，实已间接助长且宣扬此歪风。而面对着如此的

时境因素，都令后世的撰铭者纷纷得以效仿与延续之，从而选择轻视其撰铭事

迹的真伪之重要性，以致於令其作品困於谀墓歪风之中。其实，歪风的起因何

不因为墓志铭本身文体的特殊条件，以及其歌功颂德的成文要求，即是“盖古

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 （曾巩，2004：

页 253）的原因。虽有时人对此歪风进行评击，然而，时人对於谀墓的接受力

度却是宏量的，且对於谀墓未存太大的打压力度，除了上文提及的“晋武帝禁

立碑”事件，以及曹操也曾於建安十年下令禁止随意立碑37的一事以外，随着时

间的推动，谀墓歪风仍然盛行於汉魏后世的事迹,也证明了的期间消除歪风的举

动失效38。因此，造成撰铭大家对於谀墓之风的接受与时人默认其歪风存在的现

象，而此等嘲讽之却又接受之的矛盾举止，都是助长此歪风的推手，也是谀墓

之风得以流传於就的主要因素。 

    曾巩就此现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即针对了铭文作品本身的流传力度，

着重於铭文“足以行世而传后” （曾巩，2004：页 253）的目的。曾巩认为，

一篇铭文的流传性强弱不出於其内容的真实性与公正性，故提出“则书之非公

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 （曾巩，2004：页 253）的看法。而此等缺乏流

传性的铭文，则是因其“书之非公与是”的因素造成的。此等因素的存在，同

时也导致谀墓之文横行於世，其后果则为引发“公卿大夫之於里巷之士，莫不

有铭，而传者蓋少” （曾巩，2004：页 253）的弊病。对曾巩而言，作为“书

                                                           
37
《宋书·礼志二》载道：“建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雕弊，下令不得厚葬，又禁立碑。” 页

407。 
38
《宋书·礼志二》有载：晋武帝咸宁四年，又诏曰：“此石兽碑表，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

财害人，其大於此。一禁断之。其犯者会赦令，皆为毁坏。”至元帝太兴元年，有司奏：“故

骠骑府主簿故恩营葬旧君顾荣，求立碑”诏特听立。自是后，禁又渐颓。大臣长吏，人皆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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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非公与是”的铭文，虽可达到天下之士得以有铭之境，然而内文的失真只会

导致铭文遭到后世之人的嘲讽与遂弃，以致於令其铭文失去其流传价值。且，

铭文作为载录先人事迹的存在，却因其内容失真而丧失其载录的价值，如此之

举於记事的角度而言，已无撰铭的必要。哪怕谀墓之文有幸得以流传，也只有

作为反面教材的价值，此事无论是对於立碑者，还是撰铭者，都是百害而无一

利之事。故，对於曾巩而言，撰谀墓之风虽能果存於世，但谀墓之文却面对难

以流传的后果，便是谀墓歪风的真实写照。 

曾巩为此谀墓歪风的做出了一个结论，认为问题的核心因素在於“托之非人”，

并视之为谀墓四起的根本原因。继而带出一个合格撰铭者的撰铭条件，是为： 

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蓋有道德这之於恶人，则不受而铭之，於众人则能辨焉。而人之行，有

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恶相悬而不可以实指，有实大於名，

有名侈於实。犹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恶能辨之不惑，议之不徇？不惑不

徇，则公且是矣。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於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曾巩，2004：页 253） 

就曾巩於文中“畜道德”的观点而言，当撰铭者存有一定的道德修养，就不会

撰写出上述所例举的颠倒是非，夸大其实的铭文内容，同时在面对恶人的撰铭

请求上，也能够分辨出其铭文主人的事迹真伪以及其在世行为之褒贬。接着，

在面对着这些表里不一、透其表面而不能析其善恶的之人，也只有道德高尚之

人才能够分辨出其事迹之真伪，且撰写铭文之时才能够立於善恶分界线的立场，

而能不被“欲褒扬其亲而不本乎理”、“人情之所不得”此等客观因素所迷惑，

因此在行之评论之时才不会有失公正。然，倘若撰铭者只是存有“畜道德”的

这单一撰铭条件，在曾巩看来，是不足以令其所创作的铭文发挥到“足以行世

而传后”的效果的。而，需要的是同时兼具“能文章”的条件，才能促成之。

这是因为，文章倘若文笔不佳，则会使文章不得以受后人传颂，导致“其辞之

不工，则世犹不传”的后果，从而丧失其“足以行世而传后”的目的。故此，

能够赋予此类铭文文章的内容公正性、真实性以及流传性的，只有“畜道德而

能文章”的两者兼修者才能驾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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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当一位撰铭者能够同时存有“畜道德而能文章”的美德，此时其为

他人所作之铭，也就能达到曾巩所认为的： 

其辞之作，所以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其严。而善人喜於见

传，则勇於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至於通材达识，议烈节

士，嘉言善状，皆见於篇，则足以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

近？（曾巩，2004：页 253） 

所以一篇达标的墓志铭是可以使受铭者无留遗憾於世，同时其后人也能得其所

益，得以承其尊严於世。故而致之善人“喜於见传”而促使之“勇於自立”，

恶人则因“以愧而惧”而促使之悔其生平作为。可见墓志铭具有一定的教育感

化的伦理作用，这与史书传记的鉴事和警劝作用是一致的。故能串联其铭文

“义近於史”的说法。按此可得，曾巩所认为的撰铭者应有的撰铭条件，就是

存“畜道德而能文章”之美德者。 

 

第三节 曾巩“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以欧阳修为标准 

回顾《寄欧阳舍人书》的本意，其文章原为曾巩感谢欧阳修为其祖父撰写

了碑铭，期间却有感而发的探讨了撰铭者应有的撰铭条件，以及碑铭流传於世

的价值。但是，曾巩能得其所论，实非其空穴来风，而是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

而促成其论述的产生。首先，曾巩於文章之中虽对“褒扬其亲”而失实的墓志

铭表示不满，但是，在曾巩遵其父（李震，1997：页 94）的要求，请欧阳修为

其祖辈撰写铭文之时，曾向欧阳修提供了一些与其祖辈和家世有关的资料。可

是，当欧阳修认真的研读此番资料之后，却发现其所叙述的先人事迹存有不实

且缺失之处。欧阳修为此修书一篇《与曾巩论氏族书》，对此提及了“然近世

士大夫於氏族尤不明，其迁徒世次多失其序，至於始封得姓，亦或不真。”

（欧阳修，2001：页 665）的相关问题。欧阳修从《史记》和《诸侯年表》中

考察了曾巩给予的相关资料，都面对着记载不符的问题，且“蓋世次久远而难

详如此” （欧阳修，2001：页 666）的难题更是令欧阳修不能於其祖父铭文中，

细数将曾巩给予的资料载入之。故，欧阳修除了将一些真实无误的资料照实叙



51 

 

述以外，而其余较为模糊缺失的部分，则用“不知其始封”，“蓋自鄫远出於

禹，历商周千有余岁，常微不显”以及“而其后又晦，复千有馀岁而至於公”

（欧阳修，2001：页 330）等相对含糊的文句叙述其先辈事迹之流传，并无为

其一一坐实。因此，曾巩在收集其祖辈的资料以及对於其资料审核上，都无法

免於因其资料之不实而导致产生谀墓的潜在因素，促而间接的犯上了其所不齿

之错误。然而，也正因曾巩犯上了此等错误，才会从而衍生出其撰铭者需有

“畜道德而能文章”条件的想法。 

按作品的创作时间点做为标准，曾巩请求欧阳修为其祖辈做碑铭之事发生

於庆历六年（李震，1997：页 94），而《寄欧阳舍人书》则是作为收到欧阳修

的成品铭文后，所作的感谢文章，此文作於庆历七年（李震，1997：页 106）。

按理而言，《与曾巩论氏族书》以及《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巩神道碑

铭》二文当是作於《寄欧阳舍人书》以前。这期间的曾巩刚好经历了与欧阳修

为其祖父撰铭之事，其中便是因其所收集的资料多有缺失，且审核不够严密而

导致欧阳修需要为其行之考察；以及欧阳修在面对无从考证的缺失资料，依然

按其本意，把手上相对确实的资料都载录其神道碑铭之中，而较为模糊不清的

资料则含糊述之，并无为此而作出谀墓之举。欧阳修此等两者的举动，得到了

曾巩相当的敬佩。因此，曾巩就此事於《寄欧阳舍人书》中表达了对於欧阳修

的赞扬，其谓道：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虽或并世而有，亦或数十年或数百年而有之。

其传之难如此，其遇之难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谓数百年而有

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铭其公与是，其传世行后无疑也。（曾

巩，2004：页 254） 

曾巩於上文中提及到“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乃为世间罕见的问题，从而带出铭

文因“所托不得其人”（曾巩，2004：页 187）而面对难以流传的困局。因此，

从中也不言而喻的赞誉着欧阳修就是其所认为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故知

其目的有二，其一为赞扬欧阳修乃数百年难得一见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

其二则为感谢欧阳修为其祖辈撰写出公正、真实的铭文，以致於能够把其祖辈

的言行之卓越呈现於世，同时使之得以流传於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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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文章所述，后世的文章大家多有评价，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则有孙琮

曰：“子固感欧公铭其祖父，寄书致谢，多推重欧公之辞。然因铭祖父而推重

欧公，则推重欧公正是归美祖父起手。以铭志与史相交略同，说铭与史异，则

曰‘古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必铭而见之’，是祖父为有美可见。又说铭

与史异，则曰‘嘉言善状皆见於篇，则足以为后法’，是祖父为言行可法人。” 

（高海夫，1998：页 3760）张英云有云：“以畜道德而能文章归美欧阳公，足

以见作铭之不易。” （高海夫，1998：页 3760）林云铭有云：“是篇把铭与

史分别异同，转入后世之不实无可传处……见得此铭便是千秋信史，可以警劝，

关系匪轻，与世人执笔不同。”（高海夫，1998：页 3761）李元春有云：“说

志铭之体，使后世方知志铭之重而不可轻为。”（高海夫，1998：页 3762）诸

家评语颇能切中曾巩的文章中枢，无一不提及其对於撰铭者应有的撰铭条件以

及其异於世人的着重点，即重视铭文创作的教化与史的作用，以发挥其流传的

价值。 

本文於上述虽多有提及曾巩与欧阳修之间因铭文事件的交集，但作为触发

曾巩对撰铭者应有的条件的论述。曾巩之所以会将“畜道德而能文章者”作为

立论点的其中因素，则需要追溯到更早的曾巩与欧阳修交集的时期，於庆历元

年间两者初次会面之时。由於《寄欧阳舍人书》作於庆历七年，关乎曾巩对於

欧阳修文章之评价甚多，且存於不同的生平阶段，於此又是探讨曾巩撰铭者要

求的触发点，故取庆历七年以前较为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也就是《上欧阳学士

第一书》以及《上欧阳学士第二书39》。其中，关於欧阳修作为曾巩所认可的

“能文章者”的事迹，可考察於欧阳修作为其自幼便崇拜的文学大家，即“巩

自成童，闻执事之名。及长，得执事之文章，口诵而心记之。”（曾巩，2004:

页 231）此时已知曾巩可谓是相当推崇欧阳修的文章，且曾巩“家世为儒”的

背景，其文辞作文又多以教育感化的伦理作用作为其成文基准40，且曾巩认为欧

阳修的文章乃“真六经之羽翼，道义之师祖也”（曾巩，2004:页 232），自然

就将欧阳修的文章作为学习标准，以学习足以诠释圣人至德之道的文笔。 

                                                           
39
《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作於庆历二年，故也包括於庆历七年之前，逐而引之。 

40
见文<子固先生行状>曰：“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

损益，必本於经……” 始知曾巩作文都必本於儒道。《曾巩集》，页 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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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会作为曾巩“畜道德者”的形象标准，源於其作《上欧阳学士第一

书》中，将欧阳修评作为於“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

宜莫如於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舍是醨矣”（曾巩，2004:页 231）后，

能完整诠释圣人至德之道的 “韩退之没，观圣人之道者，固在执事之门矣” 

（曾巩，2004:页 232）就只有继韩愈之后的欧阳修而已，可见欧阳修於曾巩心

目中的地位乃为承儒之道的道德至上者。且，曾巩於《上欧阳学士第二书》中，

就提到向欧阳修问学“圣人至德要道行於世间之道”41的事迹经过，其中： 

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

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

感且喜……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於圣贤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进

修哉，日夜克苦，不敢有愧於古人之道，是亦为报之心也。（曾巩，

2004:页 233-234） 

这揭示着曾巩向欧阳修学习圣人之道的事迹，且其“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

其益，而及於中庸之门户，受赐甚大，且感且喜” ，更是让曾巩自觉受益甚重。

其中“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便已明确的表达

了曾巩研修圣人之道并非盲目的推崇，而是会选择根据时势而改变其传道的方

式。据此，曾巩於《<战国策>目录序》中的“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

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曾巩，2004:页 184）的宗旨

便是延续於此说法，并且更为完整且相呼应之。再，於《子固先生行状》中也

为此写出“明古谊，达时变”（曾巩，2004：页 791）评价，由此更为明瞭到

曾巩将之思维贯彻於其作文行事之中。接着，曾巩受欧阳修指点后便日夜苦读

“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 （曾巩，2004:页 233）的书籍，其不留余力的勤奋，

当是不敢愧对於古人的智慧，同时也是为报答欧阳修对他的知遇之恩。 

                                                           
41
见《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

者，使巩薰蒸渐渍，忽不自知其益……”页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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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可知欧阳修在曾巩求圣贤之道的学习道路上，起着一种叮咛其“畜德养

志”42的作用，同时也发挥着一种方向指引的影响43。从曾巩先是推崇而效仿其

文章开始，后次於受教圣人至德之道於欧阳修的事件来看，欧阳修就是其“畜

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最佳模板。尤其是其中曾巩对於其德44的追求，多有崇尚备

至之势。故此张伯行也针对曾巩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想法作出了评价，

其曰道：“其通篇命脉在‘畜道德而能文章’一句，至说有道德铭始可据，而

能文章只带说，其轻重尤为得宜，行文之妙无法不备”（高海夫，1998：页

3761），此为针对《寄欧阳舍人书》中内容之评价，但是，将此延伸来看，曾

巩从受欧阳修文章的吸引与影响开始，到备受其道德感化乃至於勤奋学习“圣

人至德要道”的转变，不难发现曾巩初见欧阳修开始至庆历七年间都受到欧阳

修勉励其“畜道德”的思维熏陶，再因其《与曾巩论氏族书》以及《尚书户部

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巩神道碑铭》二文成文之经过45作为诱因，终使曾巩得以生

成其对於撰铭者应有之条件的独特看法46，即需“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能为之，

以令铭文得以传於久。 

 

小结 

综上所述，可得曾巩对於撰铭之要求的形成过程。须知其初衷，曾巩作文

一向本於六经
47
，以文以载道的方式於世宣扬圣人之道，故文章多有教化的意义

与价值。至于《寄欧阳舍人书》中的教化意义，当是指出谀墓之错误以及带来

之恶果，再提出解决此困境之方法，即“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故而形成其对

                                                           
42
出自於<与曾舍人书>中所曰：“今岁科场，偶滞遐举。畜德养志，愈期远到，此鄙劣之望也。”

此文出於庆历六年，事源於曾巩科举落第，欧阳修为此加以勉励之，望其能本於初心，再接再

厉。 《欧阳修全集》，页 2468。 
43
其实，此定论於本论文的第一章节已经有所细述，所以本文於此不加复述。 

44
曾巩赞誉欧阳修为当世继承圣人之道的文章家。继承圣人之道者当存有一定程度的圣人之道。

故此说之“德”，当是指欧阳修所具备的圣人之道，乃承儒之道的道德至上者。 
45
事源於曾巩请求欧阳修为其祖父作铭。欧阳修撰铭之时，发现曾巩给予的资料多有缺漏，便起

草《与曾巩论氏族书》告之，后於《尚书户部郎中赠右谏议大夫曾巩神道碑铭》中并无做出谀

墓之举。故令曾巩有感，倘若天下撰铭者皆有欧阳修的文笔气节，谀墓歪风当会截止。 
46
取於林云铭对《寄欧阳舍人书》的评价：“见得此铭便是千秋信史，可以警劝，关系匪轻，与

世人执笔不同。” 《唐宋八大家文钞·校注集评》，页 3761。 
47
出於《宋史本传》：“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曾巩集》，页

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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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撰铭者存有其自成一家的特殊看法，以致倡导之为撰铭者应有之条件，从而

提倡世人学习圣人之道以及加强文章的写作能力，以绝谀墓歪风。虽然《寄欧

阳舍人书》的目的乃着重於赞扬欧阳修为畜道能文者，以及暗喻着其祖父的善

行得以流传於世，然而其“义近於史”的想法，却促成此文成为其史论初现的

的重要文献。这是因为，引本章第一节所谈，曾巩认为墓志铭在在处理“善”

的事迹上起着史传的作用，故，墓志铭的事迹记载，本身就存在着史的价值。 

其实，曾巩对於铭文所书之“善”所存有的要求，已经延续至曾巩后期所

撰写史书目录序中，即《南齐书目录序》中所提出的撰史者应有之条件为“古

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

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曾巩，2004：

页 187）的想法，其中对照其“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文必足以发难

显之情”无不与其所提出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概念大为相同。因此，从

曾巩对於撰铭者应有之条件到撰史者应有之条件的转变，便能揭示出其史论渊

源之成型。 

故知曾巩的史论渊源可追溯到其家学与师友对其之影响。而其家学以及师

友对於曾巩在圣人至德之道的学习与追求上，都起着“广其道而辅其成”重要

的作用。因为，《寄欧阳舍人书》中对於史的意义与价值，就是承接着其家学

师友的影响因素，经其转化而成，得出“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撰铭者之应有

条件，接而连之的从撰铭者条件之基础，推演出对撰史者的应有条件。因此，

在探讨曾巩史论的渊源之时，是不能无视其家学与师友对其的影响。因其演变

的过程是有目共睹的，且是前呼后应的情况，既能明确的展示其作为曾巩史论

的渊源部分，亦可从中勾勒出其史论演变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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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曾巩史论之实践  

曾巩非任职史馆的时期的史论文章，可以在与欧阳修交集文章以及曾巩本身的作

品中找到一些较为零散的史论端倪。例如曾巩本身的两篇<咏史二首>、以及<读五代

史>等，以及《寄欧阳舍人书》中更是有对于撰铭人的修养提出了要求，认为“义近

於史”的铭文需要“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撰写才能使之流传，此类作品多作於入史

馆以前，因此可见此时的曾巩对於史书的功用已存有一定的见解。相反，除了史馆以

外，曾巩相关的史论创作，大多集中在曾巩任职史馆期间，且是为史籍作序时，才有

论及的。故，知其史论实践的客观环境当选择曾巩在史馆的时期，而且当以序文为主

要的探讨依据，此等皆因序文是史馆时期的作品，又多以谈论史书为主。相比较曾巩

其他时期的相关作品，史馆序文之作，更为贴切於曾巩史论之成品。综上所提，如若

探讨曾巩史论之实践，其史馆时期的作品与事迹都是重要的因素，本章节将以此作为

切入点，以探讨曾巩史论之实践的脉络以及其史论集中创作之原因。 

曾巩二十六年（1057-1083）的仕途生涯，历经三朝，即仁宗、英宗以及神

宗。在曾巩的仕途里，其所担任的官职性质为登科进第后的太平州司法参军；

后召为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接着徒迁七州

通判；晚年移迁京师，留守三班院，再入史馆修撰五朝国史，后再拜为中书舍

人。曾巩在史馆的修撰事迹可分为两个时期，即为早年的编校古籍八年，以及

晚年的修撰国史。曾巩於熙宁二年祈求外任，后续且有元丰三年的乞见神宗，

而被诏留於京，勾当三班院。 

纵观所见，离与进京阙二事皆牵引於神宗。然而，后续因曾巩所作的<太祖

总论>，不为神宗所满意48。接着，又见《宋史·曾巩本传》所载：“吕公著尝

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曾巩，

                                                           
48
学者熊伟华在其《宋神宗罢休<五朝国史>考》对此展开过探讨，认为神宗对曾巩《总序》的不

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既其一为“为在论赞中将宋太祖与汉高祖相比较。神宗担心曾巩将这

种比较的手法推及赵宋后世的皇帝身上，以致於给神宗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其二，“论

赞的篇幅过大。神宗修《五朝国史》的原意就是因为《三朝国史》和《两朝国史》的篇幅太大，

故希望新修合编后能言简意深，而曾巩的一篇论赞就近三千字，显然不符合神宗的要求。”；

其三，“对太祖过分的赞誉。曾巩对太祖的极力赞美，自然引起太宗后代神宗的不满。曾巩在

《总序》中虽然摆正了宋受禅於后周的正统地位，却在赞扬太祖的同时不再‘舍子属弟’的太

宗处於尴尬的位置，因而触犯了太宗后世皇帝的大忌。”出自<湖北社会科学学报>，2010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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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页 809）便知曾巩晚年时期依然遭遇他人之谗言。对照於上述的变化，

曾巩原先受神宗所重用，但因其《太祖总序》不合神宗之意以及受人谗言而被

罢休《五朝国史》，但其境遇可不似早年，反而拜曾巩为中书舍人，看似期以

大任，实则不然。神宗受他人之谗言以及遭遇曾巩《太祖总序》而罢休一事，

依然任职中书舍人之原因应是惜爱曾巩之材，据《子固先生行状》所言：“会

徒沧州，召见劳问甚宠，且谕之曰：‘以卿才学，宜为众所忌也’遂留公京

师。” （曾巩，2004：页 795）从而可知，神宗对於曾巩才学之赏识才将之留

於京以备重用，曾巩为此也心存感激“公亦感激奋励，欲有所自效。”（曾巩，

2004：页 795）故此，才得以於其晚年入京进阙。从上也可得知，神宗理解事

态之缘由皆因曾巩的才学，才会导致他人的妒忌，故而谗言於此。因此关於吕

公著对於曾巩的评价，神宗自然也有一定的心里准备。只是因当时的士大夫们

一向都不待见49於曾巩，迫於客观因素的影响之下，才“以是不大用云”。虽然

如此，神宗仍然对曾巩的才学颇为赏识，见“数对便殿，所言皆大体，务开广

上意，上未尝不从容领纳，期以大任。”（曾巩，2004：页 795）虽罢休《五

朝国史》不尽其意，但依然“公夙夜讨论，未及属稿，会正官名，擢中书舍人，

俟不入谢，使谕就职。”（曾巩，2004：页 795）的令其担任京阙一事，可见

神宗并无受他人谗言而完全弃用曾巩，而将曾巩放置於较为适合其意的官职。

因曾巩的史论文章皆集中於嘉祐五年（1060 年）至熙宁二年（1068 年）此八年

之中，反之熙宁二年之后的史论文章却只有《太祖总序》而已，因本文的目标

是集中论述曾巩早期於史馆的史论实践，故本文将曾巩早年时期所作之序文作

为主要的探讨对象，故以，熙宁二年为界，其晚年的史论变化将不在本次论文

的讨论范围。 

 

                                                           
49
此时可见王琦珍先生为此中所作出的一番分析，他认为，曾巩之所以会招士大夫排斥的主要因

素是因为欧阳修在“濮议”之争中遭遇诽谤，於治平四年（1067）出知亳州。政敌的得势，曾

巩也因支持欧阳修，韩琦等也随之遭受冷落。上述皆整合出於《曾巩评传》，页 17-18。再有，

曾巩於《赠黎安二生书》中阐明他遭遇到的不待见其中因素，其言道：“夫世之迂阔，孰有甚

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和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俗乎：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

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予乎。”可见曾巩的此论自嘲，带出他人之庸俗，自身之清高，虽是自嘲

自身的不识时务，却拥有不随波俗流之贞节。同时也带出，馆阁一职脱离不了处世入俗，曾巩

就因为行事不俗流，而不受士大夫们待见。此出於《曾巩集》，页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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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馆外史论作品之辨析 

曾巩早年在嘉祐五年至熙宁二年为编校史馆书籍，后於元丰三年（1080 年）诏

为史馆修撰，前后两期总计十一年。曾巩在史馆编校修撰多年，其所校勘的史书与古

籍有《陈书》、《新序》、《梁书》、《列女传》、《礼阁新仪》等等。待整理完成

后，曾巩都会为这些史书古籍作序，倘若细观曾巩部分所作的序，往往就能带出其独

特的史论见解。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数《<南齐书>目录序》，内而有谈“古之所谓良史

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

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2004：页 187）此言实乃为曾巩史论之锥形。茅坤对

此曾有评为“论史家得失处如掌”（高海夫，1998：页 3800）且再看张伯行所评

“史者，是非得失之林。古之良史，取其可法可戒而已。故明道看史不蹉一字，而朱

子亦草率不得，诚重之也。后世辞掩其实，虽以司马迁伟拔出人才，犹难言之，况其

下者。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

者痛下针砭。”（高海夫，1998：页 3800）其后还有《<唐令>目录序》重点总结唐

太宗的功绩、《<战国策>目录序》的反面教材之作用等等，都是曾巩早期在史馆的史

论代表作。见下列相关於曾巩於熙宁二年前的史论文章的分布图表 1： 

任职於史馆时

期的史论作品 

《<新序>目录序》、《<梁书>目录序》、《<列女传>目录

序》、《<礼阁新仪>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陈

书>目录序》、《<南齐书>目录序》、《<唐令>目录序》、《<

说苑>目录序》、《<徐干中论>目录序》、《<鲍溶诗集>目录

序》、《唐论》、《书魏郑公传后》 

非史馆时期的

相关史论作品 

<咏史二首>两篇、<读五代史> 

图表 1 

故，纵观曾巩史论文章的著作期，身居史馆时期以外的作品反而相对较少。其

中只有两篇<咏史二首>以及<读五代史>。根据曾巩史论作品的著作量分布，有

鉴於曾巩的史学论述多集中在史馆任职的时期，其中多以修撰史籍后撰写的序

文为据，可得曾巩史论文章的创作与其史馆官职两者存在着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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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於曾巩於史馆中为其所修撰的史书作序一事，相比於史馆以外的作品，

其存在着因公事之必要而作的因素，即是其出发点并不与<咏史二首>两篇、<读

五代史>的作品般相同的自发创作谈史。接着，於熙宁二年以后，曾巩除了晚年

的<太祖总序>以外，便再无谈史之作，且<太祖总序>的创作缘由也是出於公事

之所需。从而视之，根据史论作品的创作篇幅与分布，就不难发现曾巩谈史多

不出於公事之所需。故，曾巩这撰写史论文章的出发点，可追溯至其师欧阳修

之所言：“通经学古，履忠守道……文章不为空言而期於有用”（欧阳修，

2001：页 1698）的想法。串联上述说法之原因，可得曾巩所作的史论文章，大

多事出有因，其中<读五代史>的诗文，恰好就是在至和元年（1054）与欧阳修

谈论《五代史》议题时期之所作，欧阳修为此曾於<与渑池徐宰书>中提及

“《五代史》，昨见曾子固议，今却从头改换，未有了期。”（欧阳修，2001：

页 2473）有鉴於此，曾巩有感而发的史论作品便更为寥寥无几，就只有两篇<

咏史二首>。 

据於李震所作的《曾巩年谱》所载，两篇<咏史二首>则分别作於皇祐元年

（1049）以及至和元年。此两篇诗文，以《曾巩年谱》作准50，无从考察於曾巩

以何出发点而作，故而将之归纳於有感而发的作品。但是，须知两篇<咏史二

首>、<读五代史>都是作为曾巩早年的作品，也是进入史馆以前的所作的作品，

皆为不受公事因素的创作诗文。且看其诗<咏史二首>之所言： 

京室天下归，飞甍无馀地。国土忧社稷，途人养声利。贵贱竞一时，

峩冠各鳞次。子龙独幽远，聘召莫无意。 

子云无由归，俯首天禄阁。君平独西南，抗颜观寥廓。无猜到沉冥，

有故惊寂寞。用心岂必殊，拘肆事终各。（曾巩，2004：页 16） 

上述诗文为曾巩於皇祐元年所作，此时的宋代社会经过“澶渊之盟”后进入於

一个矛盾的阶段，其就是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

                                                           
50
关於《曾巩年谱》中，其实还有对於<唐论>的创作年份之编排，编於至和二年（1055），这为

李震自行推断为曾巩及第前的作品。此见於《曾巩年谱》，页 165。但，本文章并不认同此说

法，而是引用高海夫的说法。原因在於高步瀛对於<唐论>的解释较为根据，认为《<唐令>目录

序》与<唐论>应是同一时期的作品。因为两者的内容互相呼应着。因此，认为<唐论>是在治平

元年至二年间（1064-1065）的作品。见《唐宋八大家文钞集评·南丰文钞》，页 4108-4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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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此事的北宋被周遭的国家辽与西夏所困扰，而且也以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为

目标。此时的宋代学术思想与史学思想都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就是“尊王攮夷”

（吴怀祺，1992：页 3）。因此，曾巩於上述诗意中，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尤

其是其“国土忧社稷，途人养声利”与“君平独西南，抗颜观寥廓”这两句。

接着，再看<咏史二首>，其写道： 

仲尼一旅人，吴楚据南面。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 

赐也相国尊，子思终不慕。乃知古今士，轻重复内顾。（曾巩，

2004：页 40） 

这篇诗文为曾巩於至和元年所作，其诗文内容引用了孔子与弟子们周游列国提

倡其儒家学说的事迹作引，带出从孔子至曾巩生活之时，此时的吴楚已经不复

存在，但是孔子的学说依然流传至宋，其中“贵贱”之说便知曾巩意之所指，

带出其追求“传於久”的价值观。接着，以子思不慕恋於官位之事迹，带出其

倡导士人应该追求“畜道德”之思维。再看<读五代史>，其写道： 

唐衰非一日，远自开元中。尚传十四帝，始告曆数穷。由来根本强，

暴戾岂易攻？嗟哉梁周间，卒莫相始终。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当时

积薪上，曾宁废歌鐘。（曾巩，2004：页 43） 

这篇诗文是曾巩对於五代时期所作出的一个整合评价。诗中借用唐代由国力兴

盛衰败之经过作为前车之鉴，再提出“由来根本强，暴戾岂易攻”的问题作为

反思切入点。以此衬托出五代时期的历代皇朝都面对着“兴无累世德，灭若烛

向风”的后果。从而引申出五代时期因“无累世德”之原因，所以朝代都不能

存世於久，且更替频繁，逐为乱世。 

    综合上述三首诗文之内容与手法，从抒发“尊王攮夷”的思维，到对儒家

学说能“传於久”的赞扬以及对“畜道德”的倡导，还有借唐之兴衰谈论“累

世德”的重要性。三诗皆是以儒家的圣人之道作为价值观与出发点，用以叙述

诗中的历史事件。鉴於此，足以证实曾巩在尚未入史馆以前，就已经以“为文

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於六经”的思维，注入其史论作品之中。而且，

上述至和元年的<咏史二首>与<读五代史>都带出了曾巩重视学说或朝代是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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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传於久”的效用，且认为只要将圣人之道经世致用就能达成“传於久”

的成果。故而可见，曾巩对於历史事件的评价价值观以及其史论之脉络。 

 

第二节 释其史才於史馆——经欧阳修推荐 

首先，须知曾巩是由欧阳修所荐举而能进史馆编校书籍的。欧阳修在《举

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状》中便认为曾巩“其所为文章，流布远迩，志节高

爽，自守不回”（欧阳修，2001：页 1705），并认为上述荐举之三人“皆一时

之秀”（欧阳修，2001：页 1705）。须知，当时的宋代馆阁校勘，在职事的系

统化、专业化、及分工负责的细致程度上，都已较唐代校书有很大的发展（张

富祥，2006:页 98），而且，当时进馆阁担任校勘职位之人，需要经历以下的

考验，因为： 

当时选人入选，必先由户部取常选人状试判三节文字，每节 150 字以上，

仍择其可者，又送学士院试诗、赋、论，所试皆合格，方能入馆校勘。（张富祥，

2006:页 98） 

便知其入馆条件之不易。且馆阁的地位对於世人而言确为不凡，皆因： 

宋代国家图书的校勘整理以馆阁为中心，组织严密，规模盛大。由於馆阁

既是国家藏书之地，又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一代名臣多出其中，他们既亲自

做过校勘，又大都曾长期主持整理编撰事宜，因此朝廷对文献校勘的重视程度大

大超过前代。（张富祥，2006:页 97） 

接着，再看其校书的组织制度之严谨程度： 

宋代校书的具体组织，并不纯有馆职人员构成，一些重大的校勘活动和

项目，事实上皆有许多高级文职官员参与。校勘程序一般分为四个层次，即先

由校勘官初校，次由馆阁京朝官中有学问及声望者覆校，然后再由馆阁主管官

员点检详校，最后由翰林学士及知制诰等侍从官复加点检而总其成。真宗以后

校书，虽组织制度时有变化，而多层次设置的原则没有变。有时宰执大臣乃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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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还亲自审定校本，尤可见朝廷对馆阁校书的重视。（张富祥，2006:页

98-99） 

所以相比於宋代朝廷对於馆阁校勘职位之重视51，欧阳修为曾巩行荐举的担保方式，

且再为其后续言道“入后不如举状，臣甘同罪”（欧阳修，2001：页 1705）的严肃

程度就不难理解了。故可见欧阳修用本身的仕途作为担保，若非曾巩等人无真才实学，

未免风险过大，且欧阳修此时刚升任为枢密副使52，仕途前途大好，绝不可能如此儿

戏待之，足以相应见之本身对於曾巩入史馆编校书籍能力的肯定。 

再看<与渑池徐宰书>中欧阳修所言“《五代史》，昨见曾子固议，今却从头改换，

未有了期”（欧阳修，2001：页 2473）；以及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中对於撰写意

近於史的铭文，铭文与史书两者本身具有共同点，就是撰写对象的善行，既然铭文应

由“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曾巩，2004：页 253）来撰，才能让铭文流芳百世，那么

撰史的要求应以衬托而出了，因史书会将善恶之行皆以载之，上略两者虽无直接性表

达，但都若现其史论之雏形，所以欧阳修就是最早洞悉曾巩史论的人，促使其让曾巩

入馆阁发挥其史才。 

接着在曾巩入史馆后不久，时因前代经历五代乱世，虽此时已“及宋兴已

百年”（曾巩，2004：页 186），但官家所收藏的相关史书已多有失迭。其中

的宋、齐、魏、梁等诸史都面临着“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於其行事之迹，亦

罕得而详也。”（曾巩，2004：页 185）的问题。而据《<陈书>目录序》中所

载：“嘉祐六年八月始诏校雠，使可镂版，行之天下。”便知此时正好遇上仁

宗下令编校上述诸史，故可得曾巩初始入史馆所参与编校的史籍之范围，其中

更有曾巩亲自上奏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异本，即《陈书》、《梁书》二书，文

可见於：“臣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

                                                           
51在《宋会要辑稿》中就有一段关於史馆取士的要求，其中便是提到“今后大臣举馆职……即於数

内选实有文行、为众所称者取旨与试”。由此可见，史馆工作的取士可谓严谨。见《宋会要辑

稿》，页 3502。 
52
出自“嘉祐五年，十一月，以欧阳修为枢密副使，荐章望之、曾巩、王回等充馆职……”见

《曾巩年谱》，页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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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先皇帝53为下其事，之七年冬稍稍始集。”（曾巩，

2004：页 185）可见，官家编校史籍的其一优点便是在於收集民间藏书之便利。 

此时的宋人由於受文献传统与官家注重校勘书籍的影响，故其私家藏书与

校勘风气也相当兴盛，其中，便有荆南的孙光宪“聚书数千卷，或自抄写，孜

孜雠校，老而不废”（脱脱，2004：页 13956）；洛阳的赵安仁“尤嗜读书，

所得禄赐多以购书……时阅典籍，手自雠校”（脱脱，2004：页 9659）；常山

的宋绶“家藏书万馀卷，亲自校雠，其笔札尤精妙，及卒，帝多取其书字入禁

中”（脱脱，2004：页 9735）等。不过此等私自校勘的成效与官家校勘的成效、

规模不可同日而语。皆因官家校勘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为皇家藏书以及学者用书

提供定本，因此绝大多数的校勘专家与名流都是尽力为之的。与此同时，官家

校勘的人数众多，涉及面也较广，又能各尽所长，所以其总体之成就亦非私人

校勘所能达到的。因此，宋代通行的重要经史著作，一向都是以官家校勘的定

本最受世人所重视（张富祥，2006:页 103）。鉴於此，馆阁编校的职责的重要

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时，也引申出曾巩在史馆所参与编校的诸史，存有推

广於世人的潜在任务。 

一、以道论史——悉史之“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 

对於曾巩而言，撰史的目的应是“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

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於久，此为史之所以作也。”（曾巩，2004：页 187）

即是以历史事迹中的“是非得失兴坏之理”作为一切之总结，并引以为后世之

法戒。今人学者喻进芳，就上述所引之文作出这样的论述，认为：“曾巩基本

上继承了孔子《春秋》‘五例’著作的原则和方法，把惩恶劝善，以史为鉴作

为撰写史书的目的，其立足点在儒家仁义道德的层面。”（喻进芳，2008：页

60）须知，曾巩除了对在史书的看法上，立足点在於儒家仁义道德方面以外，

於其所创作的其他文章作品，其实都是“必本於经”的。此乃为曾巩自身“家

世为儒，故不业他”的纯儒行为，也是后人一致给予曾巩的评价。 

                                                           
53
先皇帝为下其事：《陈书》的编校完成於嘉祐八年七月，但此时的仁宗驾崩於三月辛未即农历

三月二十九日。其养子赵曙则於四月初一即位。故这里的“先皇帝”即是指仁宗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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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曾巩的“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的史论思维，於其

他史书序文中也有发现。其《<梁书>目录序》中有提，认为“夫学史者将以明

一代之得失也”（曾巩，2004：页 178），便是倡议於学史的目的，应为明了

一代得失之所在，从而得知两者出发点与意之大同。从而引申之，若以此作为

观察曾巩史论的切入点，实可推论於曾巩其馀的史论作品中。续以《<梁书>目

录序》为例，其中就以佛道兴盛於梁的时代面貌，以圣人之道的立足点，道出

其“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曾巩曰： 

《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

两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

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

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圣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

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曾巩，

2004：页 178） 

从上述可知，曾巩认为圣人之道与佛道之间的差别就在於对内在真理的追求以

及行道於外的“两得”。他提出了得於内心之道，没有不可以行之於外的道理，

而不可以行之於外的道理，就不是得於内心之道的看法。再以《周易·系辞上》

作为论证，认为圣人之道的追求之一，便是智足以知晓万物而其道可以用於天

下，这样才不会有所过失。继而带出了“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

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之用”为佛道不足的基本层面。从而引申出，

曾巩归结於梁之所以亡国的根本原因，就是其弃圣人之道而从佛的举止。且其

崇佛失国的后果，将作为梁之“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 

曾巩於《<陈书>目录序》中有曰： 

夫陈之为陈，盖偷为一切之计，非有先王经纪礼义风俗之美、制

治之法可章示后世。然而兼权尚计，明於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之所

以兴；惑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亡。兴坏之端，莫

非自己致者。（曾巩，2004：页 186） 



65 

 

按上述所言，此与曾巩<读五代史>的观史出发点相同，两者皆因“由来根本强，

暴戾岂易攻……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曾巩，2004：页 43）而遭遇亡国

的后果。曾巩认为陈的兴亡之故，皆出於自身所导致的。其之所以会取代梁而

立国之根本为“兼权尚计，明於任使，恭俭爱人”，而其亡国之根本则是“惑

於邪臣，溺於嬖妾，忘患纵欲”。因此，其兴国而不修德政的行为，才是其步

向灭亡之诱因。故，曾巩将此作为陈的“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之总结。 

接着曾巩於《<战国策>目录序》中有曰： 

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於说之易合。其设心注

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

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

卒至苏秦、商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者

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寤也。（曾巩，2004：页

184） 

据上可得，曾巩认为战国时期的游士们，并不信赖治国之道，而是乐於从事奉

迎之说，处心积虑的谋划狡诈之计。故其多以论述欺诈之利，却不谈败坏之处，

论战争之利却不谈其害54。但是，其所失去的，比起所得更为多。皆因“及其后，

谋诈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曾巩，2004：页 184）。而导致策士自

亡其身也，同时也导致“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的结果。故，曾巩将战

国诸国与秦时期的灭亡事迹，都归结於邪说歪风盛行於世的原因，此为其“是

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 

    纵上可知曾巩以“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的视角观史。故而看出其史论

局限於政治上的教化以及论述皇朝成败的问题。但是，回顾於其家学对曾巩的

影响，其备受“家世为儒，故不业他”的思想束缚，曾巩於史馆中的史论实践，

                                                           
54
曾巩本身是不受待见战争这一举动的，其《唐论》有曰：“亲行阵之间，战必胜，攻必克，天

下莫不以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太宗之为政於天下，得失如此。”曾巩以三代之治作为

为政之标准，认为三代之政能享誉於久的根本原因，其中之一便是不以屈人之兵，令四方平定。

其认为为政需以三代之政为效法的标准，乃以儒家仁义道德为立论点作出评价。故而得其之。

见文於《曾巩集》，页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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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是出於本心，将其家学倡导之“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思想运用其史论领

域之中。 

二、以道续史——意於“传於久” 

除了上节的“以道论史”，曾巩也注重於史书本身是否能“传於久”的作

用。其中，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便是认为当史书本身能发挥到“是非

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曾巩，2004：页 187）的作用之后，才能“传

於久” （曾巩，2004：页 187）。也就是说，在曾巩看来，“传於久”应是史

书的最终存在目的。按此，可见於曾巩的<咏史二首>，其“仲尼一旅人，吴楚

据南面。不知千载下，究竟谁贵贱？”中便是将孔子的学说以及吴楚的割据作

出了的两者流传性比较，以儒学能“传於久”称之为贵，而吴楚割据的不能

“传於久”的现象则称之为贱，故知其以“传於久”作为两者的比较价值。再

有，曾巩於<读五代史>中所曰： 

唐衰非一日，远自开元中。尚传十四帝，始告曆数穷。由来根本强，

暴戾岂易攻？嗟哉梁周间，卒莫相始终。兴无累世德，灭若烛向风。当时

积薪上，曾宁废歌鐘。（曾巩，2004：页 43） 

此诗於上一节便有谈到，其就是总结了唐至五代的衰败原因，其由来的“根本”

虽然强盛，但是“无累世德”的行为才是一切的衰败导因。故而导致朝代建立

后不久，便逐步迈向亡国。虽在诗中贯彻着“以史为鉴”的道德劝善之目的

（喻进芳，2008：页 60），但也关切到其衰败之原因，导致五代各朝不能“传

於久”的结果。 

曾巩於《寄欧阳舍人书》中，就世人的铭文的创作因为受到谀墓歪风之影

响，而导致：“则书之非公与是，则不足以行世而传后”（曾巩，2004：页

253）的后果。而能够解决这一困境的，就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当由

“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撰铭则能发挥：“蓋有道德这之於恶人，则不受而铭之，

於众人则能辨焉……而其辞之不工，则世犹不传。於是又在其文章兼胜焉。”

（曾巩，2004：页 253）的功效。从而得以行其“足以行世而传后”的目的。

因此可见，曾巩也以“传於久”的最终目的作为“义近於史”的铭文之存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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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鉴於此，人文与历史事迹的载录是否具备“传於久”的功效，一向是曾巩

所重视的着重点，同时也期许於史书传体发挥其经世致用的作用，两者在曾巩

看来，都是相辅相成的，故以“足以行世而传后”作为史书传体的教化方向，

以引领世人以此作为修史的最终目标。 

从上节所举三文为鉴，可知曾巩会根据不同史书、史迹之立场特点，以圣

人之道为其论史的立足点，即以“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畅谈各朝各史的历

史事迹。须知，曾巩本身就认为上述史书存有难“传於久”的困境，续《<陈书>

目录序》中如其之所评：     

盖此书成之既难，其后又久不显，及宋兴已百年，古文遗事靡不

毕讲，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岂非遭遇固

自有时也哉！（曾巩，2004：页 186） 

便是道出《陈书》一史在撰修过程遇上的困难，书成后又默默无闻於世。其刚

好遇上此时的宋代士大夫们，盛行於古文遗事的广泛研讨，才得以“盛行於天

下”。续言道《陈书》於此前所面对的难以流传之困境，归咎於陈朝因“盖偷

为一切之计”（曾巩，2004：页 186）。且不修德政的事迹，其无从德政可取

之处，才是导致其史难“传於久”之缘由。 

        再者，曾巩於《<战国策>目录序》中有曰：“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

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曾巩，2004：页 184）道出了其史载录之

邪说，已然害道之存，提出了是否应当销毁舍弃《战国策》的反思问题。对照

上述两史内文摘录之弊端，皆为导致史书不能“传於久”的根本问题。同时，

曾巩也认为，若要令此类史书能够“传於久”，就必须在论述这类的史书之时，

以圣人之道作为立足点，述说其史之“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因此，曾巩

於《<陈书>目录序》中，就《陈书》的流传价值，说道： 

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风雨》之诗所为作者也，安可使之

泯泯不少概见於天下哉？则陈之史其可废乎？（曾巩，2004：页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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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陈书》的史书价值，为其所载录的一些得以被《诗经·风雨》中所歌颂

之人55，此乃“盖古人之所思见而不可得”，所以不能使之泯没无闻且不能彰显

於天下。此乃《陈书》所不能遭遇废弃的原因。 

而於《<战国策>目录序》中，有曰： 

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於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

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

岂必灭其籍哉……至於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二百四

十五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废也。（曾巩，2004：页 184） 

按上文所言，曾巩认为君子欲禁止其世间邪说，是采取明示於天下的做法，如

此便能使其邪说不可为也不可听从，尔后才加以禁止以致於使其绝迹。而且，

《战国策》本身的流传价值，乃为其所载录的“则上继春秋，下至楚汉之起，

二百四十五年之间”，所以是“不可得而废也”。 

曾巩以圣人之道56为史书作序的其中缘由与出发点，便是希望通过圣人之道

的借力，使劣史也能传於世间，且也能“传於久”，皆因其所存的事迹载录，

具有历史价值。官家馆阁所编校之史书，本身就已经较受世人所引用或接受57。

故此类史书“传於世”的功效，事实上并不需要过度依靠曾巩所作的史论序文。

序文本身的存在意义，便是做为主体史籍文传的介绍文章，但，曾巩按於自身

对於圣人之道的追求，且为文章必本於经的概念，孜孜不倦的以道入史的谈论

史书之“是非得失兴坏治乱之故”。其实曾巩也正好以此入史馆编校的机缘，

得以将其史论公之於世，且曾巩认为上述史书存不能“传於久”的困境，故以

圣人之道立足论其之得失，即能提倡其圣人之道，也能令其史论得以“行於当

                                                           
55
按《诗经·郑风》中，其小序说道：“《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意指思念君子，虽居乱世而不改其操守之人。 
56这里所提到的圣人之道，便是指史书需存有“是非兴坏得失之理”的立足点作为撰史的切入

点。就曾巩於《<南齐书>目录序》：“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二典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

并与其深微之意傅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曾巩，2004：页 188）中

所提，以《尧典》、《舜典》的事迹作例，引导后人学习“圣人”所制定的制度法律。接着，

再以浅白通释之笔法，诠释圣人之道。无不以曾巩的“畜道德而能文章”出发点作为引申。 
57
於本章第二节有提及此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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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之世”58以及发挥以道续史的作用。对曾巩与其校勘的史书而言，此为双赢的

局面，更是各取所需的结果。 

 

第三节 名正言顺——则得以论史 

按曾巩的史论作品皆集中於史馆时期所作，而史馆外时期却只有以诗的形

式所存，且只有两篇<咏史二首>与<读五代史>而已。从这点来看，曾巩存有借

史馆设施之便，得以通阅相关史书的利益因素。但，为史书作序的曾巩，通阅

史书本来就是其於史馆校勘之职责。故，曾巩得以借助为史书校勘作序的机缘，

於序中发表对於其史书的整体评价与看法，促使其成为曾巩史论的主要载体。 

因此不难联想到曾巩的史论论述，实为建立於史书这一载体之上。倘若曾

巩无法以史书作为其史论载体，又或其身不在其职务，即不得任职於史馆编校

史书典籍，曾巩本身是甚少自发谈史的。这事件以在曾巩本身的著作的创作年

表59上得以证实。故，不得修史则不谈史，其中曾巩的《唐论》与《书魏郑公传

后》的状况较为特殊，虽此两篇文章不为官家所作，但两者皆与曾巩所参与编

校的《<唐令>目录序》有所关联。曾巩於《唐论》中以先代三王的事迹评价唐

太宗之政事，《书魏郑公传后》则述说上谏之举乃为为唐太宗时期得以兴盛的

其中因素。两者之同皆言及唐太宗之政事与政策，却与《<唐令>目录序》所谈

及的唐代之政令的序意相同，皆以唐太宗做论述点，因此三者立论点相同。故

得曾巩编校《<唐令>目录序》的同时，有感而发的续而著作出上列两篇史论文

章，其出发点与<读五代史>60同一。 

曾巩於史馆末期遭遇到朝中之人的排挤，也导致其将“行之本份”的概念，

作为其行事标准。此可见於曾巩於《赠黎安二生书》中的自述，事源於治平四

年（1067）间，曾巩得苏轼自蜀至京的书信，应同时也得黎安二生的请序之文。

                                                           
58
出於《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原文：“坐而与之言，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

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曾巩集》，页 233。 
59
资料可细看於李震所著的《曾巩年谱》。 

60
学者喻进芳认为<读五代史>是曾巩拜读欧阳修所修撰的《五代史》后所创作的。《论曾巩的史

学思想》，<理论月刊>2008 年第 8 期。 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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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对二生应很是看重，且看曾巩对二生之文的评价，序中有言：“读其文，

诚闳壮隽伟，善反复驰聘，穷尽事理，而其才力之放纵，若不可极者也。二生

固可谓魁奇特起之士”（曾巩，2004：页 217），对於曾巩而言，单凭二生之

文章，就已能“余之知生，得之於心矣”（曾巩，2004：页 217），又何必

“以言相求於外邪”（曾巩，2004：页 217）的写序呢？曾巩於此用反问之意，

为得就是要突显后续二生请序的目的，而这就是“生与安生之学於斯文，里之

人皆笑为迂阔。今求子之言，盖将解惑於里人”（曾巩，2004：页 217），可

见里人皆讥笑二生斯文之迂阔，然而，相对的曾巩反倒是见二生文而“知生，

得之於心矣”（曾巩，2004：页 217），纵观曾巩的作文手法，其实是为了反

讥二生乡人不懂二生斯文之妙。此番懂得斯文者赞之，不懂得斯文者讥之之境，

便是曾巩暗喻二生不用过于执着乡人讥笑之意。 

二生今番请序，即是为了解除乡人对二生斯文的疑惑，如果曾巩只是用之

劝说二生，且不是本末倒置？引申之，对于斯文之妙的解述上，首先得明理的

是，曾巩序文的最终对象，就是一群不崇斯文的乡人。据上节的所论，二生寻

人写序之考量，当选推崇斯文者，方能明释斯文之理，以解乡人之惑，但是，

在写序者曾巩的角度而言，若以斯文作序，又惧乡人不得明理，若以“太学体”

作序，又不得明斯文之理。此时据於两难的曾巩，最后选择了以自己本身作为

引申，以示二生。 

且看曾巩续言之。曾巩得知二生请序的目的后，便言道“余闻之，自顾而

笑”（曾巩，2004：页 217），曾巩於此笑之，实乃笑二生错托他人矣。既然

二生是为解乡人迂阔之讥，才寻助能解之之人，但是，曾巩是如此评论自己的，

序言道：“夫世之迂阔，孰有甚于余乎？知信乎古，而不知和乎世；知志乎道，

而不知同俗乎：此余所以困于今而不自知也。世之迂阔，孰有甚於予乎”（曾

巩，2004：页 218），曾巩自嘲乃迂阔的代表者，世上无能能及之，而且认为

他至今仍然处境窘困就是因为“知信乎古，而不知和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

同俗乎”（曾巩，2004：页 217）。其实，以曾巩所任的职位来看，曾巩称自

处境甚困是相对不合称的，且看欧阳修如何看待馆阁职位，其《又论馆阁取士

劄子》中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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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以馆阁之职，號为育才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於两制；两

制阙人，则必取於馆阁。然则馆阁，辅相养材之地也。材既难得而又难知，

故当博採广求而多蓄之，时一得於其间，则杰然而出为名臣矣。其余中人

以上，优游养育以奖成之，亦不失为佳士也。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

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於馆阁者，十常八九也。（欧阳修，2001:页 1728） 

可见单依能任职馆阁一职，就与大好仕途画上等号了。再看李昉的诗作，有一

诗便是谈到就任馆阁的情况： 

私阁清虚地，深居好养贤。不闻尘外世，如在洞中天。日转迟迟

影，炉袅袅焚烟。应同白少傅，时复枕书眠。（许红霞，1998:页 177） 

馆阁之职可是自修养生的好差事。反观之，曾巩从嘉佑五年冬入馆阁至治平四

年间，已有近七年，就算不能晋成名臣，应也能尝“优游养育以奖成之”，何

故会“困於今”？难道曾巩不明白其职之好处，或许对于他人而言，馆阁乃是

士人慕之之职，然而对曾巩而言，却是不能有所作用的，这都因为自己只相信

古道与礼法，而不去迎合当今的世俗情怀的关系。曾巩此论的自嘲，反而带出

他人之庸俗，自身之清高，虽是自嘲自身的不识时务，却拥有不随波俗流之贞

节。同时也带出，馆阁一职脱离不了处世入俗，曾巩就因为行事不俗流，才会

招致朝内的士大夫们所不待见。 

如若曾巩自评己之困境，出自於不随波俗流，那么在《宋史·曾巩传》中

的评价正好有起着相对面的作用，传中载道“吕公著尝告神宗，以巩为人行义

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脱脱，2004：页 10392），此番

之“为人行义”，并不能意指曾巩的德行，因为传中有载“巩性孝友，父亡，

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脱脱，

2004：页 10392），可见曾巩是如此孝义之人，若果将吕公著所言的“为人行

义”释为品德，二者同置於一传，岂不是自相矛盾，所以笔者认为吕公著所言，

实乃指曾巩崇古迂阔、不识时务。因此可见，曾巩仕途的不得志且不受待见，

无论是他人之评价，还是自嘲，其起源都意指着曾巩的行事崇古而不入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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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不受士人待见的原因，除了是其行事崇古而不入俗的原因以外，还有

一个重要的因素——卷入了“濮议”事件。事由仁宗立继子赵曙为帝，是为英

宗。时为治平元年（1064）五月，此时朝廷探讨加封宗室的问题，以欧阳修、

韩琦、曾公亮为首的中书省等人，认为濮王为“上所生父，不可於诸王一列”，

故因将英宗之生父称为皇考。於此同时，司马光也率领王珪、吕大防、吕诲、

范纯仁等台谏大臣则认为应称濮王为皇伯。两派为此僵持不下。时有皇太后曹

氏以手书责备中书省的韩琦等人“不当议称皇考”，韩琦等奏“议称皇伯为无

稽”，且欲缓其事，须太后意解。英宗惊骇，下诏有司博求典故，务和《礼》

经以闻，故暂时罢议。此时范纯仁与史吕海等人联合弹劾韩琦专权导谀，“欲

追崇濮王，使陛下厚所生而薄所继”，又共同弹劾欧阳修首开邪议，“以近利

负先帝，陷陛下於过举”，欧阳修为此上子自辨，并取得曹太后支持中书省所

议，故允许英宗尊濮王为皇考，即尊濮安懿王为濮安懿皇。但后续的欧阳修等

人续遭吕诲、范纯仁等人弹劾。直到治平三年（1066）二月，范纯仁、吕诲遭

到贬官出京61。至此，中书省与台谏大臣的“濮议”争论才得以平息，前后论战

近两年，双方所上章奏难以数记。曾巩此时任职於史馆之中，因其为欧阳修门

下的弟子，其史馆的职位又是又欧阳修所荐举的，故在朝中也遭遇政敌的排斥，

加上其崇古而不入俗的为人处世，其时境可谓相当的困难。 

不过曾巩依然本於“取舍去就必应礼义”的行为为其主旨，其见於林希

《曾公墓志铭》中，就曾巩的行为评价道： 

公於取舍去就必应礼义，未始有阿附。治平中，大臣尝议典礼，而

言事者多异论，欧阳公方执政，患之。公著议一篇，据经以断众惑，虽亲

戚莫知也。后十馀年，欧阳公退老於家，始出而示之，欧阳公谢曰：“此

吾昔者愿见而不可得者也。”（曾巩，2004：页 801） 

林希於墓志铭之中所提，便是指“濮议”事件。此时的曾巩，为此自行著作一

篇文章，也就是《为人后议》。其著作的出发点便是犹言“继子论”，故知此

乃为“濮议”而发。但是，曾巩此论虽作於“濮议”之时，却没有将其文展示

                                                           
61
详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1“治平元年五月癸亥”、卷 204“治平二年四月戊

戌”、卷 205“治平二年六月”、卷 206“治平二年十二月甲辰”、卷 207“治平三年正月”诸

条（第 8 册，页 4872、4957、4971-4976、5010-5013、5023-5029、5030、5032-5036）之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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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皆因此时论者众多，且“欧阳公方执政，患之”故而不发其文。待“濮

议”事后十馀年，才示其文於欧阳修。从而得知，曾巩此举乃避讳於时论之中，

也突显出曾巩自行於官位之定论，以史馆编校之职自居而不参与“濮议”之议

论。虽难掩其意发之情，促使其著作议论文，意於“据经以断众惑”。然而，

“濮议”牵涉范围太大，曾巩为其文却“虽亲戚莫知也”，隐秘至此便自知曾

巩顾虑之深。同时，也带出曾巩不居其位，则不言其事的行为。可引申出曾巩

存：“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朱熹，2007：页 124）的处

事方针。 

    倘若将曾巩“名正言顺”的行为主旨串联於其史论作品的著作上，就不难

理解其著作集中於史馆时期之原因。皆因其身居其职，其於史书序文上的论述，

更较一般别於史馆的士大夫的相关论述，更具说服力。因此，按曾巩史论作品

几乎分布於史馆时期的现象立论，促而带出曾巩对於“名正言顺”的重视与其

撰史论文章的行为模式。 

 

小结 

综合上述所谈，可知曾巩的史论文章，并不局限於史馆时期。其史馆时期以外的

史论作品，即<读五代史>、两篇<咏史两首>都围绕在儒家圣人之道的此一立足点来叙

述历史事迹。故曾巩谈史，都不出於儒道。接着，曾巩受欧阳修的《举章望之曾巩王

回等充馆职状》的荐举得以入史馆编校史籍，欧阳修於此担保说道：“入后不如举状，

臣甘同罪。”故可见欧阳修用本身的仕途作为担保的同时，也衬托了欧阳修对於曾巩

入史馆编校书籍能力的肯定。因此，曾巩便得以借助史馆史籍收集之机缘，为史书作

序。从而以形成曾巩史论得以发挥的主要基本因素。再者，曾巩因公事而述史的做法，

带出其对於自身职责的以及史书的尊重，所以“名正言顺”的观念得以时曾巩的的史

论文章，尔后多集於史馆时期。 

於此同时，曾巩借各史书抒发其史论之时，都立於圣人之道的观史，其中更以

“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作为政治教化与皇朝兴衰之标准。同时，也注重史书传记

的“传於久”功效，并以此作为一切史书可否行於世的最终目标。由是观之，曾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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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论史的观念便是其史论之中枢。故总结曾巩史论之实践，其因公而发的客观因素占

其作史论之诱因，而以道论史的主观因素，则是曾巩借助史书载体阐发其史论之作为。

此举即为曾巩史论实践之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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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南齐书>目录序》中的史论 

《<南齐书>目录序》为曾巩任职於史馆时期之作。序中谈及《南齐书》撰

者之得失，将以《南齐书》的成因为始，用以探讨萧子显撰修之动机，以便能

从中比较两者之前因后果。而，曾巩於序文中所引的人事物之因，都是阐发其

史论之对象。且，曾巩诸史论文章中，就以《<南齐书>目录序》的阐述最具代

表性。故若想论述曾巩的史论与其意义，必不出於此序。因此，本文将以此序

内容作为主要切入点，以勾勒去曾巩史论之概貌与其脉络。 

 

第一节 《南齐书》的撰修动机  

    萧子显乃齐高帝萧道成之孙、豫章王萧嶷之子，乃帝皇一族之后。据《梁

书·萧子恪》有载，包括萧子显，共有“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

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

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姚思廉，1973：页 509）

在齐梁交接之时，原为齐朝宗亲皇族的萧氏兄弟不但屈于梁的取代与管治，更

甚者却愿出仕於梁。君臣之道的沦丧，於魏晋南北朝之际，臣职篡位为皇，时

空见惯。 

萧子显虽处於齐梁过渡之际，但其宗亲身份并无改变，且能成为两朝过渡

之官吏。齐梁同为萧氏皇朝，若以梁朝新立的角度切入，对於萧子显按其身份

所修撰的前朝史——《南齐书》，难免比梁以前的撰史动机多了一份偏执猜疑。

至此，须知萧子显为齐梁时期的才子，其： 

尝著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得明道之高致，盖幽通

之流也”。（姚思廉，1973：页 511） 

其赋得齐梁之际的文坛领袖——沈约所盛称“明道自高致，盖幽通之流”，是

必揭示萧子显的文笔之出众。由于目前对於萧子显的文学评述较少，而以《梁

书》所载之内容，至少已证明其才学获得齐梁时人所肯定。接着，萧子显在

《梁书》自序中，便自言其文笔乃“颇好辞藻”、“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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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自来，不以力构”（姚思廉，1973：页 512），可见之乃性情感性之人。辞

藻之文在南北朝相对的较为普遍，或可称之为其时风骨，而其“须其自来，不

以力构”则彰显出其作文随情的主张。 

    对於萧子显修撰《南齐书》一事，其实为前朝修史是萧子显毛遂自荐的，

而非奉旨修史的，但《南齐书》并不是萧子显所撰的第一部史书。可见於，

《梁书·萧子显》有载道其“採众家后汉，考证同异，为一家之书”（姚思廉，

1973：页 511），为《后汉书》一百卷。当他成功编撰《后汉书》后，才“又

启撰齐史，书成，表奏之，诏付秘阁”（姚思廉，1973：页 511）。由此可见，

以萧子显先奏请修《后汉书》，后续再独自撰修《南齐书》，待书成才表奏朝

廷，从事件的发展来看，梁武帝可谓看重萧子显的修史才能。此定论并不是毫

无根据的，在《梁书·萧子显》中便有载道“高祖雅爱子显才” （姚思廉，

1973：页 511），续而更对其曰： 

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姚思廉，

1973：页 511） 

梁武帝有此自视之言，便是证明其极为看重萧子显的史才能力，且认为其才识

已至於达前无古人之境。接着，萧子显对此应道： 

此乃为“时以为名对”（姚思廉，1973：页 511）。就这两句对话而言，萧子

显显然对於梁武帝给予的评价毫无过誉之感，甚可谓中肯。其“圣制符同，复

在兹日”的时代自我评价，更是认为自身的“明道之高致”乃至於可追溯至最

接近孔子之人，同时也可协助梁进入“圣制”时代。其实，梁武帝对於萧子显

看重并不是流于言语表面，见： 

高祖所制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

人……其年迁国子祭酒，又加侍中，於学递述高祖五经义。（姚思廉，

1973：页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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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於此，萧子显被任命为国子祭酒，传授着由梁武帝政权所释义的五经义，称

其为梁朝正统确立之宣传者，事实上并不有违。 

又，萧子显甚至於选择性的忽略两者期间的汉代，既汉武帝所推崇的 “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思维之下所产生的崇儒时代。倘若按汉代之汉武帝与董仲

舒，用以比较梁武帝与萧子显的组合，可发现於同是发扬孔儒思想的成果，萧

子显自觉认为梁更甚於汉。这也揭示了萧子显自视其身已然超越梁以前的儒者，

从而达到前无古人之境界。 

纵观上述可知，萧子显存有对自身之自信与性格之高傲，而其自信与高傲，

是有迹可寻的，见《梁书·萧子显》所载： 

子显性凝简，颇负其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

举扇一撝而已，衣冠窃恨之。（姚思廉，1973：页 512） 

据於此，萧子显常持着自身的地位与才气，视九流宾客於无物。其傲气的行为

也常为自身召集仇恨，然而时人对於此恨意却只能是隐而不言，皆因萧子显乃

梁武帝之宠臣，见於“高祖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

访焉（姚思廉，1973：页 511）”。故，得宠於於梁武帝，也无疑助长了萧子

显的傲气。萧子显虽性格奇傲，但梁武帝对其所重，甚可漠视其劣性，且在萧

子显卒后，更手诏其“恃才傲物，宜谥曰骄”（姚思廉，1973：页 512），便

可见其对萧子显的宠爱之深。 

按梁武帝之言，萧子显所著之《南齐书》，其成就足以令众史失色，可见

其个人观念过於主观与牵强。须知，萧子显身为齐梁宗亲，乃齐高帝萧道成之

孙，其自荐修《南齐书》一事，为粉饰齐梁篡位事迹的动机也就能成立。萧子

显数次在《南齐书》中言其祖父萧道成称帝之正当性，是为义举而非私欲，此

可见於《南齐书·高帝上》： 

案太一九宫占推汉高五年，太一在四宫，主人与客俱得吉，计先

举事者胜，是岁高祖破楚……昇明元年，太一在七宫，不利为客，安居

为世，举事为主人，应发为客，袁粲，沈攸之等反，伏诛。是岁太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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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门，临八公，宋帝禅位，不利为客，安居之世，举事为主人，禅代之

应也。（萧子显，2017：页 24） 

又《南齐书·高帝下》： 

孙卿有言： ‘圣人之有天下，受之也，非取之也’……虽至公於

四海，而运实时来，无心於黄屋，而道随物变。应而不为，此皇齐所以

集大命。（萧子显，2017：页 41-42） 

据文献所载，萧子显以太一九宫占为依据，认为齐高帝接受宋和帝的禅位之事，

乃为天命所需，若违反天命，必生事变，故曰“禅代之应也”。又，其“无心

於黄屋，而道随物变”之言，便是用以解释齐高帝萧道成之所以称帝，实非自

身所愿，而是难违天命。再，其引用孙卿之言，更指齐高帝登帝之举实乃效仿

圣人禅位之事。然，见《南史·宋本纪》所载： 

七月戊子夜，帝遇弑於仁寿殿，时年十五。已丑，皇太后令贬帝

为苍梧郡王，葬丹阳秣陵县郊壇西。（李延寿，1974：页 88） 

其弑君之事，事发乃因“帝威名既重，苍梧深相猜忌”，此时萧道成尚为宋臣，

苍梧王为宋费后帝，但其颇为忌萧道成。因为苍梧王“天性好杀，一日无事，

辄惨惨不乐。内外忧惶，夕不及旦”，所以有众多人恨之。再： 

加以手自磨铤，曰：“明日当以刃萧道成。”陈太妃骂之曰：

“萧道成有大公於国，今害之，谁为尽力？”故止。（李延寿，1974：

页 101） 

又： 

领军将军萧道成与直閤将军王敬则谋之……是夜七夕，令玉父伺

织女度，报己，因与内人穿针讫，大醉，卧於仁寿殿东阿毡幄中。帝出

入无禁，王敬则先结玉夫、陈奉伯、杨万年等合二十五人，其夕玉夫候

帝眠熟，至乙夜，与万年同入毡幄内，取千牛刀杀之。（李延寿，1974：

页 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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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上可知，尔后才有宋顺帝禅位於萧道成，但萧道成犯下弑君大忌，已为事实。

萧子显以圣人禅代之事迹，形容其祖父登基的过程，明显在《南齐书》中，对

於其祖父夺取宋的政权的手段，多以粉饰载之。 

    接着，有梁武帝受齐和帝禅代事迹。事因永泰元年（498 年），齐明帝驾

崩，东昏候即位，明帝遗诏当时尚为齐臣之梁武帝萧衍为都督、雍州刺史。

《梁书·梁本纪》载，时有“徐孝嗣、刘喧等‘六贵’，梅虫儿、茹法珍等

‘八要’及舍人王呾之等四十馀人，皆口擅王言，权行国宪”（李延寿，1974：

页 171）之弊端，萧衍对此乱象向张弘策谓道： 

政出多门，乱其阶矣。当今避祸，惟有此地，勤行仁义，可坐作

西伯；但诸弟在都，恐离时患，须与益州图之耳。（李延寿，1974：页

171） 

同时又因为： 

时上长兄懿罢益州还，仍行郢州事，乃使弘策旨郢，陈计於懿，

语在懿传。言既不从，弘策还，帝乃召弟伟及谵，是岁至襄阳。乃潜造

器械，多伐竹木，沉於檀溪，密为舟装之备。（李延寿，1974：页 171） 

据文献所载，此时的萧衍乃是“其虽欲不已，亦是出师无名（姚思廉，1975：

页 508），其将自身比作“西伯”，也就相应的将东昏候隐喻成商纣王。时至

永元二年冬十月（500 年），“寻而大臣相次诛戮……懿又被害”（李延寿，

1974：页 171），故能证明萧衍起兵乃是引用“为其长兄报仇之名”。尔后，

时为永元三年（501），见： 

义师筑围守宫城。十二月丙寅，新除雍州刺史王珍国，侍中张稷

率兵入殿废帝，时年十九。（萧子显，2017：页 108） 

因齐兵接而连败於萧衍军，故围城於京师之际，王珍国与张稷弑君以解京师之

围。两年后，又见萧衍效仿前朝，受禅於齐和帝，为梁武帝。再，见萧子显所

载《南齐书·齐和帝本纪》，赞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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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帝晚隆，扫难清宫。达覩机运，高颂永终。（萧子显，2017：

页 123） 

所以，萧子显认为齐和帝登基后，时有回隆的现象，再有“扫难清宫”的说法。

可见於《南史·齐本纪》，时至永元三年（501）正月，有“王受命，大赦；为

梅虫儿、茹法珍等不在例”（李延寿，1974：页 158），从此得知东昏候时代

的乱权之臣未能赦免。然，中兴元年（501）春三月，齐和帝即位。故知，其中

有两个月的时差。 

    据文献所载，纵观《南齐书》所在之齐和帝登基的两年事迹，除了初时即

位之大赦、褒扬萧衍所起义军，见： 

夏四月辰，诏曰“荆雍义举所基，实始王迹。君子劳心，细人尽

力，宜加酬奖，副其乃诚。凡东讨众军及诸嚮易知众，可普复除。（萧

子显，2017：页 121） 

再，对不服於萧衍起义军的地方太守发兵讨伐，以及将萧衍从梁公爵晋升至梁

王，乃至於禅位於萧衍。就齐和帝本身而言，故不见之何可赞曰“和帝晚隆，

扫难清宫”。倘若，将视角移至梁王，就能贯通於全局。此“晚隆”之意，乃

指齐和帝登基以后，非前代东昏候时，但此前为萧衍起义军伐东昏候，意以废

帝。故，是为萧衍起义事成而得以“晚隆”。萧子显以此隐喻表达，是谓齐末

隆景乃梁王萧衍的功劳。而且，在《南史·齐本纪》中，就齐和帝的记载与

《南齐书》大致相同，然，并没有对於齐和帝有何赞誉，乃至于在史官论述中，

也并无提及。故知，萧子显会在《南齐书》赞扬齐和帝，意不有他，皆因其禅

位於梁武帝，而《南齐书》与《梁书》之间的比较，更能见其为梁武帝的篡夺

有所掩饰。又，学者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

臣在粉饰“篡弑”的问题上，可归纳出两种手法，“其一为是在确定本朝历史

的断根时作文章；其二，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尔逢回

护，或略不评，或公然曲笔”（周一良，2010：页 426）。所以，随着透过禅

代夺权事件司空见惯之后，史臣便常以后者之公然曲笔的手法来宣扬禅代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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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子显於《南齐书》中，为父作传载入正史之举，纵观齐梁之前的史书，

可谓前无古人。萧子显为其父於史书中独立为传，且相邻於文惠太子，相比於

其余的同辈之编排，即临川王等“十二王”，皆为合编成传，因此，便能得知

萧子显对於其父萧嶷之传的撰修标准，实非按其父的官职与宗亲身份而定。按

此赵翼有评： 

齐书衡阳王道度等，乃高帝兄弟，自应编在高帝诸子之前，乃反编

在武帝诸子之后。萧景先、萧赤斧、萧谌、萧坦之，亦宗室也，又不入宗

室而另为列传。其列诸帝子传，又先以文惠太子序于豫章王嶷之前，嶷乃

高帝子，文惠乃武帝子，于嶷为从子，岂可乱其序乎？（赵翼，2011：页

177） 

故知《南齐书》对於帝王宗亲的排序编次为相对的错综复杂，而其父豫章王得

以独立一传，皆因其为撰史者之父。从孝道的角度而言，故然可赞。按此赵翼

又道：“为人子者得借国史以表彰其父，此亦人之至幸运也”（赵翼，2011，

页 177），看似此举为萧子显尽孝之行为。然而，就史书的角度而言，其编次

无章，不按宗亲关系排序，便难以有效的析理齐宗亲事迹於史书之中。再，萧

子显於《南齐书》中评曰： 

楚元王高祖亚弟，无功汉世，东平宪王辞位永平，未及光武之业，

梁孝惑於胜、诡，安平心隔晋运。蕃辅贵盛，地实高危，持满戒盈，鲜

能全德。豫章宰相之器，城有天真，因心无矫，率由远度，故能光赞二

祖，内和九族，实同周氏之初，周公以来，则未知所匹也。（萧子显，

2017：页 469） 

又《南史》有曰： 

豫章文献王珪璋之质，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虽代宗

之议早隆皇瞩，而天伦之爱无亏永明，故知“为仁由己”，不虚言也。

（李延寿，1974：页 158） 

据上述文献所言，二史对於萧嶷的评价存有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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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王应麟有云：“子固谓子显《南齐书》其文益下。愚谓子显以齐宗室

仕於梁，而作齐史，虚美隐恶，其能直笔呼？”（高海夫，1998：页 3800）。

总结而言，萧子显於梁作《南齐书》的动机明显，意为粉饰齐梁朝建国之手段。

加上齐梁二朝皆萧家天下，虽是革代，就梁武帝对萧子显的重用，与其自荐修

史一事串通，呼应其为梁朝的新建统治粉饰，即能歌颂梁武帝，也能助其巩固

朝廷。曾巩作目录序之时，已知萧子显撰史之用意，故而借此阐发其所认为的

撰史者应有之美德与能力，以致达到史传固有的借鉴与教化之作用，为此而提

出“撰史者之应有条件”。 

 

第二节 撰史者应有之条件 

南齐初年，齐高帝萧道成下令设置了史馆，接着命令檀超、江淹等人编缉

齐朝“国史”，为《十志》。由齐入梁时，又有沈约著的《齐纪》以及吴均的

《齐春秋》，三书史料皆为萧子显《南齐书》所取材。然而从南北朝至北宋时

期，此前三书皆因史稿没有流传以及散失的问题，在曾巩编校史书之时，记载

南齐史最早的史书，就只有萧子显的《南齐书》。 

一、撰史之“四备” 

《南齐书》为一朝之国史，而史书即为载史之用，对於史书载史之用意，

曾巩有属於其自身之见解，於《<南齐书>目录序》中有道：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所其托，而后能传

於久，此史之所作也。(曾巩，2004：页 187) 

这阐明了史书为后人借鉴之本，而能让后人引以为法则戒条。同时将史迹通过

修撰为史书，用以流传，倘若不能流传於后世，那么在制定法戒的基准上便不

得全面。故知，曾巩非常重视史书是否把历史中的“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

都记载下来，以至於流传於后世后，因得以知其事迹因果，便能引以为鉴。此

点便是曾巩家学的延伸，早在其祖父辈曾致尧与曾易占开始便已陆续探讨“是

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的运用，在本文第二章节便已有谈及，其立论点在於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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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相比前两者的特别之处便是将此思维脉络运用到史书当中。就此曲阜於《行

颖滨中书舍人制》便有对此评价道：“‘至於言语侍从之臣，皆圣人之徒，亦

非后世之士所能仿佛也。’词意全本南丰，其家庭素所讲贯也。”（李震，

1997：页 232）故而可知，曾巩家学对於其史论影响脉络实为相互存在的。 

    曾巩对於史书的修撰也有着基本的要求，其首要条件为“所托得其人”，

倘若“所托不得其人”，史书将： 

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

工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

可幸而掩也。(曾巩，2004：页 187) 

据此所言，可见曾巩通过文中隐恶抑善行径之比较，认为低劣的撰史者存在以

下之撰史弊端，其一为不明修史意义与节操、其二为颠倒历史事实、其三为释

理不通畅以及其四为文笔不善於撰史，或一既为。而史书将因为这四种弊端，

令史迹中实属丰功伟业或是美德之迹，也会黯淡无光、隐而不显；邪恶之人的

丑陋行，径则会侥幸的得以遮掩。 

    相对於曾巩所言之“所托得其人”，必然就无上述之弊端。在本论文的第

三章第一节中就有论述到史书与碑铭存有相异，而且墓志铭也比不上史书来的

全面记载，但是鉴於墓志铭有“义近於史”的功效，尤其於其书“善”方面是

极具历史价值的。故上述虽是言及撰铭之人的要求，但史近于铭，何况史乃善

恶无所不书，且史书所书乃集时代人物等之事迹，非一人之碑铭所能比，当不

能逊於对撰铭者的要求条件，即须有基本的“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

（曾巩，2004：页 253），同时相应了上述说谈及之若所托非人，善恶之事均

不能彰显之意。 

既然曾巩认为撰碑铭之人应有“蓄道德而能文章者”的条件，那么其对於

撰史之人的要求，则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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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

用，其知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

称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

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

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二典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

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傅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

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

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子情者乎?

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

之徒也。(曾巩，2004：页 187-188) 

曾巩以唐尧、虞舜的治天下事迹记载作为例子，认为《尧典》、《舜典》二典

中所载录的号令发布与法制的设立，能推以宣扬以致流传，皆因其手法乃文笔

之简约、内容之具备，故能传示二典中的深微之意。学者喻进芳曾对此分为三

个方面，即“第一，六经记录的是圣人治天下之迹；第二，写作者是得道的圣

人之徒；第三，文字简约，传示的是深微之意。”（喻进芳，2008：页 60）又，

曾巩之弟曾肇也於《曾巩行状》中评道：“其言古今治乱得失是非成败，人贤

不肖，以至弥纶当世之务，斟酌损益，必本於经。”（曾巩，2004：页 791）

结合曾巩所谈之“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所其托，而后

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可得知曾巩按於自身的道统思维，对於史书的

评价基准则是设立在由经入史，故能左右之。 

上述所提的“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

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

也” 为曾巩所认同的撰史条件，对於之前所举出的“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

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的话语，有相对性的比较。但

曾巩所言的良史，必需具备明、道、智、文这四种博识达理。就此“四备”之

说法，学者茅坤就为此便评论道“记史家得失处，如掌。” （高海夫，1998：

页 3800）由此可见，曾巩的史论并非毫不可取的，且茅坤“记史家得失处”的

评价，倘若曾巩的史学观不具备实用性，何以得到后人之认可？再看章学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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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定曾南丰南齐书目录序》中之所云：“古人序论史事，无若曾氏此篇之得

要领者，盖其窥於本原者深，故所发明，直见古人之大体也。先儒谓其可括十

七史之统序，不止《南齐》一书而作。”（高海夫，1998：页 3801）故而可见，

章学诚对於曾巩史论的高度评价，认为曾巩对於史论存有深入了解，才能够有

此见解，促而能通过曾巩的史之“四备”达到“古人之大体”，也就是所谓的

圣人之道。借史书明瞭圣人之道的出发点，便是曾巩史论的最终目标。 

然而在曾巩“四备”论提出的此前，就对於为史者之所需的条件上，於前

朝唐时期的刘知己已有一套自我的论述，《新唐书·刘子玄》中有载道： 

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对曰：

“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者少。夫有学无才，犹愚贾

操金，不能殖货；有才无学，犹巧匠无楩柟斧斤，弗能成室。善恶必书，

使骄君贼臣知惧，此为可加者。”时以为笃论。(欧阳修、宋祁，1997：

页 4522) 

刘知幾的史才三需为才、学、识三者，缺其者当不能委其撰史之职，且《旧唐

书·刘子显》有载：“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来，能应斯目者，

罕见其人”（刘昫，1975：页 3173），所以对于刘知己而言，能为史者故为鲜

少。 

若以刘知幾所言之“三长”，与曾巩所提其一之明识足以知晓万物之理、

其二之道理足以适合天下之所用、其三之智慧足以通晓难知之意以及其四之文

笔足以阐明难以表露之情的“四备”相置，再考虑到曾巩时任编校史馆书籍，

新旧《唐书》的刘子玄传记可易於作为曾巩参考的客观因素，此“四备”当可

视为继“三长”而再所发挥。然而，曾巩对於“四备”的解释，似有其一家之

言。首先，曾巩认为史之功用为“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但

是，史书对於事迹的发生，不是单只置于客观记载而已，而是能够“并与其深

微之意而传之”(曾巩，2004：页 187)，也就是具有微言大意的褒贬性，而在

这此前所言的“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役，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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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曾巩，2004：页 187），就是为了彰显史

书之源的法戒价值以及微言大意的真意。 

同为探讨良史的基本条件，在《宋会要辑稿》中有摘录了一段对话，其中

宋太宗便提到“史才甚难，在乎善恶必书，务实而去憎爱，斯为良史矣”（刘

琳，2014:页 3527），此为淳化四年（公元 993）所载，可谓是与曾巩生平时期

较为接近的良史论述。再看其载宋太宗与苏易简的对话： 

苏易简曰：“大凡史官宜去爱憎，猜嫌无避。今人多不欲修史，蓋

善恶之间懼其子孙见之为雠隙。近这蒙修史，蒙为人怯懦，多疑忌，故其

史传多有脱落，甚非直笔。”上曰“善恶无遗，史臣之职也。”奏云：

“史官以学识为先，文采次之。苟史官有学识，安得爱憎、怯懦、疑忌？”

上曰“史官要识、要学、要才，三者兼之。” （刘琳，2014：页 3507—

3508） 

可见刘知幾的史论对於宋太宗的史官观点有着一定的影响，所以在遴选史官的

选择上，多以该标准作为主要考量。再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有提：“才

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

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章学诚，2008：页 65），无疑同是受到

刘知幾的史观因素影响，而有所阐发的观点。 

曾巩推史之用意，实属为了衬托撰史与“四备”之关系。如若能通达其中

大意，撰史者就能将“四备”为己所用，以致能“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

先后无不白也。”(曾巩，2004：页 187)，所以对於曾巩而言，撰史者本身的

修养直接影响到史书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因此，撰史者须有“四备”，则能延

续史之大意。关於刘知幾的“三长”到曾巩“四备”之间的演化，康熙於《御

选古文渊鉴》卷五十二就评道：“胪陈得失，当於刘知幾《史通》并传” （高

海夫，1998：页 3800）便是肯定了曾巩“四备”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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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 

纵观上述所论，得知曾巩的撰史人条件为“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

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曾巩，

2004：页 187），然，曾巩於序文中以“二典”为效仿之基准，以其基准审核

古今的撰史人之文笔与取材，其文以司马迁为例，见文：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

火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

之迹、兴废之端……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遮谬乱者，亦岂

少哉？（曾巩，2004：页 188） 

曾巩使用顿挫的表现手法来评价司马迁撰修《史记》的褒贬，文中认为司马迁

所处之汉虽离三皇五帝时代之久远，途中又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依然能

把三皇五帝事迹撰修成纪，又加以整合所能收集的残缺之经於传记百家之言,以

“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记录成史书。须知，於汉初时期，百物待兴之际，

《史记》书成於汉武帝时期，距秦始皇焚书已约百年，能找到可利用性的史料

已属不易，还能撰修成史书，故曾巩以“斯亦可谓奇矣”的高度评价，形容司

马迁所撰修的《史记》成就。然，曾巩认为司马迁在撰修《史记》的过程中，

其所采集的史料，存在着荒谬错乱的言论，此可见《<新序>目录序》言：“汉

兴，六艺皆得於断绝残脱之馀，世复无明先王之道以一者，诸儒苟见传记、百

家之言，皆悦而向之。故先王之道为众说之所蔽，暗而不明，郁而不发”。

（曾巩，2004：页 176-177）故曾巩认为此举已然是“蔽害天下之圣法”的存

在。 

    关於曾巩对於司马迁的《史记》为“蔽害天下之圣法”的评价，实非只有

曾巩一家之言，见《汉书·司马迁传》： 

又其是非颇谬於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

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班固，2006：

页 2737-2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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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汉书·扬雄传》中，扬雄说道 ：  

及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於经。

（班固，2006：页 3580） 

上述三者的评价方向皆对司马迁所撰修之《史记》乃“是非颇谬于经”的史书，

但，三者之间又有其不同点，班固认为的是司马迁於《史记》中重黄老而轻六

经、崇利贱贫以及退处士而进奸雄，故为是非谬论於经；扬雄则认为司马迁

“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故为是非颇谬於经；曾巩则是因为司马迁“是非颠

倒而采遮谬乱者”，故为是非谬论於经。从这三方面来看，可得知三者所着重

的要点不一，此乃因三者皆是以经出发，即儒家的道德观观之，故皆言及《史

记》所载为“是非颇谬於经”。然，曾巩於此观点上，实质上存在着被扬雄影

响着的因素。见《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

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醨舍是矣。（曾巩，2004：页 231） 

据其所言，得知曾巩甚为推崇扬雄的文章，且认为赵宋以前的众多儒者之中实

质上继承了孔子的圣人之道既文中的“观圣人之道者” 只有孟子、荀子、扬雄

与韩愈上述四人而已，可见曾巩给予扬雄评价之高。《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作

於庆历元年，时为曾巩初次拜访欧阳修前所作，本论文於第一章已用谈及。又

於《<新序>目录序》有言道：“自斯以来，天下学者知折衷於圣人，而能纯於

道德之美者，扬雄氏而止而” （曾巩，2004：页 177）。由此可见，曾巩在备

受家学熏陶的过程，其中就有涉及到学习扬雄的文章。故认为曾巩在《<南齐书>

目录序》中对於司马迁撰修《史记》的评价，是受到扬雄的启蒙印象，为所能

证明之。 

    扬雄与曾巩对於《史记》的修撰弊端出发点各异，事因曾巩对於《史记》

有其独立之见解，见《<战国策>目录序》： 

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

理之不易者也。（曾巩，2004：页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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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曾巩认为司马迁所处於的时代有其所能遭遇到的撰史难题，故司马迁可适

应时代而变通以至“不必尽同”，只要“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变即可。相对

於扬雄所提“讫麟止，不与圣人同”，曾巩已间接的帮助了司马迁於这方面的

所谓“弊端”作出了维护与回答。而曾巩所言道的司马迁撰史记之过程“以集

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也就符合了曾巩的“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

的观点，同时相应了此前序文中所提及的撰史该“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

而为法戒”，故能赞誉之。但，因司马迁“是非颠倒而采遮谬乱者”与“盖圣

贤之高政，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曾巩，2004：页 188）的撰修“史记”，

故曾巩批评之为“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

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曾巩，2004：页 188），

从此得知司马迁并不具备曾巩所言的撰史者应有之“四备”条件，同为“所托

不得其人”之意。 

其实司马迁与《南齐书》并无关系，只因萧子显与其皆为撰史者的身份。

其遭遇曾巩於序文中引以为例的原因，实为比较两者之弊。曾巩於文中虽以经

为本的角度评价司马迁的《史记》为“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遮谬乱

者”，却不乏对於司马迁的赞誉：“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

不谓隽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曾巩，2004：页 188），文中认为“夫自

三代以后”的撰史者，若能宛如司马迁的文笔，就已经是“隽伟拔出之材”、

非常之士”，可见曾巩实为甚重司马迁的文笔。然而，司马迁依然为缺乏“四

备”的“所托不得其人”之撰史者，原因为其“盖圣贤之高政，迁固有不能纯

达其情，而见之於后者矣，故不得而兴之也”（曾巩，2004：页 188），文以

司马迁不能深刻的传达“盖圣贤之高政”而贬责之，且以此角度为出发点的纵

观於所载录的历史事迹，故能得知曾巩极为重视史书中对於圣人政治的解读与

引用，以达到政治教化的效用。 

对於曾巩而言，相比之下的萧子显并不与司马迁处於同一比较平台之上，

见其续言道：“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於宋、齐、梁、陈、后魏、后周

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曾巩，2004：页 188)，由此可见，曾巩对於萧子显与

其所撰修的《南齐书》皆一以括之认为“盖无以议为也”。曾巩对於萧子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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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如此，是因为曾巩以经为本的角度评价《南齐书》的撰修，而认为其弊端

更甚于司马迁，故“盖无以议也”。此章於第一节就有谈到萧子显撰修《南齐

书》存有以下之弊端，即“虚美隐恶”、蔽害圣法，滥用圣人禅让之举以及粉

饰齐梁政权。再，曾巩认为继承孔子之道者为孟、荀、扬、韩四人，相对於萧

子显自诩道“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

故而对於萧子显的狂妄自大甚为不齿，所以曾巩以“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

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评价之，更

比司马迁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三节 《南齐书》“盖无以议为也”之评价 

曾巩於序文中相比於司马迁，其一以括之的认为“宋、齐、梁、陈、后魏、

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皆因上述史书对於曾巩而言皆存有通病。於梁期

间，因佛道之兴盛，史书中出现了为佛教立传的现象。周一良就此於《魏晋南

北朝史论集》中也有提到：“为以前所未有的，佛教与道教史书在纪传体史籍

中正式占一席地”（周一良，2010：页 400-401）。按於此，见曾巩所著《<梁

书>目录序》有言：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并起，佛最晚出，为中国之患，而梁为尤甚，

故不得而不论也。 

盖佛之徒自以为吾之所得者内，而世论佛者皆外也，故不可诎。虽

然，彼恶睹圣人之内哉？（曾巩，2004：页 177） 

据上述所言，事因圣人之道传於梁朝，已然黯然不明，故百家之言并起，其中

以佛道於梁的影响最甚。从此可见，曾巩认为因时人不能完整的释意圣人之道，

且用於政治教化，才会导致佛教蛮横於世，故不得不以圣人之道与佛道进行比

较。文中认为佛教徒们皆“自以为吾之所得者内”的懂得世间真理，但於世俗

中讨论佛道者们都只是得道於外在皮毛而已，且认为自身得道之正确乃至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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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摇之境，此甚为曾巩所轻之，故言道“彼恶睹圣人之内哉？”的认为这些人

不懂得圣人之道的真谛。再，见文： 

《易》曰：“智周乎万物而道济乎天下，故不过。”此圣人所以

两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

足以适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两失之地也。佛之失，其不以此呼？则

佛之徒，自以谓得诸内者，亦可为妄矣。（曾巩，2004：页 178） 

曾巩以《易经》中圣人於“智周”与“道济”两者兼得的例子，比较於百家学

说的“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尽万事之理；道足以为一方，而不足以适天下

之用”之鱼与熊掌，何以兼得之境，以显示其不足。而佛道的内修外行不能兼

得，当不足以与圣人之道同日而语，故对於世俗论佛者认为自身已得内在真理

的事迹，曾巩更是批评之自大狂妄。接着，关於序文中以经论佛的比较手法，

曾巩於末端已有其所解，见： 

夫学史者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为著圣人之

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传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

内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曾巩，2004：页 178） 

由此可见，曾巩认为学史的目的为“将以明一代之得失”，乃相应了《<南齐书>

目录序》所提“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而文中以梁事迹比较

两者所得到的“圣人之所以得”与“佛之所以失”之结论，是为解释学道之人

排佛之原因，乃志於内在的修养。曾巩於《<梁书>目录序》中以圣人之道的角

度为出发点与佛道进行比较，带出了史书应该为圣人之道所服务，所以批评

《梁书》於载录中，先偏重於佛道而后重於经的手法，谬於圣法。此类似於上

述班固於《汉书》对於司马迁的评价，即“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故

也可演化言之“论大道则先佛而后六经”。上述所举，便已揭示了曾巩贬责

《梁书》的动机与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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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见《<陈书>目录序》： 

然及其既成，与宋、魏、齐、梁等书，世亦传之者少，故学者於

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详也。而其书亦以罕传，则自秘府所藏，往往脱

误。（曾巩，2004：页 185） 

曾巩於文中细述了《陈书》於赵宋时期的流传性，且因此时魏、宋、齐、梁与

陈的五朝史书的流传性较弱，即使是秘府所收藏的版本，也颇有脱误之处，其

中便以《陈书》更为甚，见“盖此书成既难，其后有久不显”，故知《陈书》

实存其所不显之原因。曾巩曾言道“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

必得所其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之所作也”，而其中的“则必得所其托，而

后能传於久”不就带出了如若史书不能流传於后世，那么在制定法戒的基准上

便不得全面了。因此，史书在记载得失兴坏理乱之故的明确性固然重要，但是

史书的流传性同时也是曾巩所重视的。按之前的文章所叙述，倘若以《<南齐书>

目录序》所言之“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

设辞之不善”为逻辑思维，那么“所托不得其人” 也就相应了“而后不能传於

久”，故《陈书》面对於流传性的问题，实际上事出於“所托不得其人”。然

而，曾巩依然认为《陈书》存有可取的部分，见文： 

然而兼权尚计，明於任使，恭俭爱人，则其始至所以兴；惑於邪

臣，溺於嬖妾，忘患纵欲，则其终之所以亡。兴亡之端，莫非自己致

也……皆学者之所以不可不考也。而当时之士，争权诈伪，苟得偷合之

徒，尚不得不列以为世戒，而况於坏乱之中，仓皇之际，士之安贫乐义，

取舍去就，不为患祸势利动其心者，亦不绝于其间。若此人者，可谓笃

於善矣。（曾巩，2004：页 186） 

可见曾巩认为《陈书》中对於陈朝兴亡之故的载录，有利於学者们对此兴亡因

素进行考证与了解。而对於“争权诈伪，苟得偷合之徒”应作为反面教材载录

於史，流传於世且引以为戒。相对的处於乱世之中，能安贫乐道而不被祸利蒙

蔽其心者，此处所指之人主要为《陈书》中的《儒林》传记，例如：沈文阿、

陆庆等人，正为曾巩“盖古人之所思见而可得”所推崇的道德高尚之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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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书》的撰修文笔，实存“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的载录手法，故

曾巩赞誉之。但是，正因《陈书》的撰修者文笔为“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

才“使之泯泯不少概见於天下”（曾巩，2004：页 186）。曾巩有感，《陈书》

之所以不能“传於久”,正因此史书缺乏“四备”，面临着历史洪流之中的考验

与淘汰，从书成於唐并无盛行，而至赵宋时期再复兴於世，皆因“及宋兴已百

年，古文遗事靡不毕讲，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学者，其传之之难又如此，

岂非遭遇固自有时也哉！”（曾巩，2004：页 186）的时人风气所导致，也是

《陈书》之时运已至。 

纵上所论，曾巩对於《梁书》、《陈书》“盖无以议为也”的评价，皆因

这两部史书的撰修通病为“蔽害圣法”以及撰史文笔不及於司马迁，故而一以

括之。同时，从中也得知了曾巩於《南齐书》中的思绪，即以其以经为本的标

准去评价《史记》的撰修，实存褒贬而“蔽害天下之圣法”。倘若司马迁都不

能有效的於史书之中诠释圣人之道，而相比之下且劣质於《史记》的“宋、齐、

梁、陈、后魏、后周之书”当不足以用曾巩之“四备”去谈论之，故言之“盖

无以议为也”。 

 

第四节 曾巩对萧子显撰史笔法之评价 

曾巩为《南齐书》写序，原意应为介绍此书的主旨与编辑手法。然，曾巩

则是透过着重评价萧子显的撰史文笔，以评述《南齐书》的价值，所以曾巩於

《<南齐书>目录序》中，就有针对萧子显的撰写文笔而发表看法，见文： 

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绘之变尤多，而其文益

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曾巩，2004：页 188） 

可知萧子显於撰写上，文笔“喜自驰骋”，尤其是“更改破析刻雕绘”的变化

异常的多。故而导致曾巩对於萧子显的文笔颇为不满，因其既不能微言大义，

且与圣人之道背道而驰。但是，对於萧子显本身而言，此文笔实为其追求自我

的一种表现。於《南史·齐高帝诸子上》中萧子显有言道：“追寻平生，颇好



94 

 

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明月秋

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李延寿，1974：页

1073）由此可见，萧子显视“颇好辞藻”为其人生之追求，而其不求名成，但

“求心已足”的想法看似豁达，但是萧子显经已立下“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

骋，其更改破析刻雕绘之变尤多”的撰史弊端之动机，足以达到为文害史之境

界。关於萧子显好辞藻而害史一事，刘知幾於《史通·载文》中就有间接的谈

论道：“爰洎中叶，文体大变，树理者多以诡妄为本，饰辞者务以淫丽为

宗……喻过其体，词没其意，繁华而失实。流宕而忘返，无裨劝奖，有长奸

诈。”（刘知幾，2008：页 90），揭露了撰史者若偏重其於文辞华美之修饰，

就不能有效的传达史事之意，从而造就史书内容“有长奸诈”，再综合上述所

言，故而可称萧子显成就其为文害史之评价。再，曾巩於序文中言道： 

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

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

危、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於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

不惜哉！（曾巩，2004：页 188） 

须知，曾巩於序中乃是以“古之所谓良史者”的起始点为要求而评价萧子显所

为。据序文所言，其《南齐书》已然为“所托不得其人”，既然已是“所托不

得其人”，那么应该就能应对曾巩此前所言的“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

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 （曾巩，2004：页 187）之意，所以以此切入点，

就能理解到上述曾巩对於萧子显撰史的续评。《南齐书》中对於“功名之君”

与“合谋之臣”的载录，不能“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

故而知其文笔不足具备“四备”之才。然而，其对於“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

人”的载录，却得以隐藏其恶行。按於曾巩之评价，便是相应了序前之所言

“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

形，可幸而掩也”之铺成，而之所以会导致这样结果，皆因将撰史之事“所托

不得其人”，故《南齐书》与其撰修手法才会成为反面教材而流传於后世。 

曾巩於序文中末端有曰：“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

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曾巩，20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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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此处带出了贯穿全序文中的一项要点，即“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

曾巩为了带出这一要点，便以“二典”作为众史所应该的效仿蓝本。须知“二

典”作为诠释圣人之道的存在，曾巩以此作为撰史手法之要求便是说明了史书

乃为儒家用以政治教化的工具，故而知其经史不分家、以经入史的观点。《春

秋》作为史书，但其於后世备受推崇，进而确立其经的地位，相对於此，曾巩

於序文中有言道：“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

天下之具，而二典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傅之，小大

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 （曾巩，2004：页 188），从中可知文笔

之简约，内容之完善之史书，便能尽其诠释其深微之意，与《春秋》的微言大

义之意义相同。针对於此，何焯在《义门读书记》中言道：“以经正史之失，

独举迁言之，斥子显处只数句，此《春秋》治桓、文之法。”（何焯，2006：

页 752）按何焯的说法，曾巩於序文中，是以“春秋笔法”批评萧子显的《南

齐史》不符於经，故曰“以经正史之失”。由此可见，曾巩於序文中不单只是

提出撰史者应有之条件，同时也要求自身以“春秋笔法”论之。曾巩对於圣人

之道崇尚之极，可称其为纯儒。曾巩“以经正史之失”，倘若凡史皆以此评之，

难免其视角缺乏客观性。学者喻进芳就此论道：“在曾巩那里，史学只是政治

教化的附庸。从历史的发展的全过程而言，曾巩的史学观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与

狭隘性。”然而，哪怕曾巩“以经正史之失”确实存其“局限性”，也不能磨

灭萧子显与其《南齐书》确实存有弊端之事实，倘若曾巩以以经入史为其评论

出发点，就道论事，且能成其一家之言，就以《南齐书》的序文格局，也足以

揭示其得失。 

 

小结 

综上所述，故知本序文中所带出的观点为：其一，史书的修撰应当以“是

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界”；其二，古之所谓良史者，需有“四备”，即

“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难知之意，

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曾巩，2004：页 187)；其三，司马迁撰史之文虽善，

但其“是非颠倒而采遮谬乱者”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故《史记》不能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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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史；其四，相比於《史记》得失之处，则“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

书，盖无以议为也” (曾巩，2004：页 188)；其五，为“子显之於斯文，喜自

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绘之变尤多”(曾巩，2004：页 188)，故谓之为文害史。

故而得知，透过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加上曾巩对其之评价，故成其史论。

其言所致，皆立足於圣人之道，行教化之作用，以“传於久”为其最终目的。

鉴於此，便得曾巩史论之立论方向，而其以道入史与以道续史之作为，将以是

别於世人之一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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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语 

    如今，学界对於曾巩史论的内容研究可谓相当详细。不过会造成此情形的

因素，并不是因为具有相当数量的论文对曾巩史论的进行剖析，而是因为曾巩

史论的格局较小，其史论所立足的出发点不出於经。其所谈及的史论篇幅也较

少，故相比於曾巩的其他专题研究，其史论部分的探讨则明显较少，同时也导

致相关的论述显得较为详细。因此，本论文的主要目的，便是为学界提供一个

崭新的切入点，以辨析曾巩史论的渊源性以及其实践之手法。 

    曾巩曾自述到“家世为儒，故不业他”，此等以儒道贯彻其一生的理念，

固然是其人生的选择。在其文章的创作上，其论事评述的立足点，也必定以经

为主。故而可知曾巩本身对於圣人之道的重视程度。然而，曾巩之所以崇儒，

其家学的影响可谓功不可没。曾巩之父在曾易占，於《南丰县兴学记》有道：

“往者，吾县初无隶儒者，隶儒者由曾氏”，便说明了曾氏家族为南丰儒学的

最初倡导者。其曾氏家学崇儒的事迹，犹可追溯至孔子时期。故，曾巩之所以

崇儒，其从小便熏陶於崇儒环境之下的影响因素是不可漠视的。再者，其后又

拜入当世之大儒欧阳修门下，以“未尝不以前古人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

今之世者”作为其问学的目的。因此，从曾巩学儒事迹而言，其之所以将圣人

之道贯彻於其行事脉络的缘由，便得以展现。 

    接着，曾巩史论的最初展露，便是在其《寄欧阳舍人书》中。曾巩於文章

中抒发其对於铭文创作的见解。此文本来就是一篇赞誉欧阳修的文章，其称欧

阳修为当世罕有的“畜道德而能文章者”。因为只有“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才

能不受横行於世的谀墓歪风所影响，从而创造出“使死者无有所憾，生者得致

其严。而善人喜於见传，则勇於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而惧……则足以

为后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近？”的铭文。可见，曾巩认为铭文本身

就起着史书特有的教化的伦理作用，所以，“畜道德而能文章”为撰铭者应有

的条件，而欧阳修正是其见解之原型。尔后，曾巩於《<南齐书>目录序》中，

便以此作为延伸，提出四条撰史者应有之条件，即“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

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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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畜道德而能文章”便占据其中两条。除此以外，曾氏家学中一向重视“治

乱得失兴坏之理”的看法，其祖父曾致尧以此寄意於政事；其父曾易占则寄意

於政治文章与兴学中；而曾巩则别於父辈们，同时也寄意於其史论之中。曾巩

於《<南齐书>目录序》曰：“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此史之

所作也。”便可知曾巩以其家学所崇尚行於世的“治乱得失兴坏之理”的见解，

立足於史书的存在的意义。鉴于此，曾巩的史论渊源便可以追溯至欧阳修与家

学对其的影响。 

    於本论文的第三部分，其实关系到曾巩史论中对的经史相关。其言“将以

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所其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之所作

也。”便是曾巩於史馆中实践史论的事实写照。其“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

故而为法戒”便是认为史书应为其以史为鉴的职务，将其史观局限於史书应该

为政治教化所服务的看法之中。此点出自於曾巩学儒的生平事迹之中，且其家

学影响最甚。接着，“则必得其所托”便是指撰史者应有的条件，其缘由可追

溯至对撰铭者之要求，便是以欧阳修为原型的条件延伸。“而后能传於久”则

是曾巩於史馆实践其史论的行为写照。此出自於曾巩关心史书本身是否能发挥

“传於久”的最终效用，而发挥其效用的前提，必不离“圣人之道”。因此，

曾巩借《陈书》、《战国策》传世时所面对的困境，在为此作序之时，以圣人

之道作为立足点，叙述此类史书是否合於经的基本诉求。其中目的，就是借助

圣人之道的观史角度，使上述史书得以“传於久”。於史馆为史书作序，就是

一种为其所编校的史书得以传於世以致传於久的机遇，对於曾巩而言，即能提

倡圣人之道，又能助各具史料价值的史书得以“传於久”，此为双赢的局面。

后续，本文也曾巩史论文章都集中於史馆时期的缘由，便是其对於自身职务的

认知，以及其不轻易论史书过失的行为，无不以其“名正言顺”的处事态度，

作为其中的关键因素。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则是使用“个案研究”的方式，以《<南齐书>目录序》作

为探讨曾巩史论的主体，以辨析其史论的具体内容。《<南齐书>目录序》作为

曾巩史论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论文章，其对於史书的效用以及撰史者的要求，即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所其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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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作也。”、“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

下之用，其知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便是其史论中最为

独特，最具影响力的见解。同时，也是最能代表其史论渊源以及实践手法的核

心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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